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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报刊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新闻传播学科来说，无论是建立自主学术话语体系，还

是开辟本土化研究的新路径，都必定要以中国报刊历史实践及其经验为基础为前提。倘若转换视野，从媒

介出发，报刊史就是一种媒介史，更是关涉中国历史变化和发展的方方面面。正是抱有这样共同的想法，

我和《新闻界》编辑部一拍即合，由我来组织一个关于中国报刊史研究和书写的笔谈，以推动新闻传播的

学术研究。

这一期的笔谈，目前推出的是三篇文章，它们都来自于作者自身的研究体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

以说是经验谈。公开自己的经验，自然是求分享，求切磋，更是希望求取指教，以利相互促进和提高。唐

海江的文章，是以媒介考古学取径为依托，强调报纸的内容离不开其物质性基础及其运转，有了后者，才

有内容的展开和散布。同时，考古学的思考方式也有助于改变报刊史研究的一个点（起源），一条线（连

续的总体发展）之习惯思维，从起源分析转向“累积”的分析，从总体化分析转向“弥散”的分析，从连

续性的分析转向非连续的“断裂”，从而将时间序列的建构转向空间建构的问题。后续两篇文章，正是在

这样一种路径上展开。孙藜的文章，则展示了晚清电报和上谕、报纸、通电等等的复杂互动，并进而提出

报刊史研究不能就报纸谈报纸、就电报说电报，相反，要具有“杂交”的视野，关注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

以及共同形成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媒介互动”“共生”“演化”的研究新思维，以展示报刊与

不同媒介网络、社会关系相互塑造和共生演化的历史面貌。我的《报纸“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

步——以创刊初期的《申报》为例》一文发表后，引发不少同道的兴趣，尤其是对于文章的构思有着好奇。

这篇笔谈虽然是因此而起，但主要还是想借此进一步说明新报刊史书写最主要的特点是从“媒介角度”来

考察报纸。这不仅是说把报纸视之为媒介，更关键的是要让报纸如“媒介”般运转起来，也就是“动”起

来，以此进入。“报纸雅集”的问题就不是发表了多少诗歌，内容是什么，而是为何形成“集”、集了什么，

集出什么结果。“动”的关键，亦即其难度，在于研究者把媒介理论化作自己的思维，有“媒介思维”，

才能打开报纸之动的“黑匣子”，遂能展示出一个在城市、文人、诗作、唱和之间居中运动的报纸雅集。

十年前，我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名义所组织的“新报刊史书写”团队，第一次在《新闻

与传播研究》上集体亮相；十年后的今天，又有机会在《新闻界》上组织这样一组笔谈，如此之巧的机缘，

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最后顺便做一点说明。这组笔谈还有几篇待后面陆续刊出，其中一篇是吴予敏教授谈关于“邸报”

的重新认识。由于这个话题既牵涉到不少古典文献，同时又关系到如何正确阅读、理解这些文献，有着诸

多的论证。考虑到这一期的篇幅，所以将之放到之后刊出，敬请大家关注。

                                                                                       黄旦

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

新视野、新思考、新书写：中国报刊史研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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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主流媒介史的替代性选择，媒介考古学为中国报刊史书写打开了新的思路。媒介考古学将历史

中的报刊从文献转化为历史遗迹，确立了其物质性的研究基础，打破了传统报刊史主体性、内在性和透明

性的神话和幻觉；它从操作层面展开报刊史书写，或可确立以事件为中心的研究单元，为报刊史带来新的

书写体例；它反对报刊史的起源分析、总体化历史和连续性，将报刊史的时间序列转化为拓扑学空间，推

动报刊史书写从原有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本文最后发出开展“报刊考古学”的邀请，通过具体的

实践和探索，形成更深入的对话乃至争鸣。

关键词　媒介考古学；报刊史；物质性；事件；拓扑学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唐海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4

当下中国报刊史书写面临的局面，与 20 世纪 60 年代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撰写《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时颇为类似。彼时，广播、

电视等电子媒介在北美日新月异，而印刷术则日渐式微。为此，麦克卢汉特

意说明，写作该书“远不是希望贬低谷登堡机械文化，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必

须奋力保持它实现的价值”[1]。这一说明对于当下报刊史书写而言不乏提醒

含义。近年来，随着报纸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报刊史书写面临着“奋力保持

它实现的价值”的问题，同时，对报刊史书写的诸多反思乃至质疑（涉及诸

如问题意识、框架、思路、历史分期和史观等方面）屡起①，这一问题也就越

显突出。在此情形之下，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报刊史？

什么是报刊史？ 1）

—— 媒介考古学的视野

唐海江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明多样性视野下的中国媒介考古 ( 多卷本 )”
（项目编号：20&ZD329）。
① 注：2007 年，《新闻大学》组织多期稿件分析报刊史书写中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诸多前辈和同道如丁淦林、方汉奇、宁树藩、吴廷俊、黄旦、李彬、程曼丽等教授对此贡
献了宝贵意见。随后《国际新闻界》也组织了李金铨等海外学者进行讨论。近年来黄旦教
授对此展开了系列探讨。后者主要有：黄旦：《“报纸”的迷思 AI 功能主义路径中的中
国报刊史书写之反思》，《新闻大学》，2012 年第 2 期；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
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12 期；黄旦：《媒介再思：报刊史研究
的新路向》,《新闻记者》，2018 第 2 期；等。

新视野、新思考、新书写：中国报刊史研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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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无法也无意对报刊史作出某种规范性

的新界定，而是试图从媒介考古学的视角，初

步勾勒报刊史样貌。媒介考古学自其发轫，就

以相对于主流媒介史而言的替代性选项出现。

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的反总体化、反解释学及

反线性史观的书写立场和策略，已在视听媒介、

书写媒介、新媒介等领域展现出一定的解释力，

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a。在此，将媒介考古学引

入报刊史，并非要对其做一种“悠闲的回顾”，

也非对其“黄金时代”展开“怀旧的邀请”[2]，

而是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将报刊史作为考古学

“应用的可能领域”[3]，做一场思想的“游牧”[4]，

希冀激发中国报刊史书写的新想象。

一、报刊之“物”

问及“什么是报刊史”，首先要追问何谓“报

刊”？

“报纸果为何物？此本书一先决问题也。”

戈公振先生在书写《中国报学史》时开篇便有

此一问。但非常可惜，该书通篇并非问“物”。

在其提供的报纸属性的诸多选项中，也将“报

纸为机械的复制”这一条去掉 [5]，主要还是从其

功能上展开界定。这种书写方式一直主导着中国

报刊史的基调，以致“物”在报刊史上几乎绝迹。

我们的教材和研究满眼是机构、人物的名字，

充斥着内容、意义和思想的词眼。好像没有“物”，

这些内容以及背后的意义都能存在，这些人、

这些机构就能成为其自身。可以说，在报刊史中，

“物”就像物那样沉默着。

知识考古学和媒介考古学首先注意到的就

是“物”，报刊之“物”。

在出发点上，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如观

念史、思想史、科学史、文学史等）的不同之

处在于，后者关注说出了什么，即“在被已说

出来的东西中可能意谓着什么”，而考古学关

注话语“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6]，也即探讨话语

a 相关研究参阅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媒体考古学》，荣震华 ,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乔纳森·克拉里：
《观察者的技术 : 论十九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蔡佩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年。

出现的“现实条件” [7]。立足不同，决定了二者

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报刊之“物”—— 即历史遗

迹（monument）的处理方式不同。就传统历史

学而言，它们往往将历史遗迹（报刊）当作文献，

透过文献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不仅问它们

想要说的是什么，而且问它们是否清楚地说出

真相”，通过解读文献，“重构那作为这些文

献来源的、而今远远消失在它们背后的过去”[8]。

相反，知识考古学确立的前提是“对文献提出

的质疑”[9]。知识考古学认为，文献本身就是遗迹，

成为具有物质性的历史事件，由此“将文献转

化为遗迹”[10]。为此，福柯（Michel Foucault）

提 出 了“ 档 案”（archive） 这 一 对 考 古 学 而 言

至关重要的概念。

福柯的档案概念，并非历史学意义上作为

史料的档案，那无异于历史学的文献，而是关

涉到“话语事件的存在模式”：

在所有这些研究的视野基础上应该托出一

个范围更广的论题—— 那就是文化中话语事件

的存在模式的论题。必将得出的东西是这样一

套条件……我想起了档案这个词，这不是指某

种文明或使这种文明免于湮灭无闻的遗迹所保

存下来的文本的总体，而是一系列规则，它们

在文化中决定某些陈述是出现还是消失，决定

着它们的持存和它们的解体，决定着它们作为

事件和事物的悖论性存在。在档案的一般要素

中分析话语事实，就不能把话语事实看成是（某

种隐蔽的意指过程或建构规则的）记录，而是

要把它们视为遗迹。在档案的一般要素中分析

话语事实—— 把所有地质学隐喻放一边，不要

指派任何起源，不要对 arché‌ 的开端做出丝毫暗

示—— 就是要去做词源学规则允许我们称之为

考古学的事情了 [11]。

这段话表明了考古学的缘起。所谓“话语

事件”或“话语事实”，不是话语说了什么事，

不是“文本的总体”，那是解释学关心的事；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12 期新视野、新思考、新书写：中国报刊史研究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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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话语本身已经说了出来，这本身就是事

件或事实（或话语实践），这是考古学的范畴。

这样一个话语事件或话语实践的形成需要依托

“一套条件”，它们先于任何“意指”而存在，

具有“历史的先天性”[12]。福柯无意对“档案”

进行本质性的界定，但揭示了其历史形态或“存

在模式”：作为事件和事物的悖论性存在。

对于“档案”，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

进一步将其明确为话语的“运作的系统”。它

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事件”，它“具有自

己的条件和出现的领域”；“另一方面是物”，

它“包含着自己的使用可能性和使用范围”[13]。

由此，档案作为“物”，或者说档案的物质性，

在考古学中占据着基础性位置。

通 过 对 档 案 的 分 析， 福 柯 的 考 古 学 才 得

以确立；而档案的物质性，则构成知识考古学

和 媒 介 考 古 学 的 内 在 关 联。 基 特 勒（Fredirch 

Kittler）作为媒介物质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同时

也被当作媒介考古学的奠基者，原因或就在此。

福柯对物或对话语实践的物质性之强调，被基

特勒承接并进一步明确。在基特勒看来，福柯

的档案实质是“图书馆的同义词”，局限在书

写领域 [14]。一方面，基特勒以媒介取代档案，

并将其内涵扩展至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等技

术媒介；另一方面他将福柯的“历史的先天性”

转化为“媒介的先天性”，将档案的物质性延

展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从而开辟了媒介考古

学的物质性进路。目前，尽管媒介考古学已形

成多种研究路径，但其物质性的根基一直被强

调：“媒介考古学必须坚持其研究对象的物质

性，即媒体始终是在某种物质结构中得以实现

的。”[15]

媒介考古学以物质性为立足，为理解报刊

史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目前围绕物质性问题

已有诸多理论（如行动者网络理论、思辨实在

论等）展开了讨论 [16]。我们在此不必大费周章，

a 尤西·帕里卡关于媒介物质性分析主要从技术、材料和实践三个方面展开。本文根据报刊本身的特征，增加了形
式的物质性一类。参考尤西·帕里卡：《什么是媒介考古学》，李佳，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5 年，第
241 页。

对其一一辨析，只需在媒介考古学的脉络下，

将视野投向报刊史领域作一具体分析即可。大

致而言，报刊的物质性可以从以下方面把握 a：

一是材料的物质性。主要涉及报刊进行信息收

集、加工、处理、分发中使用的材料。如纸张、

油墨以及装订材料等。材料的性质、有无及其

变化，直接关系报刊本身的性质、运作及其效

应。二是技术的物质性。主要是报刊在信息存

储、处理和传输中运用到的技术装置，如印刷

机器、电报技术、打字机、摄影术、交通工具等。

三是形式的物质性。主要涉及报刊呈现形式中

的物质性因素。如：版面、栏目、标题、图片、

字号、字体、颜色乃至标点符号等。这些呈现

形式作为报刊的信息组织方式，乃是一种物质

性的存在。四是实践（或操作）的物质性。主

要涉及报纸运行中各种时空要素、相关制度和

组织机构，它们构成报刊运行中的物质性力量。

如： 出版周期、采写流程、分发渠道和网点、

阅读场所乃至读报组和识字夜校等机构。

近年来，围绕以上列举的材料、技术及相

关组织和机构已有不少研究，但媒介考古学并

非局限于对这些对象本身的分析，而是以物质

性为视野对报刊及其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换言

之，从媒介考古学出发，也即从其物质性进路

之下，将为报刊史书写带来诸多重要变化。

首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变化是，报刊史书

写由此可以跳脱以往从人物主体或组织机构出

发的书写路径，转而从报刊自身特性—— 也即

从报刊的物质性出发进行“重写”。在一般的

报刊史书写中，报刊往往成为某人（如著名报人、

编辑、记者）、某机构（某个党派、团体）的

使用对象，是某人某机构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

的工具，这种“功能主义的书写路径”长期主

导着报刊史书写 [17]。媒介考古学的视野下，如

此书写方式将遭到质疑：如，以人物和机构作

为书写的中心，从政治重要程度上安排书写的

新视野、新思考、新书写：中国报刊史研究笔谈



8

结构，以政治史为标准确立书写的历史分期等。

在此视野下，《甲寅》杂志或许不再成为《新青年》

的背景而默默无闻；小型报、小报或许不会被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主角所遮蔽

而黯淡无光。在这番此消彼长之中，媒介考古

学可能会为报刊史带来新的布局和分布。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改变是，从对报刊的内

在性解释，转为对报刊的外部性描述。媒介考古

学对报刊物质性的关注，而放弃其文献的价值，

无疑将消解报刊在解释学上的意义。报刊史研

究不再执着于从那些零星的文字中去寻找意义

及其联系，不再痴迷于揭示所说所言背后隐含

的含义，不再执着于为某个著名人物（如名记者、

名编辑、名主笔）的思想构建一个所谓的观念体

系。媒介考古学要向此类“内在性神话”[16] 告别。

在考古学视野下，报刊被作为外部性条件来看

待，它是意义得以形成的“现实条件”； 报刊

史的任务是描述这些物质性因素如何影响信息

的处理、存储和传输，如何从外部性影响乃至

决定着内在性。正如基特勒引用尼采（Nietzsche）

之言：“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

程”[19]，报刊物质性的任何变动，如版面、字体、

字号、纸张的变化等等，都可能让信息本身的结

构及形态发生变化；新技术的采用、交通方式、

发行网络的改变都有可能引发社会文化和政治

上的重大变革。这正是媒介考古学的心心所念。

并且，从物质性视野理解报刊，将破除报刊的“透

明性”幻觉。通常的历史书写往往将报刊当作

容纳意义和内容的载体，其结果是报刊变得“透

明”，不仅消解了“报刊”，也消解了“报刊史”。

历史学的任务是清除历史中的不透明性，“应该

经常穿过这种要素令人讨厌的不透明性，以便最

终在这种不透明性得以保留的地方重返主要部

分的深处”[20]。考古学则以为，历史“不是一

种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的无限的透明性”[21]，

而关注历史的“厚度”“含混”和“不透明性”。

媒介考古学并非要通过对报刊历史的梳理，从

中“提纯”一个完美的报刊典范以供参照；正

如福柯所言，考古学并不是“光荣经”，而是

对诸话语样态进行的差异分析 [22]，呈现一个个

充满“差异”“特异性”和“类型”的报刊样式。

同样，媒介考古学发现和描述这种充满差异、独

特性和类型不是为了消除其模糊、含混和不透

明性以获得另一种透明性—— 报刊本质的透明

性，而是要在各个报刊样式和类型之间明确区

分、差异和界限，描述它们的交错地带及其转换。

二、操作的历史

在考古学中，与物质性视野相关的是事件

性，二者构成话语事实或话语实践的“悖论性存

在”：物要脱离静止的存在，需要事件而成为档

案；事件则需以物为条件而成为事件，二者共

同构成话语“运行的系统”，也就是话语实践的

现时性形态。在此意义上，知识考古学本质上是

对话语实践的描述。基特勒在此基础上将其与

信息论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文字学等

相结合，提出了“话语网络”（Aufschreibesystem，

直译为“铭文系统”或“书写系统”[23]）这一概念，

它“指代允许特定文化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

数据的技术和机构的网络”[24]。在其看来，即

便像文学也“始终在处理、存储和传输数据”，

“与在计算机中进行的操作具有相同的技术实

证性”[25]。

考古学从事件性视角看待历史，突出了话

语网络中操作、使用或实践层面，其意义在于将

物转变为媒介。换言之，物只有在操作或使用中

才能成为媒介。正如西格特（Bernhart Siegert）

在考察维斯曼（Cornelia Vismann）对纸张的研

究 [26]、沃尔格 (Joseph Vogl) 对伽利略望远镜的

研究 [27] 及其本人对邮政系统的研究 [28] 时所言：

每一部纸张的历史都是媒介史吗？望远镜

的历史都是媒介史吗？抑或邮政系统的每一段

历史皆然？显然并非如此。只有当纸张作为分

析官僚或科学数据处理参照体系时，其历史才

成为媒介史—— 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腓特烈

二世的大法官用纸张取代羊皮纸时，这一举动

根本性地改变了“权力”的内涵。望远镜的历

史亦然，唯有当它成为视觉分析参照体系时，

才成为一部媒介史。而邮政系统的历史，只有

当其作为通信史参照体系时，方可称为媒介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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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媒介并非独立地、在特定的历史实

践之外而存在 [29]。

沃 尔 格 将 此 过 程 当 作“ 生 成 - 媒 介 ”

（becoming media）的问题。[30] 从媒介考古学看来，

“生成 - 媒介”离不开媒介考古学所言的操作、

“使用”或“实践”。但是，考古学所言的“使

用”，并非人对于物的工具性使用，也非使用

满足理论中的“使用”，考古学的“使用”是“它

自己的使用可能性和使用范围”；考古学理解

的“实践”，也非主体为了某种目的使用工具

以改造客体的对象性实践，而是一种前概念的、

匿名的、社会认可的规则实体，它主宰了人们

认知、判断、想象、行为的方式 [31]。福柯为此

提醒，不要将话语实践“与个体赖以表达观念、

欲望、形象所使用的操作混淆起来，也不要将

它与能够干扰系统中起作用的理性活动混淆起

来，还不要将它与言说主体在构造语法规则的

句子时使用的‘能力’混淆起来” [32]。也就是

说，这种实践和操作乃是一个超越于主体表达、

理性和能力的话语实践，关涉着话语网络自身

的运作。

对于话语网络的“操作”或“运作”，我

们可放在报刊史领域进一步加以解析。如下两

个案例：

一个案例是王奇生教授的文章《新文化是

如何“运动”起来的》。文章认为，《新青年》

从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

块“金字招牌”，其间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

过程。文章详细梳理陈独秀炒作“王敬轩”事

件、激发“新旧之争”、以“非常手段”对付

《东方杂志》、与《每周评论》《新潮》的协同，

以及五四运动后国内报刊纷起呼应等情节，力图

“还原”新文化运动“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

的具体过程 [33]。尽管该文主要从“运动家”陈

独秀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

互动”入手，解析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为，

但从操作的层面看，这种“文化传播策略”或“关

联互动”，究竟仅仅是主体意图还是主体遵循

报刊运作规则的结果，其中的张力如何，则值

得进一步追问。但在“还原”这一历史过程中，“运

动”的形成显然已远非“运动家”当初所能预料。

另一案例是黄旦教授最近有关报纸“雅集”

的研究。该研究以初创时期的《申报》为对象，

分析了报纸“雅集”这一传统文人从诗社雅集走

向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过渡性的交往现象。

整个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突破对报刊诗词的文

本分析，而是以“报纸特性为基础”，将近代

早期文人和文学的转型放在“报纸运转的轨道”

加以审视，包括报纸“营生”的定位、诗词版

面的设置、报纸对诗人读报投稿习惯的培育等

方面，揭示出报纸与文人“相互利用”“相互

成就”的关系 [34]。

不论是从人和报刊的“互动”来分析新文

化运动的兴起，还是着力于从报刊“运转”的

层面处理报纸与文人乃至文学之关系，皆离不

开报刊实践或者话语网络的操作。在此操作中，

话语网络依照其运作规则，将人、物、机构和

组织等关联要素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匿名的运

作系统。如果从这一视野对报刊史展开考察，

既有的报刊文体史、业务史、阅读史乃至经营

管理史都可能另开生面。

关于报刊文体的研究，不妨以“时务文体”

为例。以往研究往往将其作为梁启超自身表达

的风格和特征加以分析，但从话语网络的视野

看，则又是另一景况。细致考察当时梁启超的

写作情况：其进《时务报》时“自思所学未足，

大有入山数年之志” [35]。主该报笔政，“一切

事更忙于去年数倍，实无一刻暇” [36]； 以致梁

启超出走《时务报》，该报“文劣事懈，书丑纸粗，

大不餍海内之望”[37]。期间协助办理《知新报》，

该报撰述乏人，要康广仁等“诸公亦拟数篇，

各出其议论，不然超独作十篇，恐才尽也”[38]。

又时时面对汪康年上海催文，“日日无暇晷，

日日没字碑”[39]。

报刊连续出版带来的写作压力，使身处系

统中的梁启超，屡有“才尽”之叹。1897 年春，

严复为此写信梁启超，批评其言论散漫。梁启超

回信辩解，可见其处于系统运转中的写作状态：

“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

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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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来。……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

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

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

几不免。”随后，他又以“不过报章信口之谈，

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加以开脱 [40]。

这与严复所设想的文人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之设

想相去甚远。如此，从话语网络层面，又为理解

“时务文体”之形成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析。

再看业务史。

如，关于上海《立报》的精编主义，以往

的研究往往从编辑技术上看待精编主义，提出了

一系列的编辑策略 [41]。但从整个报纸的运作而

言，精编牵涉到报纸的整体变革。如采用“四开

报纸”，页数压缩至一页； 装备“小型报轮转

机”；“一元钱看三个月”的报纸定价和限制广

告的经营策略 [42]；发行上“本外埠精密布置发

行网”[43]；注重专电和本报特讯的采访 [44]；从

校对、译稿、编辑短稿等整套工作流程的规范；

改造旧式排字体系，“用字棹代替排字架”[45]，

铅字排列“依电报号码的次序”，由此省去翻译

环节 [46]；乃至编辑室的半圆桌布置，实现“编

校合一”[47]，如此等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环环相扣，并非一个业务史所能明了。并且，如

此运作势必也将阅读这一环节纳入其中。与《申

报》等大报相较，《立报》因是小型报，其“新

闻简明而扼要，适合忙的人阅读。花几分钟的时

间，国内外大事，短小精悍的文章，都可一目了

然”[48]。又因其小，“定价低廉”“携读便利”[49]，

成了一个“移动媒体”。拉黄包车的，休憩片

刻即可看完整个报纸；候电车的，“买一张立着

看”；坐电车的，“一手拉着皮带圈，一手拿着

《立报》看”；开电梯的，“忙里偷闲地拿出来

看看”，因此《立报》被认为是“立着看的”[50]。

如此一来，阅读史就会有不同的写法。

由此观之，从操作意义上，不论是《立报》

的“精编主义”，“时务文体”的出现，或是报

纸“雅集”的形成乃至陈独秀的“关联互动”，

无一不具有“事件”的意义，其本身就构成了考

古学意义上的事件性或报刊事件。也就是说，“媒

介不仅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条件……其本身也是

事件”[51]。或许，在此基础上可以为报刊史确立

新的研究单元，即以事件为中心的研究单元。

顺着这一思路，不仅可以将报刊史相关业

务方面进行贯通，而且可以改变当下报刊史书写

的体例。目前报刊史教材的书写体例主要以人物

或组织机构为中心，分成办报活动、办报内容、

报刊功能、报刊业务和办报观念五大板块，将

报刊史做了静态的、纵向的分割。从操作层面

展开报刊史书写，不仅将改变以人或机构为出

发点的书写路径，而且可将这人为分割的板块

加以连接，形成动态的运作空间，整个报刊史

或许会更为活络。

三、报刊史的拓扑学问题

媒介考古学以报刊物质性为立足，以报刊

事件为研究单元，目的在于打散传统历史书写那

种线性的、总体化和目的论的结构。它质疑传统

历史书写的起源分析，反对对历史进行总体化分

析，拒斥历史的连续性演绎，以此将报刊史从种

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52]。

目前流行的对媒介考古学的最大误解，在

于这样一种观点：媒介考古学就是探本求源，从

而将媒介考古学与好古主义等同起来。其实，福

柯 采 用 档 案（archive） 这 一 概 念， 已 将 考 古 学

与起源（arché‌ ）分析彻底区分开来。相反，媒

介考古学对起源分析充满质疑：

在每一种表面的开端之外，总是存在着一

种隐秘的起源—— 它是如此隐秘，如此地具有

始源性，因而它不可能完全按其自身得到把握。

结果是，我们注定通过编年学的天真而被引向无

限远点，永远不可能在任何历史中得到呈现的无

限远点。这个点本身只能是自身的空无 [53]。

媒介考古学对于报刊起源的分析重新问题

化。它既不会关心报刊起源于何朝何代，也不关

心何人为首创者或奠基者，更不关心“中体西用”

或“西体中用”的性质鉴定，而是关心报刊在中

国起步 的偶然性以及其他可能性。与其诉诸起

源那“遥不可及的在场”，不如将其置于“层级

的运作”中进行探讨 [54]。它要问：传教士报刊

出现时，同一时间层级的京报或邸报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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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导致其出现在此时此地？它具有什么样的

历史形态和空间布局？这里并非历史进化至此

时此地的必由阶段，也非迈向某个目的地的必

然萌发，而是一种历史的累积在此层面的随机

展开。

媒 介 考 古 学 也 不 热 衷“ 总 体 的 历 史 的 分

期”[55]。总体化的历史“使所有现象都围绕着

唯一的中心—— 原则、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

如自由、理性、人性、阶级意识等既不可证实也

不可证伪的观念展开。在福柯看来，这样的报刊

史毋宁是一种“超历史”。它把历史的多样性最

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

总体；对于历史中的矛盾和动荡总是以“和谐的

形式”来看待；并带着“末世论眼光”来看待报

刊史的过往乃至未来 [56]。媒介考古学关注报刊

史中出现的“同质性层次”，如某个时间段某类

报刊的涌现，它们具有自己的时间分割。考古学

在这一层次中“确立布局、等级、整个荆棘丛生

的状态”[57]。也就是说，媒介考古学将从报刊

史的总体化书写转向报刊史的“弥散的空间”[58]。

同时，媒介考古学拒斥历史的连续性分析，

转而对非连续性的“断裂”加以深究。历史连续

性的链条只是意识本身的“串联”，主体的“抽

象”，这样的历史只能是“意识的绝佳避难所”[59]。

在连续性的链条中，非连续性往往作为书写的障

碍、问题和消极因素而被规避、化约和清除。考

古学则将这种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作为

展开历史分析的“操作性概念” [60]。在媒介考

古学看来，报刊史中的非连续性或断裂“正是某

个过程的范围、曲线的拐点、常规运动的奇变、

震荡过程的界标、某功能的开端、某机制的出现，

以及某种循环因果性得以反转的那个契机”[61]。

媒介考古学要通过具体的描述，将这种断裂或非

连续性揭示出来。断裂是媒介考古学的操作领

地，非连续性是考古学描述的结果。

从起源分析转向“累积”的分析，从总体

化分析转向“弥散”的分析，从连续性的分析转

向非连续的“断裂”，媒介考古学由此将时间序

列的建构转向空间建构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德

勒 兹（‌Gilles Deleuze） 将 福 柯 的 考 古 学 当 作 一

系列的拓扑学问题。这种拓扑学在三个方向得以

施展：侧面空间、相关空间和补充空间 [62]。在

此不妨将其与报刊史书写结合起来稍作解析。

一是侧面空间。它由各个报刊组合、毗邻

而得以形成。它们处在同一个时间层次，各自占

据一定的位置和场所，具有类似的运行规则。在

中国报刊史上，此类侧面空间的建构可谓非常丰

富，既有的研究多有关注。如上述《新青年》《新

潮》《每周评论》在新文化运动中构成的空间；

以及《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报》

等在维新运动中构成的空间；此外，早期传教士

报刊群体、清末官报群等均可以此视角来观察。

媒介考古学考察此类空间，不是突出以办报者或

主办党派和机构之意图和作为，也不是要在其中

建立一种均质化的同一性或加以统合，而是确立

其间各自的空间分布、运行规则和界限。它们各

自占据可什么样的位置，依据何种规则而运转，

它们如何交错或纷争？这一空间或网络又是何

以解体，其运作的时间阶段又如何？其旨在通过

一种横向空间的联结和交错，打破垂直的、纵向

的时间序列的编织。

二是相关空间。主要指报刊自身运作而形

成的独特空间，关涉的是报刊内部的要素、关系、

规则、秩序和边界等问题。简而言之，它聚焦报

刊的特殊性。媒介考古学对于特殊性的分析不是

为了达成普遍性，也不是建立一个标准的、理想

的报刊样式以作历史书写的参照，而是要在各个

报刊之间建立差异的分析。考古学关注的是各个

报刊的“层级”“划分”“空虚”，而不是“完

美自足”和“无限丰富”，不是“正在发展的

总体性”，也不是要揭示隐藏的某种“压抑”，

因为压抑总是意味着会形成 [63]。报刊史要描述

其运作的场所，其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弥散的状

态，正是由各个特殊性的空间形成报刊史上的多

样性空间。因此，以往报刊史书写中未被忽视的、

被遗漏的报刊可以在此展现，而这种展现不仅仅

是为了自身，而且揭示报刊的空间分布和分割。

三是补充空间。主要指报刊实践与非报刊

实践（包括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过程）

相互连接而构成的空间。媒介考古学将报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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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因素相联结，不是从宏观层面揭示历史

的连续性，也不是要在二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或作为语境或背景展开分析，而是通过报刊运

作，在其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连接形式”[64]。

如，关于《时务报》的研究，或许不再停

留于从办报者角度在报刊实践与时务学堂和学

会等之间确立“三位一体”的笼统表述，而是

具体分析如何通过报刊的运作，在三者之间建

立作者—— 读者—— 编者的独特联系，而不再

是党派使用报刊和相关机构的论述线路 a。对于

“苏报案”的分析，或许也不再将爱国学社、中

国教育学会等作为背景交待，展开某种时代背景

的“结构”分析，而是将其纳入《苏报》革命化、

激进化的运行空间之中，“作为一种历史的动

态呈现，落实到其时的场景”加以实证描述 [65]。

再如，对于《新青年》的分析，也不仅仅是将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作为某种原因来看待，

而是将北京大学这一机构作为参与到《新青年》

报刊实践的重要元素，揭示二者相互促发的具

体过程 b。也就是说，这些学会、学堂以及新式

大学等机构构成报刊运作的要素，从而参与着

报刊世界的构成。

因此，在媒介考古学视野下，报刊史将呈

现出形态多样、规则迥异、厚薄不一、方向各

殊的不规则空间。但这种空间构成不是静止而

是运动的 [66]，不是在连续性中将它们分割成诸

多的切片 [67]，而是不断变更的过程。为了揭示

这种变更乃至断裂，报刊史的书写方法也将随

之调整。

考古学不是对历史进行意义阐释，而是将

历史作为一个个弥散的、平滑的空间加以描述，

它“以描述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描述来“界

a 拙作从同门、省界和政治认同层面对包括时务报在内的政治性刊物的组织离合有过具体分析。黄旦教授则从党派
需求与同人报刊运作机制的矛盾方面对《时务报》问题进行了聚焦。分别参阅唐海江：《同门、省界与现代政治认同：
清末政论报人组织离合的政治文化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 年第 3 期；黄旦：《同人、帮派与中国同人报：
< 时务报 > 纷争的报刊史意义》，《学术月刊》，2009 年第 4 期。

b 关于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的关系，王奇生教授引用学衡派的观点指出，《新青年》“借重”了北京大学的教育
权威和文化资源。罗志田注意到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不再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重要转向，与北京大学校内
体制建构和人事之争的关联。分别参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见前引，第 7-38 页；罗志田：《陈
独秀与“五四”后 < 新青年 > 的转向》,《天津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定一些变化”，“它们使得从一种状态到另一

种状态成为可能”[68]。它将报刊史的总体化、

连续性的序列分析，转化各个空间的差异分析。

媒介考古学的计划“不是克服差异，而是分析

差异，说出差异到底由什么构成并区分差异”[69]。

考古学要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确定它们如何

分布，各个报刊之间属于什么空间关系，重叠的、

交错的，并立的？由此确立空间的转化和变更。

考古学因此也将悬置因果分析，这种分析注定

在对原因的无尽追寻中达至一个形而上学的终

点；考古学毋宁是一种比较分析，这种分析不

是为了整合和统一，而是揭示其多样性，进而

分析其复杂的状况，因而揭示其中复杂的转换。

因此，拓扑学分析不再满足于纵向的时序或齐

一的横向分割，而是要描绘报刊史的多变的、

曲线的拓扑运动，正是在此运动之中，各种事

件交杂介入其中，断裂、非连续性等报刊领地

才得以“显豁”[70]。

回到文章开头的提问：什么是报刊史？这

注定是一个无法确切界定的问题。不同的视角，

其研究对象、研究思路、范畴和边界都可能变化，

呈现的风景也就不一样，因而就有各各不一的

报刊史。在此意义上，本文以媒介考古学为视

野对于报刊史做的这番打量，远非给报刊史一

个固定的、本质的定义，而毋宁说，旨在为书

写另一种报刊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未来会出现一门“报刊考古学”吗？这并

不确定，或者说，并不那么重要。也许我们的

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类似考古学取向的研究，只

是并未以此冠名而已。但相对于考古学在书籍、

电影、视听媒介等领域的实施，报刊史仍显得“岿

然不动”。鉴于此，不妨将本文当作一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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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邀请，以此产生考古学的相关成果，形成

更深入的对话乃至争鸣，以激活相对沉寂的研

究局面。退而言之，至少在研究中引起一种“考

古学的警觉”[71]：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是否只

是习惯罢了？对那些被轻易打发的东西，我们

是否过于草率？我们标榜为创新的东西，是否

只是在某个封闭的圈子里打转？那些看似固若

金汤的东西是否早已不再牢靠如昔？对于一直

“待在同一风景、被束缚在一片古老的、被消

耗殆尽的土地上” [72] 的研究者而言，要领略别

样的风景，这可能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徐秋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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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History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 A Media Archaeology Perspective

Tang Haijiang 

Abstract:  As an alternative to mainstream media history, media archaeology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Media archaeology transform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rom mere documents into historical monument, establishing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and breaking 
the myths and illusions of subjectivity, internality, and transparency in traditional accounts of newspaper history. 
By approaching the writing of newspaper history from an operational standpoint, it may establish event-centered 
research units, introducing new narrative styles for the history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Rejecting origin 
analysis, totalizing history, and continuity, media archaeology converts the temporal sequence of newspaper history 
into a topological space, thereby “liberating” the writing of newspaper history from its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In 
closing, the paper proposes an invitation to “Newspaper Archaeology ,” looking forward to concret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to foster deeper dialogue and even academic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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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媒介杂交”指不同媒介互动共生、交织演化的复杂社会生态生成过程，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化

对媒介作为历史演化动力的理解。以此视域再审视“电传上谕”这一特定实践，通过揭示其所蕴含的传统

官方文书、全球电报网络与报纸节点媒介的三重杂交特质，及其在实践形态与历史意义层面兼具的连续与

断裂，既可以推动报刊史研究重新想象晚清“报纸”的多元样态，也为思考新闻真实、公共性与公众信任

等一系列核心理论问题提供了新可能。这一研究视角既彰显了晚清媒介生态的本土独特性，也为报刊史书

写拓展出从 “组织史” 转向“媒介互动史”的新向度。

关键词　 媒介杂交；电传上谕；晚清报纸；公共性；媒介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 G129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孙藜，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上海 200072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对一篇旧文的再思考。十年前笔者在一篇题为《镶

嵌画：重新发掘报纸的另一种想象》的文章中 [1]，围绕麦克卢汉“电报式报

纸”（telegraph press）与“文字式报纸”（literary press）的区分，探究了

电报与报纸联姻后所催生的新闻实践新形态，着重主张应从电子媒介视角，

打破对报纸“谷腾堡式”的单一认知。十年间伴随媒介学研读以及在媒介史

研究中运用这一视角的得失反思，觉得还有必要从如下层面做更深入的讨论：

其一，更明确地以“媒介杂交”（media hybrid）①为出发点，推动将“媒介”

作为一种历史演化动力的深入理解；其二，落实在电报与报纸关系上，需要

跳脱从“报刊”组织和民族国家框架出发的单一想象，尤其是要打破这一想

象背后隐含着的特定“印刷公共性”指向，包括以此为评判基准的线性史观

下对前现代的理解；其三，在看到近代报纸作为一种“断裂式”媒介形式出

在媒介杂交中重思晚清“报纸”：

从电传上谕说起 1)

孙藜

1）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电报与中国现代知识革命研究”（24AXW003）。
①本文以“media hybrid”译“媒介杂交”，既沿用麦克卢汉的原初用法，亦因这一表
述与“混沌”方法论存在内在契合 AI 相较于 hybrid media（侧重“混合媒介”形态）、
media convergence（译为“媒介融合”，侧重技术与产业整合）、media sphere（译为“媒
介域”或“媒介圈”）等相近表述，其对“复杂性生成”的凸显更具动态过程性。相关概
念还包括“跨媒介”（transmedia）、“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再媒介”（remediation），
唐宏峰在新近论文中已对此有过专门讨论。唐宏峰 . 一种跨媒介艺术学的构想 [J]. 艺术传
播研究 ,2025(6):4-15.

新视野、新思考、新书写：中国报刊史研究笔谈



16

现之后，也要避免将断裂作为某种“报纸”想

象的本质化原点。正如马克·波斯特所提醒的，

“这些阶段并不是历时存在的，而是同界面地

（coterminous） 存 在 于 现 时”， 且“ 每 一 阶 段

中的某些成分至少也是隐含在其他阶段之中”[2]。

报纸之于口语、书写是如此，电报亦然，其介

入既强化了报纸的部分印刷特性，又潜在地开

启了与印刷逻辑的断裂。用基特勒式的凝练表

述 [3]，电报以技术媒介的新语言，催生了超越谷

腾堡式现代性的媒介新形态。

这自然也可成为中国报刊史创新书写的一

个重要切入点。大体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始，

晚清社会中诸如“新报”、电报乃至画报、摄影、

电影等新媒介即相继出现，有的甚至是所差无

几地同时出现。媒介杂交的这一历史语境，已

经被研究者作为一种新视域，以“媒介域上海”

为题重思民国都市中的文学生产 [4]。就报刊史

研究而言，这一对晚清报纸多样性形态的把捉

路径，亦可重新发现历史中的“报纸”本就包

含着过去与彼时未来的多重基因 a，其形态绝非

“组织化”印刷媒介的单向演绎，而是在具体

情境中与电报等其他媒介杂交共生的多样互动。

所谓“报纸自身”，不能物化为某个孤立的物

质实体，要充分看到报纸与其周边不同媒介的

杂交组合，在不同实践场域和社会文化情境中，

生成了不同的“报纸”类型形态。如进一步延

伸则意味着，自人类诞生即存在的“新闻”活动，

不能被建构为朝着大众媒体自幼年走向成熟的

目的明确的进化史，恰恰相反，倒是应从“人

类之网”的历史演进中 b，看到在不同的媒介杂

交中的生态变异，存在着不能归并的不同“新闻”

类型、不同“组织（化）形态”，而与之同构

的新闻“真实”“公共”乃至“社会信任”等，

也均应做如是理解。

a 正如马克波斯特在其对“第二媒介时代”界定时的提示：“理论家们若把传播技术看成纯粹的效率问题，便过分压
制了源于电子传播的那些新问题，也就是把这些新问题放在阐述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的旧范式之中。”马克·波斯特 . 第
二媒介时代 [M]. 范静哗 , 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86.

b 此处绝非是否定近代尤其是 19 世纪以降人类之网联系时空、规模密度的剧变。相反，如何厘清网络演化中的断裂
与延续，是视域创新的真正难点。麦克尼尔 (McNeill,J.R.)、麦克尼尔 (McNeill,W.H.): 人类之网 : 鸟瞰世界历史 [M]. 王
晋新 , 等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60-270.

这种复杂性当然是一种理论想象，但它提

示我们，一旦跳脱以大众媒体新闻组织为中心、

摆脱以“印刷现代性”所构建、以科学实证为

支撑的“（现代）公共性”理解束缚，电报与

报纸的杂交，至少可以让研究者在三个层面重

新想象“报纸”。首先，当海底电缆将晚清社

会的信息传播纳入到一个全球性网络之中，如

何理解新媒介环境下“报纸”的空间方位，它

的地方性、全国性由此处在怎样的交织叠加乃

至生发出新的演化 [5] ？其次，电报在晚清的使

用除了办报者，至少还有其他三类电报应用亦

与报纸存在叠合，这就是来自朝廷的明发上谕、

商人交易商情以及士绅动员下的“通电”。这些

不同实践场域中各类社会群体的电报实践，固

然均被报纸加工为某类“新闻”，但倘若仅从

新闻组织的单一视角解读，其社会意义的复杂

性难免被简化为抽离的背景，报纸自身面孔的

丰富性也会大幅弱化。更何况，所有这些实践

都因所在地方而有差异，口岸与内地，京师与

江南，电报与报纸叠合中的同异均需仔细辨析。

由此便触及第三个核心议题，即，传统报刊史

对电报与报纸杂交的研究，多聚焦于新闻报道

形态的变革，认为电报直接催生了客观报道形

态及客观性职业理念。这一近乎定论的认知，

固然捕捉到电报对报刊的重要重塑，但从技术

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的复杂关系来看，仍有极

大的再讨论空间—— 尤其需明确，这一论断很

大程度上植根于英美（特别是 1830 年代后的美

国）报刊史经验，难以直接套用于晚清媒介生态。

若将报刊组织视为全球网络中的发育性节点，

立足电报所塑造的晚清报纸新生态，如何重新

审视报刊历史中的公共性转变，连同与之深度

勾连的新闻真实性与社会信任转型，更构成了

亟待回应的复杂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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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均需专门深入研究，此处立足新

报刊史对“报纸”的新想象，仅围绕“电传上谕”

这一晚清电报与报纸杂交的重要形态，略陈推

进报刊史研究的粗浅思考。首先需澄清的是，“电

传上谕”存在双重所指。其一是清廷官方通讯

体系利用电报传送谕旨，其二是晚清报刊在刊

载利用电报获取上谕时所设的栏目名称，有时

就以“上谕电传”或“恭录上谕”为名 [6]。

跳脱“组织化主体”，重思电传上谕的媒介性

回顾晚清电报与报纸关系的研究，大体可

说已形成两大核心共识 a。其一，电报技术的引

入根本性地改变了新闻的传递速度与空间边界，

“瞬时性”“远距离传播”成为晚清报纸区别

于传统信息载体的核心特征，电报的应用使《申

报》等新式报刊突破了邸报“延时传播”与民

间流言“地域局限”的双重桎梏，催生了近代

新闻的“客观报道”雏形； 其二，电报与报纸

的结合推动了新闻业的职业化进程，报馆通过

建立电报“访员”网络、规范信息筛选流程，

逐步构建起以“事实核查”为核心的职业伦理。

这一阐释多借鉴美国新闻史中“电报促成客观

性理念”的研究框架 b，将晚清报馆也视为走向

新闻专业化的“组织化主体”。

这一路径的洞见对新闻史研究贡献良多，

不过如前文所忧也存在两个难以回避的局限。

首先，研究视角始终未能脱离“报刊组织中心”

桎梏，其另一面就是将电报视为服务于报纸“新

闻生产”的工具性技术。无论是探讨报馆对电

报信息的加工转化，还是分析电报通讯员网络

的构建逻辑，其核心均围绕报馆这一组织实体

展开，电报则依组织目标以其传播特性服务于

组织意图。这种视角不仅天然地遮蔽了电报在

a 相关研究可参见：王东 . 电报技术、报纸媒介与晚清时期的民意表达—— 基于《申报》《新闻报》《时报》所载
公电的分析 [J]. 安徽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3(5):82-90; 王润泽 , 余玉 . 技术与观念的互动 : 民初传播技术进
步与新闻业务发展 [J]. 国际新闻界 ,2016,38(3):133-150; 夏维奇 . 清季报刊新闻电讯发展述论—— 以国内新闻为考察中
心 [J]. 社会科学辑刊 ,2008(5):144-148.

b 需要注意的是，在有关新闻客观性的经典研究《发掘新闻》一书中，舒德森所要批评的三种解释说法之一，就是
科技决定论。舒德森主要以“都市社会”为视角展开，从媒介学的视角来看，该著还值得作重新解读。迈克尔·舒德
森 .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M]. 陈昌风 , 常江 , 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24-28.

晚清社会中的多元应用场景，更关键的是，其

对新闻媒体运作的考察，也未能置于与其他场

域互动的现实关系之中。延伸一下麦克卢汉的

表述，如果说一种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

意味着“透过一套关系去看另一套关系” [7]，那

么所谓“媒介杂交”也就是不同社会关系在碰撞、

冲突中的融合与改变。在晚清除报馆外，朝廷、

商人、士绅等不同群体均在各自的实践场域中

使用电报，这些非新闻组织的电报实践与报纸

的叠合互动，同样是塑造“报纸形态”的重要

力量，这些实践不能被排除在核心分析框架之

外，否则电报就容易成为一种脱离社会情境的

抽象存在。

其次，正因为电报的抽象工具性，研究语

境也或显或隐存在着“西方经验移植”的倾向。

将“客观性职业理念的形成”作为电报与报纸

结合的最终指向，实质上是将英美 19 世纪新闻

业的演化逻辑套用于晚清语境。正如黄旦教授

针对当代研究的反思中所指出，更好的提问方

式不是“一种外来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如何在中

国呈现”，而是中国报刊文化究竟形成了何种

独有的“专业主义”想象，以及“为何是这样

的想象”[8]。前已提及，19 世纪晚清社会的“媒

介生态”与英美存在根本差异：前者是传统媒

介与诸多新媒介剧烈碰撞的“多元杂糅”，机

械复制的报纸本身即为新媒介之一，而后者则

是在“谷腾堡星系”已得充分展开基础上 [9] 的

技术媒介嵌入。这种语境差异决定了要理解电

报对报纸的重塑逻辑，必然要将之置于晚清社

会更为复杂的多重媒介并存与互动中去审视。

而由此展开的研究，也会从特定情境下更具动

态社会过程的角度，丰富旧范式下对新式报纸

系列转型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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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杂交视角对“电传上谕”的再理解，

为突破上述局限提供了重要切入点。要厘清其

媒介性，首先需明确上谕在清廷官文书体系与

官方传播网络中的“原生”位置—— 晚清政府

的官方信息传播依托“召对 - 奏疏 - 邸报”的

闭环运作：“召对”是君臣当面沟通的即时渠

道，“奏疏”构成地方督抚向中枢呈报政务的

上行文书体系，“邸报”则是中枢向下传递政

令、告示的核心载体，传播范围限于官僚体系，

本质是皇权管控下的“内部信息流通”。即便

在明清溢出官文书而成为民众阅读的商品，也

是这一体系的有限延伸。作为核心政令文书，

自雍正年间军机处建立后，上谕便有明确分类。

“廷寄上谕”为针对特定督抚的机密指令；“明

发上谕”则首先面向全国官僚，重大需要晓谕民

众的信息，亦以张贴、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开 [10]。

二者均以“皇权背书”为权威来源，真实性依

赖玉玺、官员印信等官方认证符号。而这一封

闭体系，在 19 世纪 70 年代全球化电报网络初

现后，遭遇了来自媒介生态的结构性冲击。

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海底电缆已将晚

清信息传播纳入全球性网络，电报作为跨洋通

信技术，率先在通商口岸开启了新的信息全球

化进程。与清廷对电报技术的初期拒绝态度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口岸城市商业性报纸的

典型代表，《申报》不仅在认知上敏锐捕捉到

电报的媒介价值，更在实践中早早开始利用西

人电报网络获取信息。1871 年国际电报线连通

上海后，1872 年 5 月 2 日《申报》便刊登了来

自香港的鸦片贸易“第一条电讯消息”，此后

更频繁以“英京电报”“罗马电报”等为题，

刊登茶叶、湖丝、棉花等商品的电传市价行情，

甚至将数日电讯合并刊发 [11]。1873 年《申报》

在《论上海电线》一文中直言，电报“巧夺天

工”“瞬息千里”，惋惜中国未能效仿，显露

出对这一全球化技术的主动接纳姿态 [12]。与此

同时，路透社在上海建立办事处，通过与字林

集团的垄断合作主导英文报纸国际电讯发布，

而《申报》等中文报纸虽未直接签约，却通过

多种渠道吸纳西人电报信息，成为全球化信息

网络的早期参与者，直至 1913 年 6 月正式签约

开办“特约路透电”专栏 [13]。

与《申报》的主动嵌入形成反差的是，清

廷对电报长期持排斥态度，直至 1882 年第一条

清廷自办的大陆电报线津沪电报线建成通车，

电报从“跨洋通信工具”转向“国内公共设施”，

清廷才因“用兵急务”而态度急转，将其应用

于政治军事传播。电报介入后，上谕的传递彻

底摆脱驿传体系束缚。光绪十年（1884 年）中

法战争期间，清廷向两广、云南前线传递的军

事调度上谕，通过电报仅需数小时即可送达，

较传统驿传效率提升数十倍，与鸦片战争时期

的迟滞与混乱相比已然“换了人间”[14]。更关

键的是，电报的“脱域性”打破了上谕（包括

奏疏）的传播壁垒，电报局译发过程中的信息

泄露屡禁不止，1908 年邮传部曾痛陈“上日之

电，次日即已登报，原电全文一字不错”，直

指报生串通传抄、贿购密本等问题 [15]。报纸刊

登的电传上谕来源多元，或由访员拍发、电报

局直接译录，或取自督抚幕僚抄本，即便早期

部分电传上谕源自按邸报照录 [16]，但电报的介

入仍使上谕从“官僚内部文书”转变为突破体

系边界的公共可及性信息。更为关键的是，这

与此前报纸转录京报上谕的附属形态截然不同，

实现了一种上谕与报纸媒介的创新性杂交。

故而对电传上谕的再理解，绝不能止步于

“信息传递效率提升”的表层认知，其核心变革

在于两点。一是获取速度的革命性提升，彻底

打破了传统驿传体系与京报传播的延时桎梏；

二是传播形态的独立化，从此前报纸以“京报

选录”或“京报全录”形式附载的状态中脱离

出来。这正是《申报》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模式，

此前皇帝上谕是与奏折一起附载在报尾的京报

中，电讯开通后则将电传上谕置于首论之后、

新闻之首 [17]。这种独立化使得上谕这一“国家

最大最要之件”不再依附于京报的整体框架，

而是更直接地进入与西方电讯、商情告白、民

间新闻等其他信息的碰撞对话中，报纸作为信

息整合与传播主体的运作逻辑也由此更为凸显。

换言之，电报既加速了印刷媒介所孕育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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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逻辑，更催生了版面上异质信息杂交共生、

诸种社会声音并置呈现的历史进程，其互动频

率与聚合速度较前此京报转录时代更为迅猛。

这种变革本质上是报纸作为“全球 - 国家 -

地方”三重网络新节点的媒介实践。1882 年 1

月 14 日津沪线对公众开放次日，《申报》便收

到天津“访员”拍来的含上谕的电报，随后连

续四天在头版刊登“本馆告白”，申明“不吝

重赀”与津友约定，由电报局传递每日京报上谕，

让阅报诸君“先睹为快”[18]。这一实践的核心，

是将清廷的官方政令汇入彼时已然成型的全球

信息流通脉络。一方面，《申报》循其早年借

力西人电报网络的惯常路径，将电传上谕与西

洋电讯、商埠行情、民间琐闻等并列刊布，使

原本专属帝国官僚体系的政令文书，成为跨越

国界的信息生态中的有机一环；另一方面，又

以“本馆接奉电音”“据电报局直接译录”等语，

彰显其与电报网络的直接勾连，于清廷官方信

息传播体系之外，自立为独立的信息中转节点。

此一节点特质，让报纸跳出了单纯“转载文书”

的旧轨，转而成为贯通全球信息脉络与本土社

会肌理、衔接清廷官方体系与民间大众的媒介

中枢。

由此可见，电传上谕的媒介性，本质上是“传

统官方文书—全球电报网络—报纸节点媒介”

的三重杂交。它既延续了上谕的“皇权权威内

核”，承袭玉玺、印信等官方认证符号，与吉

登斯所言的“传统型信任”高度契合 [19]；又因

嵌入全球电报网络，获得了“技术性权威”与“全

球性视野”的双重嵌合—— 晚清民众对电报“西

洋奇术”的崇信，与报纸接入全球网络的稀缺性，

将上谕置于一种新的可信度与影响力框架之下，

旧有皇权权威也随之面临新的定位。恰如报纸

已然如此回望历史：昔日“官场即以忌讳饰为

事”“民间无探听之路”，即因“彼时不独无电线，

且并无日报”[20]。因而至为关键的是，报纸作

为网络节点的主动运作，使电传上谕的传播突

破了“官方—民间”的二元框架，成为全球化

语境下多元社会关系碰撞融合的载体。由此也

使得《申报》之“申”，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上

海”，而更像是一个从地方出发、连通着国家

与全球的小型网络。

这种杂交更重塑了“组织化主体”的考察

维度：报馆的“组织化”并非孤立的内部建构，

而是在嵌入全球电报网络、对接官方电传体系、

回应公众信息需求的互动中形成的。1884 年中

法战争期间，《申报》特聘俄国访员赴越南采访，

通过电报第一时间发回报道，同时还“特函托

欧洲友人及香港四友，遇胥法越交涉事件，凡

与中国有关系者，迅发电音专达本馆，俾即命报，

以便遐迩周知”[21]，不仅使这场战争成为“中

国历史上第一场公共的战争” [22]，更是将俄国

访员、欧洲和香港友人一并卷入到沪报的电讯

新闻生产中，这恰是报纸作为网络节点整合全

球采访资源、联动国内公众需求的典型实践。

报纸通过电传上谕这一杂交形态，既介入了国

家政务传播，又巩固了自身在全球信息网络中

的节点地位，其“公共媒介”属性与职业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多重网络互动中耦合成的—— 这恰

恰展示了媒介杂交的核心逻辑：报纸与电报的

互动并非“组织利用工具”的单向关系，而是不

同媒介网络、社会关系的相互塑造与共生演化。

着眼“媒介杂交”实践，重思公共性的谱系演化

电报的传播模式是点对点的精准传递，报

纸则是面向公众的覆盖式传播，两者的杂交使

电传上谕的传播逻辑发生根本转变：从“朝廷 -

电报局 - 地方官员”的官方闭环，转化为“朝

廷—电报局—报纸—公众”的公共传播网络。

这一转化的关键，非仅信息传递效率之增益，

而在公共空间的深层重构—— 报纸采撷电传上

谕的路径多元，或径直译自电报局报文，或辗

转取诸士绅、督抚幕僚抄件。1884 年中法战事

期间，《申报》所刊相关军事上谕，便明标 “照

录北洋大臣来电”“译自电报局抄送底本”，

既见其信息溯源的审慎姿态，亦暗合新的公共

传播所讲求的信源昭彰之则。报馆的介入使上

谕的传播性质从“政令传达”转向“公共议题”，

传播对象从官僚体系拓展至士绅、商人、市民

等广泛群体，正如凯瑞“传播仪式观”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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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共享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共同的“社会

现实”[23]，报纸对电传上谕的转载，正是通过公

共传播凝聚公众对国家事务的认知，其既立足又

超越地理空间的“公共媒介”属性，也在这一过

程中逐步确立。

要理解这一公共性的谱系跃迁，首先需回溯

传统媒介生态中邸报的核心地位—— 在电报与

新式报纸出现前，社会信息生态本也是诸多媒介

杂合的状态，形成了以官方体系为主导的特定媒

介杂交网络，邸报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构成前

现代公共性的核心载体，与之共生的还有书信、

口传新闻、时事戏剧小说等多元媒介形态。正如

王汎森所指明的，近代中国舆论社会的传播形态

涵盖邸报、小报、小抄、时事小说、戏剧、流言

等 [24]，大体而言，在这一与朝廷通讯政体并存

的体系中，邸报作为官方封闭传播管道的外溢，

其重要性非其他媒介所能比。清末名幕许同莘曾

言，前人治学“惟致力于掌故，其次惟阅邸报”，

清代刑名幕友王贤仪更是通过分类钞集邸报，通

晓“风土人情、政治利病、官常贤否”，足见邸

报在传统信息传播中的核心价值 [25]，顾炎武甚

至亦讲过“今之修史者，大段常以邸报为主”[26]。

传统邸报的真实性与公共性，以官方垄断、

皇权背书为核心支撑。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

上谕即明确规定，“各部院衙门奏准议复应行发

钞事件，需由承办衙门钞录钤盖印信，发交直隶

提塘，按日刊刻颁发”[27]，这一流程通过官方认

证符号确保了信息的权威性，并由此延伸到民间

认同。有趣的是，在 18 世纪法国的跨文化语境中，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也盛赞“中华

帝国的邸报，是世界上最真实（authentique—— 

这是法语形容词，对应的英文词为 authentic，

其意义包含了真实可靠、原作真品、真诚淳朴

等—— 引者注）和最有用的报纸”，因其包含“所

有公共需求、资源和国家利益的细节”。伏尔泰

的评价自然带有对自身社会问题的想象性投射，

但同时也是与“我们的邸报”比较，后者常常充

斥着“无用的东西、满篇的谣言与诽谤”，而中

国的邸报则是“经过一个最高机构的审查”[28]。

另一位西方学者古柏的研究显示，明朝灭亡之

际，江南松江府士人姚廷遴面对各种通告、传闻

的充斥，并未将其视为“出版文化繁荣”的标志，

反而认定是“社会混乱、政治动荡”的体现。在

顾看来，唯有邸报承载的皇帝与官僚体系发布的

信息才是“真相”，失去这一权威来源，便只剩

真假难辨的谣言与传闻 [29]。邸报的这种公共性，

始终植根于与传言、书信等媒介杂交的特定生态

中，其核心是通过信息独占确立主导性，构建帝

国秩序下的公共认知。

当印刷报刊开始转载京报内容后，信息传

播的公共性形态发生了第一次关键转型，建立起

基于多样信息来源、多个场域在纸面互动的新公

共性。自同治初年至清室覆亡，京报与新报持续

并存，《申报》等地方新报均将旬月之间的北京

京报译印为单张附页，随报附赠，且随运输手段

的改进而逐步缩短传递周期，以应部分官绅读者

对朝政信息的诉求 [30]。即便在香港，其三大新

报（《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

日报》）同样十分重视来自邸抄和京报的消息。

《香港华字日报》在 1874 年 2 月改为日报后，

由原来的“选录京报”改为“京报全录”，且置

于新闻版之首 [31]。这种转载打破了邸报的传播范

围限制，使官方信息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同

时通过与其他版面内容的并置，开启了不同信息

场域的初步互动，尽管更多是在版面上依然“自

成一体”。

而电报与报纸的杂交，则推动公共性实现第

二次跃迁—— 进一步强化了多元场域互动的频

率与密度。这一过程既延续了新式报刊打破信息

垄断的趋势，又借电报的电磁速度重塑了信息传

播的时空条件。在版面形态上，报纸以“镶嵌画”

式逻辑重构电传上谕的呈现方式。自 1882 年《申

报》登载第一份电传上谕始，既保留“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钦此”等核心格式与“抬头”书

写，维系官方权威的符号表达，又通过加粗标题、

分栏排版、标点断句等现代版式元素，将其与西

人电讯、商情告白、民间奇闻、战地通讯等内容

并置 [32]。这种并置并非简单的信息堆砌，而是

将官方政令嵌入全球化、大众化的信息生态，使

皇权权威话语与商业逻辑、民间诉求、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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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无声对话。其他城市的报纸亦然。天津《大

公报》设置“邸钞、谕旨、电报、言论、闲评”

等栏目，山东《官话日报》开辟“宫门钞及电谕、

万国采新、杂录”等板块 [33]，均体现出这种多

元媒介杂交的版面逻辑，邸报式的单一权威信息

由此失去了主导性地位。不仅如此，自 1902 年《北

洋官报》肇始的清廷官报，在政令传递之外增列

西方新知、时务见闻，又借力新式印刷技术与多

元发行渠道，已然挣脱旧式官方文书的封闭传播

范式，主动汇入近代媒介催生的多元公共性谱系

之中 [34]。

在话语体系上，报纸通过全文刊载上谕、

补充背景信息、开展解读评议等层层转译方式，

实现了官方权威话语的大众化转化，进一步激活

公共空间的互动性。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

年代，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申报》每每在

刊载相关电传上谕后，也多刊发论说，既引述上

谕核心内容以获合法性，又用通俗语言拆解政令

时事对民生、商业的影响，最终呼吁“士农工商

各尽其责，共图国难”，使官方话语转化为公众

可参与讨论的公共议题，并从地方向全国扩散。

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转译催生了双向互动。士

绅、商会通过“通电”回应电传上谕与报纸评

论 [35]；形成民间诉求的公共表达，报纸再将“上

谕 - 通电 - 评论”并置刊登，构建起官民对话

的公共平台。

这一公共性演化的深层逻辑，内里可与卢

曼的大众媒体系统论形成对话。卢曼将大众媒介

视为一个同时是封闭与开放的系统，指明了大众

媒介系统隔离了人际传播，最终社会以大众媒介

的方式来想象并接受它 [36]，而如果从媒介杂交

的开放视角审视，卢曼所谓“封闭性”实则是媒

介在多元真实性碰撞中的自我强化—— 电报与

报纸的杂交加速了不同媒介真实性的碰撞与对

话。邸报所凭恃的“皇权背书的官方真实性”、

电报所依托的“技术传递的保真真实性”、报纸

所建构的“多来源并置的验证真实性”，甚至

还包括口语传播中的人际信任所担保的真实性，

这些均在近代媒介杂交的新空间中交织博弈。报

纸通过版面编排的取舍、信息筛选的尺度、话语

转译的逻辑，逐步确立自身的真实性判定准则。

当电传上谕不再是原封不动的文书复刻，而是与

多元信息并置、经评论解读的公共议题时，报纸

便超越了单纯的信息载体，成为重构社会现实的

公共媒介，其主体性亦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最大彰

显。对于社会成员亦然，卢曼眼中被隔离在外的

人际交流，实际上正是市民在与流言、戏剧等比

较中接纳大众媒介的生活世界。

由此可见，近代报纸公共性的谱系演化，

并非从“非公共”到“（现代）公共”的断裂

式跃迁，而是从“帝国权威主导的单一公共性”

向“媒介杂交催生的多元公共性”的转化。传统

邸报的公共性植根于皇权权威与信息独占，其真

实性是帝国秩序的附属；而电报与报纸杂交催

生的公共性，则源于不同媒介、不同主体的互动

博弈，通过报纸转译官方话语、刊载民间通电、

组织公众讨论的具体实践，其真实性塑造是多重

权威叠加与公共验证的结果。这种转化既非对传

统的完全否定—— 报纸仍保留上谕的核心格式，

以维系诸多社会群体对皇权的权威认同，也非对

西方专业主义的简单移植，而是植根于晚清媒介

生态的本土创新—— 这种创新恰如“文人论政”

办报模式所承载的传统士人精神抱负 [37]，在报

纸的职业化追求与公众对其的接纳认同之中，恐

怕在深层里兼具皇权认同、技术公信力与民间参

与性的 “中国式报纸” 独特公共性品格。这种

历史独特性的意味自然尚需更多审辨，但至少可

以肯定的是，它与哈贝马斯所揭示欧洲近代由贵

族宫廷所构成的“代表型公共性”向资产阶级公

共领域的转型 [38]，迥然不同。这正是公共性谱

系在媒介杂交的历史情境中演化的核心要义。

“报纸”新想象与媒介史根基所在

对电传上谕这一特定媒介杂交实践的再审

视，不仅立足中国历史情境，有力推进了麦克

卢汉 “镶嵌画” 视域下对 “报纸” 的既有认

知，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打开报刊史书写的新视

域：将“媒介杂交”作为核心分析框架，重新审

视晚清报纸的多元形态与演化逻辑，既突破“报

刊组织中心”与“西方经验移植”的局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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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球史情境下中国本土媒介史的独特性与复

杂性，又能从中重思新闻真实、公共性与公众

信任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一视域的拓展，并非

否定传统报刊史研究的价值，而是在新的起点

上开拓出新的研究维度—— 从“组织史”到“媒

介互动史”，从“技术工具论”到“媒介共生论”，

从“目的论想象”到“生成性演化”，这即为“媒

介杂交”所蕴含着的新报刊史书写的学术想象

力。

具体到电报与报纸杂交，这一研究视角为

我们打开了充满生机与趣味的问题域，报刊史

书写者由此追问： 其一，除电传上谕外，从口

岸到腹地，商人货价、士绅通电等其他电报实

践与报纸的杂交逻辑如何？不同杂交形态之间

是否存在互动与影响？其二，从历史演化的角

度来看，晚清报纸与电报的杂交形态如何影响

民国时期的媒介生态？尤其是西方新闻学开始

被系统引入，这种杂交逻辑是否存在延续或某

种断裂？其三，在全球媒介史的语境中，晚清

报纸的媒介杂交实践与其他国家（如日本、印度）

近代报纸的演化逻辑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更

进一步，当电报的“脉冲”穿透印刷媒介的时

空桎梏，我们还可以在报刊史书写中进一步解

构“谷腾堡式”现代性，将媒介杂交延伸到摄影、

石印技术所催生的现代图像媒介，包括 20 世纪

涌现出的电影、收音机，考察这些声音、影像

媒介如何与文字报刊共同构成多元交织的媒介

生态等 [39]。正如已有研究所显示的，一旦以这

样的视野进入，“火车”就不再是简单的交通

媒介，而是道说出别样的现代性意蕴 [40]。

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更多沉潜入具体经

验场域的专门研究，也需要跨学科理论资源的进

一步整合。但无论如何，媒介杂交视域的生产

力具体彰显于：它从物质技术与地理、社会空

间的互嵌关系出发，循着互动生成的意义实践

过程，深化了对 “媒介” 本身及媒介作为历史

演化动力的理解。它提醒我们，历史中的“报纸”

并非固定不变的物质实体，“电报”亦非孤立

与抽象的工具，二者均是在具体社会文化情境

中与其他媒介不断互动、融合、演化的动态型

变；报刊史的书写，也不应局限于单一媒介或

单一组织的历史，而应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在特

定地方的杂交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

特定的信息方式与社会信任模式。在数字时代

的当下，黄旦教授从“网络化关系”入手倡导“重

造新闻学”，主张要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

转到“整个人类的传播实践”上来 [41]。这，正

是报刊史研究“新想象”的根基所在。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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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the “Newspaper”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rough Media Hybridity: Centering 

on Telegraph-transmitted Imperial Edicts 

Sun Li

Abstract:  “Media hybrid” refers to a complex process of sociolect-ecological formation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and symbiosis of different media. This framework facilitat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edia” as a driver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re-examining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elegraphed imperial edicts”AIby 
uncovering its triple hybrid as a traditional official document, a global telegraph network, and a newspaper node 
medium with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encourages press history research to imagine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newspap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think key theoretical questions such as journalistic truth, publicity, and 
public trust. This perspective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local uniqueness of the late Qing media ecology but also offers 
a new dimension for press history writing, evolving from an organizational-history perspective to one centered on 
media interaction.
Keywords: media hybrid；telegraph edicts；Late Qing newspapers；publicity；media history writing
Author: Sun 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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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纸作为一种媒介，主要表现在其居间运作的力量和机制。因此，揭示出报纸交接和交转的动态状貌，而

不是作为一种静物，是新报刊史书写的主要设想及其特点。本文以《报纸“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

以创刊初期的 < 申报 > 为例》一文为例，从其为何而“集”，“集”出了什么，以及“集”的过程及其影响三个方面，

来展示《申报》是如何在报纸、文人和上海城市之间，起到穿针引线编织关系的作用，并希望借此能为中国报刊

史研究和书写的创新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　 报纸；新报刊史；书写；《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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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旦，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杭州 ‌310058‌；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

海 200433

新报刊史书写的根本要义，就是把报纸看成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性的“媒

介”。“媒介”，一定具有交接、交集、交转的作用，展开的是“对影成三人”

之意象。这就要求研究者从以往的“新闻和观点的载体”“现实的镜子”之

类的报刊观念中脱身出来，转到媒介视角。当报纸成了报纸“媒介”，而不

是“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且定期发行的一张纸时 [2]，才有可能“动”起来，

就像列宁说的，是一个“组织者”。那种编年式登记在册、描述性介绍说明

的报刊史书写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得以改变。

不消说，报纸究竟是静态之物还是活动的媒介，并不必然构成研究的问

题。新报刊史之所以主张要从媒介的入射角进入，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

实中的报纸是有报有纸，本就是报 - 纸的一种生产性运作或运转。依照尼克

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的观点，作为传散沟通的大众媒体就存在于

大众媒体的生产性运作过程之中，它既是在持续运作生产社会实在，同时也

是在持续运作和生产自己 [3]。简单说，报纸在报道创造现实的同时，也就显

示并证明了自身的存在，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错，报纸是报社的产品，但

报社显然是以报纸为中心，无论是在生产流程还是组织结构上。所以，报纸

及其内容是由报社这个特定组织的专业人士“做”出来的，是社会机构的产物，

新报刊史书写：让报纸“动”起来 1)

—— 谈谈《报纸“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 以创刊初期的〈申报〉为例》
一文的写作

黄旦

1）基金项目：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电报与中国现代知识革命研究”
（24AXW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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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制度性方法 [4]：其采、编、印刷、发行、

读者、通联等等互为交集；总社、分社、记者站、

通讯员层层分布，触须般向四面铺开又汇拢；

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市场的，种

种因素是千丝万缕错综复杂。我国新闻学先驱徐

宝璜称之为“制造厂” [5]，日本一位早期的新闻

学者则将之具体化为三重性：制作产品的工厂，

经营销售的营业及运输业 [6]。如果说是报纸把每

天的新闻送到公众面前，让“我们从我们所不

在的位置、从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注视着世界”，

从而“有效地夺走我们的眼睛” [7]，那么新闻工

作的展开及其节奏就是在这些关系的交织处展

开 [8]，并因此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律动，牵引着全

社会的目光。所以，1830 年代之后美国便士报

的崛起，在迈克· 舒德森（Michael Sctudson）

看来，无疑就是一场“革命”，因为一个新生

的商业和城市社会由此浮现并发出了自己的声

音 [9]。上海《苏报》在 1902 年辟出一个新专栏，

名为“学界风潮”，结果“大为阅者所注目”，

实质上是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一副注目“学界”

的透视镜（不就像今天的 AI 眼镜吗？），使读

者“看到”学界同时也将言论和情绪投射到“学

界”，报纸的“学界风潮”遂就成为全社会的

“学界风潮”，为之“或惊或怒或笑或骂或叫

或哭”，读者和报纸、公众和社会就围着报纸

你来我往 [10]。《苏报》也就不知不觉成为了全

国尺度上的“公共头脑”，以印刷复制之“笔”，

“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11]，大大助推了革

命火焰的腾升。平常所谓的报纸引导舆论或者舆

论监督，就是因此而起因此而成，并不仅仅在

于一篇或两篇报道。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同样

的东西发表在书籍中，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作

用和效果。鲁曼的说法有理，报纸媒介的最大

特点是传散，传散大大扩展了其沟通范围，同

时这种扩展本身又会回过头来作用于沟通内容，

在特定意义脉络下使沟通得以回应沟通，论题

的生产又组织与之相关的讨论意见 [12]。

记不得是谁发过这样的感叹：报纸的每天

按时出版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仔细想一想的确

也是如此。对于这样的一个奇迹，研究者们倘

若仅仅从报纸版面的内容去爬梳归纳，至多由

此连带其产生背景及其办报者，就好比是趴在

一个巨人背上搔搔痒，怎能显示其蹲、坐、行、

卧的实际状貌呢？将一张“纸”摆在面前，无

论如何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牵扯不出也带不

动报纸的运作及其影响。报纸不在纸面所印的

那些字，即叙事的话语里面，而是在报 - 纸的

回环传散，亦即其实践的印迹之中。做一个类

比或许就清楚了。在若干年之后，倘有历史学

家声称自己是做微信历史研究的，可最终只盯

着微信说了什么，至于其穿针引线编织新的生

活时空，牵线搭桥繁衍千圈万群，统统被丢弃

一边视而不见，可还能称得上是微信的历史么？

一

拙文《报纸“雅集”： 晚清传统文人的现

代启步——以 创 刊 初 期 的 《 申 报 》 为 例》

（下面简称《报纸“雅集”》）就是出于这样的

想法，重新考察和梳理晚清《申报》上的“诗歌”。

《申报》登载诗歌，毫无疑问是报馆的一种营

销手段，通过免费刊登“骚人韵士”提供的“短

什”“长篇”和诗歌，既可以补稿源之不足，

又可以培养自己的作者和读者。用现在的说法，

可以使报纸具有黏性。就其内容和体裁着眼，

诗歌是一种文学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

文学的某种变化。但若从前面所说的媒介切入，

报纸及其登载的诗歌就能显示出另外的景象。

看看下面这两首竹枝词：

客窗寂寂静难禁，一纸新闻说字林。今日

忽传有申报，江南遐迩共知音。

我来沪上作枝栖，花映东怜月映西； 看到

竹枝聊写意，和成俚句隔云泥 [13]。

“客窗寂寂”“沪上作枝栖”“遐迩共知

音”等等，无不说明作者切身体验到报纸所具

的连通和结交之作用。诗人之所以“和成俚句”，

以“竹枝聊写意”，就是要借助报纸打破“客窗”

之寂静，“云泥”之两隔。自然，诗歌是文学创作，

总是含有夸张和渲染，不能都当真。但无论如何，

报纸延伸人的感知尺度，是诗人明确意识到了

的，否则怎么可能有“今日忽传有申报，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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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迩共知音”之感呢？城市（沪）、诗人（客）、

诗歌（竹枝）及知音，一切均因了报纸发生关

联并在场。报纸好比阿伦特（Hannah Arendt）

所指的大家共同拥有且端坐周边的那个“世界”，

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 [14]。这“世界”是诗人

的“报纸雅集”，也是文人和城市的报 - 纸之

“集”。

既是“雅集”，就是有组织而非自然而成，

首先是报馆的精心谋划：从征稿启事的广而告

之，到第一次大篇幅的诗歌刊出，再到诗人和

诗体的选择，看得出都有过仔细衡量，甚至不

排除私人交情的作用。报纸第一任主编蒋芷湘

就曾明言，他是因龙湫旧隐葛其龙“得遍交诸

名士，颇盛文宴”[15]。如果说报馆是为谋利而

有心栽花，文人们的参与却是有着偶然性，要

不是他们在“沪上作枝栖”，“客窗寂寂静难

禁”，是否能对报纸有如此大的热情怕也难说。

文章指出，报馆发出的“短什长篇”之请，得

到诗人们的“纷以词章相投”，是源自一种动力，

那就是“读者和作者差不多共有的精神风气”。

这些因战祸而流落上海的“孤寂客”，借由报

纸的通道，发现了自己的同道和“知音”，“同

是天涯沦落人”，遂生发出类似于安德森所说

的想象的共同体。只是这个“共同体”不是安

德森眼里的“读者”，而是通过报纸诗歌的唱

和而结交。按照诗人们自己的说法，是“在千

里百里而遥有新知故知之别”。

“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16]，

交流的生命则是随着媒介的变化而分叉的。面

对面的交往，只能适应乡村这样以血缘、亲缘

群体为主的地方；在城市—— 这一陌生人汇聚

之地，交通和通讯、电车和电话、报纸和广告

等等，才是构成其良好交流生态环境的首要因

素 [17]。后者这样一些媒介的运用，不是顺应式

地一味应付着新的需要，而是恰如约翰·汤普

森（Jhon Thompson）所指出的，它们会创造出

社会世界中行动和互动的新形式，会牵涉到社

会关系新种类和与他人联系的新方式的创造。

报纸作为一种印刷媒介，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

互动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能够对实体不在场的

他人起作用，也可以对远在他处的人做出反应。

就在这样一种根本方式上，报纸的使用和介入，

转变了社会生活的时空组织，创造了行动和互

动的新形式，以及权力实践的新模式，这一切

不再与共在一个地点有关 [18]。《申报》及其诗

歌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让处在不同方位的文

人，凭借着雅集互为唱和，共同观赏，定时呼

应； 他们是作者，是读者，更是同道。诗人们

跟随着报纸的出版节奏，遥望的与实际的识面，

相熟的与素昧平生的，亲身来往与媒介交往，

是纵横交错互为繁衍，既有时空之隔，又是连

线成片；他们以情感表达和诗歌唱吟，在人地

两生的租界上海，重建知识群体的关系和认同。

印刷报纸的“传散沟通”，使得报纸雅集成为了

一个事件，即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

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 [19]，同

时也造就了而不是反映和记录了“江南遐迩共

知音”—— 一个围绕着报纸所编结起来的城市

社会群体。“真实的和想象的人之间没有区别；

在社会意义上，被想象了的实际上就成为真实

的了”；“所有真实的人都是想象的” [20]。现

代报刊，不仅是现代人想象和交往的场所，而

且也因此构成现代人想象他人认识自己的一种

“本真”生存的“方式”。

可见，报纸是什么是与研究者的视野有关；

把报纸看成是什么，也就决定了能够看到什么。

遵循工具论的视线，报纸就是容器，就是负载

内容，提升传递的速度和广度，改变传播效果

的工具，好比一辆运载货物的汽车；如果从媒

介入眼，报纸就具有吸聚散发的力量，就成为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声称的一个活生

生的力的旋涡。因此，让报纸“动”起来，与

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新报刊史研究所确

立的基点和前提。它关涉提问的方式，研究的

门径，材料的解读，以及对于报刊史研究目的

和价值的重新判定。这需要一种新的想象力，

一种能体悟报纸的媒介性，并顺此而把握报纸

与社会、与人关系的新的“心智品质”[21]。

二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12 期新视野、新思考、新书写：中国报刊史研究笔谈



27

新报刊史书写以媒介为入射角，强调报纸

的媒介特性，时常导致一种误解，似乎媒介就

是一种形式或者物质特点，内容可有可无；于

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内容当成了媒介特性的

附庸，只要竖起一个媒介理论架子，就把所有

内容都套进去，由此反过来又成为媒介特性的

证明材料。其实，报纸的内容非常重要，没有

内容，报纸媒介就不过一个空壳或者影子，所

谓“想象的交往”根本无处着力。试想一下，

如果报纸雅集撇除了“诗歌”，雅集就名存实亡，

又怎么谈得上报纸媒介的作用或者影响呢？内

容也不是媒介的小跟班，而就是媒介的构成部

分，是媒介运作的资源，也是媒介意义的所在。

新报刊史不仅不回避内容，而且必须研究内容。

但对于内容的处理，与以往的研究不同。它不是

把内容单独剥离出来，似乎除了内容，其他都

不足为道，而是要将之纳入到媒介的特性之中，

将之置于与媒介形式对立而又关联的关系中来

分析，着重考察内容是如何得以表达和呈现，

形成何种风格、样式和基调，产生了什么后果。

这不就是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

中所要讨论和表达的吗？在波兹曼看来，报纸才

是公众表达的最佳形式，它始终让人感到充满

着理性和理智；而电视不同，屏幕把一切都变

成了表演和娱乐，哪怕是非常严肃的公共讨论。

据说在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眼里，

“经验”是一个具有两套意义的字眼。它不仅

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

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

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

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

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 简言之，能

经验的过程 [22]。新报刊史视野中的“内容”，

同样可以理解为两重含义：既包括报道了什么，

是什么样的内容，同时也包括如何被报道、呈现

乃至被感知和回应。一句话，要将内容置于被报 -

纸所“内容”了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让内容也“动”

起来。

以《 报 纸“ 雅 集”》 一 文 来 说，“ 今 日 忽

传有申报，江南遐迩共知音”，只是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雅集是因何而集。雅集到底集了些

什么，发表了哪些诗歌，文人们是如何相互倾

诉和表达情感，就是接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

这关系到他们为何能集，通过什么集，如何集。

报纸传散沟通的特点，只是为“共知音”提供

了可能。“共”并不必然就能成为“知音”，

知音的关键在于“音”，亦即其内容，其争相

发 抒 的“ 怀 抱”， 有“ 音” 而 后 有“ 知”， 故

是需要“睁目试看锦绣文”的 [23]。

查阅《申报》可知，当时所刊载的诗歌，

有着两种诗体，即古近体诗和竹枝词。前者是“言

志”，“感时花溅泪”，在咏物抒景中表露内

心情怀，意在“海滨订心知”，互通款曲交朋友。

竹枝词是写实的，大多是诗人在上海所见所闻

的记录，类似于风土记，与新闻报道有某些类

似。“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24]，

就是其主要创作方式。以“多少新词唱竹枝”，

文人们向他人诉说着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感。

“客来海上见闻多”，“聊撰小诗编异俗”[25]，

很像今天小红书上的网红打卡者，以此赞美并

指点着租界上海的日新月异。

报纸雅集是集在报纸版面上，报纸版面的

安排，让近体诗和竹枝词两种诗体能够并置一

处，同时铺展在我们眼前，于是这批其时寓居

上海之“客”的心神形貌就由此引带而出。一

方面，他们以“红梅”“雪”为喻意，借助于

近体诗的格律和用典，抒发着“士”的高洁和

孤傲；另一方面，他们又为上海的变化及其新

貌而惊讶而惊叹，从而以轻松诙谐的实写，与人

分享着自己的发现和心得。两种诗体及其内容，

在报纸的格式化下是相容相得，背后透露出的，

恰是诗人们不由自主被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

困惑、挣扎和不知所措。他们切身经验到了自

己生存在两种不同的“时间”—— 本色的过往

和存身的现时。二者看似难以相容，偏又是不

能割离，甚至是互为依存和参照。就像《报纸

“雅集”》中说的，身处上海租界的文人，不

得不将现在与过去做一对接，否则找不到完整

的自我。然而，当他们做这样的嫁接并在两种

时间中游移时，实际上已不复是原本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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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报纸编排的重要性就开始显现

了，它不只是让内容展示，而是在如何使之在展

示中形成一种诠释；诗歌雅集因此成为诗人在

文本中打开的人生在世，是文人们与之生存的

现实面对面的实际样貌。用我在文章中的表述，

诗词是他们的“肉身之言”，借用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说法，报纸雅集则为“词语”的“肉

身”，肉身与肉身的相连相通，串接起一个共

同感知并见证的城市世界。

三

作为“报纸”之集的报纸雅集，其无远弗

届的传散沟通之优势，却是以身体缺席为代价；

在延伸人的感知并召唤出不受物理空间所遮隔

的众多“知音”的同时，也使诗词唱和只能是在

报纸登载和读者阅读之间的滚动来往。这样一种

得益于报纸又受限于报纸的“人际交往和互动”，

让在实体空间中本是为“交往”而存在的雅集，

转而变成了关于雅集的交往。报纸雅集仍然可以

诗歌唱和，不过唱吟的诗歌与唱吟诗歌的人相分

离，成为表征的记号，可以看见并触摸的文本

和印制的“语词”[26]。本该属于听觉世界的雅集，

由此就成为视觉所要担负的任务，是被阅读观

看的对象。诗歌唱和遂不再是依附于情境的唇

枪舌剑，而是被封闭在一个特定空间中的文本，

寄存在报纸版面上的舞文弄墨。在这样一个新的

精神世界中，就像沃尔特·翁（Walter J. Ong）

所尖锐指出的，这些从声音世界中所迁移出来

的语词，就不太像说出的话，更像是一件物品。

印刷术使人觉得，脑子里的东西装在某种迟钝

的心灵空间里 [27]。在报纸的此种居间作用下，

四处散落的诗人们—— 既是作者又是读者—— 

一起围绕着作为“物”的雅集而手眼并用：“幸

与骚坛联末坐”，“江南遐迩共知音”。

报纸雅集体现出的正是印刷传播特有的“信

息方式”。根据波斯特（Mark Poster）的看法，“信

息方式”是一种构型，也就是符号交换的结构

形式，比如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

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换。在这

些形式中，语言与社会、观念和行动、自我与

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倘若说第一阶段的特点

是符号的互应，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

那么第三阶段的特点则是信息的模拟。在第一

阶段，即口头传播阶段，自我由于是被包嵌在

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

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

阶段，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为者（agent），处

于理性 / 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是现代的理性人。

在第三阶段，也就是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

稳定则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 [28]。

因印刷传播方式构建而成的理性主体，其

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看待世界拥有了明确的固

着点。这种内在导向的“固定视角”，麦克卢

汉认为，在抄写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抄

写是身体的投入，需要感官的移情和共同参与，

不可能养成置身于外做冷静阅读的壁上观 [29]。

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手抄书写是被看作是

一种讲求耐力的工作，是一种全身劳动。抄书

者或许可以是书法艺术家，但大多是誊写员，

并不是作者 [30]。固定视点和固定调子的印刷理

性，在某种程度上，就表现为作者和读者的区

别及其逐渐拉大的距离。就像翁所描述的，二

者互为调适，慢慢显得默契。作者可以自信地

走自己的路，因为他相信，读者会适应和更好

理 解。 到 了 这 一 时 刻，“ 阅 读 公 众”（reading 

public）开始来临，产生了大群的、作者并不认

识的读者，他们能够不同程度地适应作者固定

的视点 [31]。这就可以让我们领悟到，报纸雅集

的“诗作”与“阅读”、观看与被观看，改变

的不仅是雅集的样态，更是区分出“主体”和

“对象”，“作者”和“读者”身份的一种培育，

形成以报纸为依托的新的公共表达方式及其规

则，在根本上不同于过去的那种“递折”“上书”

或“清议”一类的表达。这就是《报纸“雅集”》

一文中说的，一方面，“诗词”作为肉身之分

“身”，任人隔空观赏； 另一方面，出于共同

的经历，诗歌又激发出肉身参与倾说的欲望。“词

语的肉身”与人的肉身就这样随着报纸的滚动

彼此映射，主与客轮回交替，此伏彼起：“既

参加表演，又成为讯息”；既目睹“洋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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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指引体验“洋场”，共同操演着感知与言说的

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实践。这样，报纸雅集之集

具有双重的牵引作用：它在实践上引领着文人的

目光和行为，同时又在认识上引导着文人超越实

践，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做出新的定位。由此看来，

翁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在人生世界和人

本身的新感悟背后，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文字

和印刷术造就的。”[32]

交流的需要是基于“原始的和基本的人性特

点”，既不与思考和生存的需要相分离，更不是

它们的附加物 [33]。这就导致晚清传统文人在参

与雅集的运作中，创造着报纸内容也改变着自己

的生存面貌。“筑骚坛于沪渎，申报纷驰”，是

报纸的出版流传过程，也是文人顺应并参与报纸

实践而身不由己地被裹挟着向现代靠拢的过程。

这些诗人未必都是最有才气的人，但必定是最先

能适应新式报纸的人。《报纸“雅集”》的第三

部分，就是试图勾勒出这样一个动态的轮廓，显

示雅集之集及其造就的影响。其中选了几个点：

第一，诗歌数量增加，诗作者来源在扩大，自发

来稿居多，一定程度上说明报纸的吸引力和文人

的参与均在增强，甚至读报成为日常习惯； 第

二，诗歌数量与诗作质量成反比，应酬嬉戏之作

多有，发自情感的“抒怀”少见，为见报而扩大

自己的名声，趋于时尚。其中一些带有组织性的

“诗歌吟唱”，很明显就是冲着报纸发表去的；

第三，因为报纸出版是以新以快为要，有时间限

制，为跟上报纸出版节奏以及时发表，诗歌创作

被迫进一步程式化、表面化和信息化。由此，雅

集的意涵也就因此变化。交友仍是需要，为展示、

传扬、留名更成为其重要考量。于是就有了后人

所评价的“彼唱此和，喋喋不绝”，“互矜风雅”，

“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的景象。

假若说，人们学会从记忆到书面记录，不

是自然而然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对个体智力和社

会有着深刻影响的复杂转变 [34]，从传统典籍到

习惯阅读报纸并参与其中，也绝非是一条直道。

诗人在报纸上不同笔名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就表

明文人之变的暧昧和复杂。多样的名号模糊了其

真实面目（就像今人说的“碎片化”了），却正

显露诗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模棱两可，同时也是

为自己的进退留下周旋的空间。文人们根据不同

的写作场景换用不同笔名，好似在化装舞会上戴

面罩，处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正说明其在参与报

纸的过程中，“自我认同框架”发生了游移，需

要有新的定位，于是只能亦新亦旧，摸索行走的

路道及其规则。比如袁祖志的“忏情生”“海上

逐臭夫”只出现在竹枝词中，“苍山旧主”则是

古近体诗的专有。蒋芷湘的“小吉罗庵主”用于

文章，“蘅梦庵主”为诗歌而设，翻译小说则称

“蠡勺居士”，编辑《文苑菁华》则用本名。很

显然，这一方面表示自己仍然在坚持一贯所公认

的普遍道德承诺，不与根本的方向感相违；另一

方面又试图纳入新现实中的某些特殊东西，从而

与自己的祖先有所区分 [35]，试图借此从不稳定

中确立稳定性。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笔名，却无

法改变报纸的运作规则；报纸对这样的做法敞开

了怀抱，同时将之作为资源全盘拢入到自己的生

产之中。早期《申报》呈现出浓重的传统文学性

而不是新闻性，既非偶然亦非有意为之。报纸雅

集中的媒介与人互动关系是曲曲如屏非常复杂，

岂是贴上一个“外报”标签所能说清和道尽？

再举一个例子。文章里提到过一个人物，

就是龙湫旧隐葛其龙。这个人交游颇广，他是报

纸诗文的多产者，古近体诗、竹枝词，游记传记

等样样拿手，因此赢得了报纸大名声，其“所著

诗文，刊入记报者甚伙”，获得“独树骚坛帜，

高 谈 仰 博 文” 之 崇 [36]。 即 便 如 此， 直 到 1878

年，他仍然自称这是迫不得已，并在报纸上倾吐

自己人生的颠沛和不幸：“男儿既不能磨盾草檄

入戎幕，杀贼立功画麟阁；又不能闭户读书破万

卷，置身天禄登石渠；而乃龌龊恋几豆，不避腥

膻同逐臭。不知天地生我果为何，坐使形神日凋

瘦。”[37] 第二年果然“有兴乘槎做远游”[38]，

奔顺天府去应乡试。在赴试途中，一路用诗词在

报纸上公开报告自己的行踪和所见所感，引来众

多诗友与之相和。其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

网红大 V 的线上直播。然而，三年之后，他已

经十分熟练地在不同报刊上一稿多投，显然已是

深谙此道的老手。这种翻来覆去，与笔名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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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不是要去判明何真何假，而且无论真假，

这种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呈现出人、报纸、

时代相互纠缠变化的不可捉摸和选择的各种可

能性。

四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有魔力的，在人

接触媒介的瞬间就发生 [39]。这就像他不少给人

印象深刻的金句一样，似是而非，很容易带来误

解，以至把媒介的影响简单化，就好像是一颗炸

弹，轰的一声便移山开路。其实，即便真的可称

之为“魔力”，这种“魔力”也不是瞬间发生即

可见效，而是细水长流般慢慢渗透和融化，“润

物细无声”。否则，媒介变化所引发的后果为什

么只能从后视镜中才能得到察觉呢？马丁·布

克哈特（Martin Burckhardt）以水作比媒介，认

为媒介的特征就是流动。媒介具有像水那样的特

性，把接触到的都置入流之中，使之变得柔软、

凝结起来，消解并合为一体 [40]。滴水石穿，这

不仅需要时间，有着韧性，更交织着消解与不消

解的千磨万击。在报刊史研究中，沉入实际的经

验场域，写出这种媒介流动的复杂和变化的艰

难，同样是报纸能够“动”起来的关键。

“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

晚清传统文人就是顺着印刷轨道慢慢蜕变成现

代文化人。报纸雅集不过是这一出漫长戏剧的序

幕。“假设所有作者和读者都这么做，一个新世

界就会从旧世界中诞生。” [41] 由此可知，媒介

是一种延伸，延伸受拘于媒介特性，但延伸又引

发新的创造，使人们得以通达报纸雅集—— 一

个过去所没有的新世界，从而在传播和文化的方

向，启动了中国晚清由传统到现代的前所未有之

变局。现代报刊兴起之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政治动员、民众运动、文化批判，合群结党，

乃至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述，都再不能脱离墨海的

“车辙”。一个社会以什么样的特定媒介保持交

往和观察世界，自也就使得这个社会具有何种样

态 [42]。只因人们始终浸润其中，也就对 20 世纪

大众媒介美学的塑型之功浑然不觉，好比乌龟从

来看不见自己的背甲，直到数字技术当头一击。

这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社会是政治的、

经济的，也是传播的。社会就是传播的一种形

式 [43]。媒介及其传播因此也就成为考察中国历

史，尤其是对于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而言，是一

个极为重要的角度，而这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基

本是被忽略了的。报纸之“动”，就是历史之变；

只有从媒介的视角让报纸“动”起来，着力于其

介入、连接、转化之功，而不是把报纸简化为“内

容”，把“内容”还原为现实“再现”，把“再

现”等同于效果，我们才能理解并揭示出报纸在

历史中的作用。诚如小威拉德·罗兰（Willard W. 

Rowland Jr.）所言，应该考察并评估媒介作为构

成、推动人类实践的基础要素，及其对于人类的

交流能力、认知结构、人类社会关系等等造就的

各种影响。当看到传播系统与人类主要的思维模

式和经历有着如此强烈的关联时，“传播的历史

将比其他学科化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占有更为

中心的地位”[44]。正是因此，报刊史研究显得

意义非凡。这，也就是新报刊史研究和书写为自

己确立并不断实践力争实现的目标。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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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闻跨国流动的背景下，本研究立足于议程设置理论，首次提出并验证了基于国家之间依赖关系

的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影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强依赖关系国家的媒体报道倾向于受到

中国媒体报道客体、属性的显著性影响，弱依赖关系国家的媒体报道倾向于受到中国媒体报道客体的显著

性影响，这两类国家的媒体报道进而影响本国的公众注意力。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具有

短期铺垫效应，而且作用方向与持续时间由国家之间的依赖关系所决定。研究深入揭示了跨国新闻流动中

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作用机制，对提升中国媒体报道的国际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中国媒体报道；外国媒体报道；公众注意力；议程设置；跨国新闻流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廖圣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谢徽音，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

明 650504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伴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跨国新闻流动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公

众认知的重要途径 [1]，其流动影响着国际舆论，甚至操控全球话语权 [2]。

作为由媒介传播机制和议题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3]，外国公众注意力

是衡量媒体对外议程设置效果的重要指标，是极具战略价值的“认知资源”[4]。

已有的外国公众注意力研究，通过聚焦于媒体报道的客体或属性，如何

直接影响外国公众注意力 [5]，而较少涉及跨国新闻流动中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实际上，在跨国新闻流动中，外国公众注意力不仅受到媒体内容的驱动，还

受到非对称国家关系、外国媒体中介作用等国际传播结构的规制；外国公众

更容易接触到本国媒体重构后的二次议程，而非原始信源的直接传播 [6]。

“一带一路”是中国自主设置的对外传播议题，通过跨国新闻流动建构

中国形象、塑造全球认知。2013 年，中国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强调

国家之间互联互通和紧密合作。本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并结合非对称互

相依赖理论，运用中国与外国媒体在 Twitter 平台发布的“一带一路”相关报

道与全球用户发帖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作用

跨国新闻流动中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

注意力的影响研究 1)

廖圣清 谢徽音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舆论战中涉华虚假信息传播及对策研究”
（24&ZD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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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本研究将外国媒体的报道显著性作为中

介变量，构建并验证了中国媒体报道显著性、

外国媒体报道显著性与外国公众注意力之间的

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国家间的非对称依

赖关系不仅调控了中国媒体报道的跨国议程设

置效果，而且影响了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

意力的铺垫效果。这些研究成果弥补了已有研

究对结构性因素关注不足的局限，丰富、发展

了议程设置理论视角下跨国新闻流动中中国媒

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研究，拓展了

议程设置理论在跨国新闻流动情境中的解释力，

对中国媒体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外国公众注意力

公众注意力，指公众愿意为公共议题花费

的时间和精力等稀缺资源 [7]，反映了公众集体认

知的方向和偏向 [8]。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公众注

意力的投入往往表现为点击、点赞、分享等参与

性行为。这些行为记录了个体在特定信息上花费

的时间和精力，是衡量公众注意力的重要指标 [9]。

媒体议程则对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作用 [10]。

当前，媒体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得到前所未

有地扩展，全世界的媒体可以在同一时间聚焦同

一事件。经由不同国家媒体的新闻生产与分发，

新闻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持续报道，形成跨

国新闻流动的态势 [11]。这不仅重塑着全球的舆

论生态，而且深刻影响公众注意力，特别是影

响外国公众对特定媒体议题的关注方式 [12]。

外国公众注意力，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

众在特定国际议题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13]。当

新闻跨国流向其他国家时，外国公众注意力开

始形成 [14]，并表现出与本国公众注意力不同的

特点。

跨国新闻流动，通常是从政治和经济地位

较高的国家流向世界其他地区 [15]。世界体系理

论认为，国家可分为核心国家、边缘国家 [16]。

研究显示，核心国家即凭借经济、技术水平占

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决定信息流动方

向 [17]，在全球范围内塑造特定的信息环境。非

西方国家则长期处于结构边缘位置 [18]。这种非

对称的跨国新闻流动导致不同国家的公众对新

闻议程的关注程度和认知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19]，

并反映出各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不同影响力 [20]。

已有的跨国新闻流动中关于外国公众注意

力的研究，主要是从媒介帝国主义 [21]、媒体议

程生命周期 [22]、媒介技术 [23] 等理论视角，探讨

媒介类型与媒介生态 [24]、媒体报道显著性 [25]、

文化差异与认知框架 [26] 等因素对外国公众注意

力的影响。其中，作为受众直接接触的信息要素，

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反映了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媒体在国际议题中如何通过突出报道

特定的客体或属性，去影响公众注意力 [27]。已

有的媒体报道显著性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

研究，或集中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以“核

心－边缘”结构为理论基础，探讨西方媒体报道

显著性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 [28]；或立足于

非西方媒体的报道显著性，揭示不同国家媒体报

道显著性塑造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差异 [29]。而且，

中国媒体即由国家主导、以传播中国文化和价

值观为核心任务，并采用国际化表达方式的跨

文化信息传播主体，例如新华社、CGTN 等，在

跨国新闻流动中展现出独特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30]。

已有跨国新闻流动中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

公众注意力影响研究，主要基于议程设置 [31]、

核心－边缘 [32]、问题－关注周期 [33] 等理论视角，

从议程竞争的角度，关注媒体报道特定的议题、

属性，如何影响公众注意力，比较了中国、外

国媒体的报道显著性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

差异 [34]。

然而，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

影响，可能受到多重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根植

于国家非对称关系 [35]、文化和国际信息秩序 [36]。

一方面，外国公众接触中国议题往往并非源自

中国媒体，而是依赖本国媒体在多重筛选与再

加工后形成的转述性报道 [37]；而且，在非对称

关系下，不同外国媒体的加工模式有所不同 [38]。

另一方面，外国公众注意力是经由中外媒体持

续地铺垫与引导而逐步形成的 [39]。

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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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问题：在跨国新闻

流动中，中国媒体报道如何影响外国公众注意

力？

（二）中国媒体报道与外国公众注意力：

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不仅具有决定议

题重要性、为公众设置议题的能力 [40]，而且能

够通过对议题的描述来影响公众如何看待议题 [41]，

对公众注意力具有铺垫效果 [42]。而且，具有影响

力的媒介，常常设置其他媒介的议程 [43]。

研究表明，在跨国新闻流动中，媒体报道

的客体、属性显著性，会影响外国公众的注意力。

客体显著性，指媒体报道对新闻客体的凸显程

度 [44]，包括客体的曝光 [45] 等。属性显著性，指

媒体报道中与新闻客体相关的认知特征以及配

价内容 [46]，具有实质属性与情感属性两个维度，

包括语气、基调 [47]、情感效价 [48] 等。面对陌生

的跨国议题，外国公众难以依赖既有认知进行

判断媒体报道凸显特定的客体及其属性，因此

可以提高外国公众从记忆中提取该议题的可能

性 [49]，以此塑造他们对议题重要性的认知，影

响他们的注意力 [50]。

在跨国新闻流动中，媒体报道的铺垫效果

受到非对称关系的影响 [51]。非对称互相依赖理

论认为，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受制于国家间的

依赖关系 [52]。核心国家的媒体对边缘国家的媒

体的信息依赖程度低，影响力却更强；边缘国

家的媒体对核心国家媒体的信息依赖程度更高，

且难以通过设置自主议题摆脱核心国家媒体的

影响 [53]。同时，公众对跨国媒体议题的接触也

受到国家间依赖关系的影响。依赖程度越高，

外国公众接触到他国媒体议题的可能性越大；

反之，他们更容易接触到本国媒体替代性自主

议题 [54]。

由此推论，在跨国新闻流动中，中国媒体

报道可以通过凸显议题的客体与属性，引导外

国媒体对相关内容的关注，共同构建全球媒体

议题 [55]，并影响外国公众注意力。具体而言，

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取决

于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以及本国媒体能否提

供可替代性议题 [56]。依赖程度越高、替代性议

题越弱，影响越强。一般而言，核心国家对中

国的依赖程度较低，边缘国家对中国的依赖程

度 较 高 [57]。 然 而， 中 国 媒 体 可 以 通 过 互 动 网

络，突破依赖关系的限制，向外国公众迅速传

播信息，与核心国家公众建立双向沟通 [58]，影

响其公众注意力。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a-d：

H1a：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H1b：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H1c：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核

心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H1d：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

心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三）中国媒体报道与外国公众注意力：

外国媒体报道的中介作用

在跨国新闻流动中，媒体可以通过强化议

题的客体或属性，引导外国媒体报道 [59]，推动

议题全球传播。在此过程中，基于本国与议题

传播国家的依赖关系，外国媒体或者选择性报

道 [60]，或者调整报道框架、叙事方式和情感倾

向二次传播 [61]，影响公众对跨国议题的认知与

态度。因此，外国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

体现了对他国媒体议题的想象、评价 [62]，具有

跨国传播桥梁的作用 [63]，是影响本国公众注意

力的重要因素 [64]。

已有研究主要从跨国媒体间议程设置 [65]、

议程设置、选择性注意等理论视角，考察外国

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对本国公众注意

力的影响 [66]。本研究结合非对称互相依赖理论，

将外国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作为中介

变量，考察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

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机制。

研究显示，边缘国家对地缘格局具有再平

衡的需求，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影响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67]。伴随全球

经济依赖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核心国家的媒体

报道会参考其他非核心国家媒体优先报道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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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68]；而且，合作关系越紧密，中国媒体报道

的客体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影响越强

烈 [69]。同时，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边缘国家

媒体报道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具有较

高的采纳意愿 [70]。对于地理和文化接近，尤其

是处于同一经济或政治共同体核心国家的媒体

报道，显著受到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影

响 [71]。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2a-d：

H2a：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显著影响。

H2b：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具有显著影响。

H2c：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核

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显著影响。

H2d：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

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显示，报道客体的某种属性可能比其

他属性更容易被注意、记住，成为雄辩的论据，

并影响接受者对议题重要性的判断，增强他们

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72]。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

著性增强，会提升外国媒体对该议题重要性的

认知，影响外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73]。由此，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2e-f：

H2e：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

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显著影响。

H2f：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发现，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本

国公众注意力产生显著影响 [74]。不同国家之间，

会形成基于依赖关系的认同结构 [75]。无论是强

依赖关系的媒体，还是弱依赖关系的媒体，在

跨国议题报道中，媒体会选择性设置报道的客

体显著性，以影响本国公众对特定国家或事件

的关注，并呈现出高度的区域性特征 [76]。同类

的核心、边缘国家媒体报道，是它们公众的重

要议题参考 [77]。而且，核心国家媒体报道，往

往将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作为客体的核心属性；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则聚焦于集体主义、文化

认同等方面 [78]。这会对它们公众的认知框架产

生不同的影响 [79]，影响其本国公众注意力。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外国媒体国际

议题报道显著性提高，反而会导致外国公众注

意力下降。核心国家的媒体报道，倾向于以破

坏性事件替代传统的经济或政治议题，诋毁中

国议题 [80]，导致公众对他国议题的注意力下降；

同时，国际新闻生产成本上升，受众兴趣分散，

盈利压力加剧，这些因素会促使媒体减少国际

报道比重，从而降低公众的国际议题能见度 [81]，

削弱公众注意力。边缘国家的媒体报道，尽管

中国议题的频率较高，但是公众对中国媒体报

道的“一带一路”倡议持有欢迎与怀疑双重态

度 [82]，甚至出现认知抗拒，削弱了他们对相关

内容的注意力 [83]。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3a-d：

H3a：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H3b：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H3c：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H3d：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发现，跨国媒体报道的铺垫效果，是

由外国媒体报道而非跨国媒体报道所主导的 [84]。

在国际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记者习惯于通过

本地化重建国际新闻事件的意义 [85]，使得报道

与本国受众的认知结构、情感偏好相契合 [86]。

这在核心国家尤为突出。核心国家的媒体报道

是它们公众获取外国事件信息的主要来源 [87]，

对公众的态度、注意力具有铺垫效果 [88]。中国

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能够提升边缘国家媒

体相关议题的报道频率 [89]，强化公众对议题重

要性的认知，进而影响公众注意力 [90]。中国媒

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经由边缘国家媒体的本地

化报道后，形成带有区域特色的报道取向 [91]。

在公众的确认偏误作用下 [92]，外国公众在本地

化的媒体报道中获得情感支持、认知支持 [93]。

由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4a-f：

H4a：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影响中，边缘国家媒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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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中介作用。

H4b：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影响中，边缘国家媒体报

道的属性显著性具有中介作用。

H4c：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核

心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影响中，核心国家媒体报

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中介作用。

H4d：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

心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影响中，核心国家媒体报

道的属性显著性具有中介作用。

H4e：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影响中，边缘国家媒体报

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中介作用。

H4f： 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

心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影响中，核心国家媒体报

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 研 究 基 于 香 港 大 学 实 验 室 公 布 的“ 一

带 一 路”twitter 数 据 集 [94]， 获 取 了 500660 篇 

Twitter 帖 子 和 相 关 用 户 资 料。 该 数 据 集 通 过

Twitter API ， 查 询 belt and road、one belt one 

road、new silk road、maritime silk road、silk 

road economic belt 等关键词，获得 2013 年 9 月

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相关数据。本

研究以每条帖子为分析单元，字段包括帖子的

内容、发布时间、被转发数量、用户 ID 等。

本研究根据账号性质、地理字典、联合国

开 发 计 划 署 发 布 的 人 类 发 展 指 数（HDI）[95]，

做出中国媒体、核心国家媒体、边缘国家媒体

与公众账号及其发布的帖子等分类。其中，HDI 

≥ 0.800 为核心国家，HDI ≤ 0.799 为边缘国家。

同时，对数据进行清洗，对不相关的帖子，例如，

帖子内容仅为表情包、数字、超链接、无字符、

单个字母、特殊符号，用户地址无法识别国家

地理信息等数据，均予以删除。最后，本研究

最终获得 360431 条用户数据，15711 条媒体数

据。

本研究还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历

程，将数据划分为 2013—2016 年（2013 年 9 月

7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2018 年（2017

年 1 月 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图 1 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影响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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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2019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三个

时段，进行对比分析。

（二）变量测量

1. 外国公众注意力

本研究参考了哈努施

（Folker Hanusch） 和 诺

勒 克（Daniel Nölleke） 

(2019) [96]、克里希（Alfonso 

Crisci） 等 人 (2018) [97] 的

研究，测量外国公众注意

力。该研究认为，媒体关

键性内容被提及代表公众

被媒体议题所吸引的程度，转发代表公众对媒体

议题的关注程度，二者之和代表公众注意力，测

量公式如下：

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 核心国家公众帖子

提及媒体关键性内容的次数 + 该条帖子被转发的

次数

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 边缘国家公众帖子

提及媒体关键性内容的次数 + 该条帖子被转发的

次数

其中，将公众帖子的内容与媒体报道的高

频关键词进行匹配，匹配成功一次计为 1，累计

计数，对公众帖子提及媒体关键性内容的次数，

予以测量。

同时，本研究以日为单位，获取每日相应

数据的加权平均，建立核心国家、边缘国家的公

众注意力时间序列数据。

2. 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本研究参考了卢光（Lu Guang）等人（2023）[98]

与阿特金森（Mary L. Atkinson）等人（2014）[99] 研

究，基于描绘 “一带一路”十年主要成果以及

核心议题的“一带一路”白皮书 [100]，采用词频－

逆文档频率（TF-IDF）方法，运用 python 编程

提 取 economic、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ilk 

Road、Partnership 等 208 个“ 一 带 一 路” 等 客

体词汇，统计这些词汇在每篇媒体报道中出现的

次数，对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予以测量。

同时，本研究以日为单位，获取每日相应

数据的加权平均，建立中国、核心国家、边缘国

家的媒体报道客体显著性的时间序列数据。

3. 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从本质上来说，

是媒体对报道对象的态度和评价，常见为正面、

负面、中性的评价 [101]。已有研究 [102] 基于情感

计算等方法来测量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本

研究采用字符情感计算方法 [103]，对媒体报道的

（积极、消极和中立）情感予以测量，取值范围

为 -1 ～ 1，数值越靠近 -1 表示态度越消极，数

值越靠近 0 表示态度中立，数值越靠近 1 表示态

度越积极。

同时，本研究以日为单位，获取每日相应

数据的加权平均，建立中国、核心国家、边缘国

家媒体报道属性显著性的时间序列数据。

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如表 1 所示。

（三）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SmartPL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检验中国媒体报道如何通过核心

国家、边缘国家的媒体报道对核心国家、边缘国

家的公众注意力产生影响。

四、研究结果

（一）中国、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媒体报

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公

众注意力的描述统计结果

研究结果如表 2 所示，中国媒体报道客体

表 1  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影响的变量测量

变量 类别 测量指标 数据取值范围

媒体报道的
客体显著性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每篇媒体报道出现的
客体词汇累计数量

[0,+ ∞）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媒体报道的
属性显著性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媒体报道的情感态度 [-1,1]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外国公众注
意力

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公众发帖提及媒体关
键性内容的次数 + 该
条帖子被转发的次数

[0,+ ∞）
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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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的均值为 7.58，核心国家媒体报道客体

显著性的均值为 3.35，边缘国家媒体报道客体

显著性的均值为 8.22。这表明，在“一带一路”

倡议的议题报道中，边缘国家媒体报道最多元，

核心国家媒体报道最集中，中国媒体报道处于二

者之间。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均值为 0.28，

以积极情感（60.5%）、中性情感（34.9%）为

主，消极情感所占比例仅为 4.6%。核心国家媒

体报道属性显著性的均值为 0.26，也以积极情

感（61.9%）、 中 性 情 感（25.7%） 为 主， 消 极

情感所占比例为 12.4%。边缘国家媒体报道属性

显著性的均值为 0.22，积极情感（49.5%）、中

性情感（46%）占比各近总体的一半，消极情感

占比仅为 4.5%。

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的均值为 126.66、标

准 差 为 72.46； 边 缘 国 家 公 众 注 意 力 的 均 值 为

107.64、标准差为 61.04。这表明，核心国家的

公众注意力水平高于边缘国家。

（二）中国媒体报道客体、属性显著性与

外国公众注意力：外国媒体报道客体、属性显著

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研究假设进行 PLS-SEM 结构方程

模 型 检 验， 结 果 如 图 2、 表 3、4 所 示，NFI、

SRMR 值分别为 0.937 与 0.085，表明模型具有

良好的拟合度；Q² 均 >0，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

预测相关性，能够有效预测未见数据的变异性；

HTMT 值均 <0.5，且置信区间中均不包含 1，表

明模型中潜在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区分效度；

各内生变量的 R² 值经 Bootstrapping 显著性检验

均显著（p < 0.05），说明模型具备稳定的解释力。

H1a-d 检验的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属

性显著性对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的

直接影响。中国媒体报道客体显著性，对核心

国 家 公 众 注 意 力 没 有 显 著 影 响（β= -0.024，

p>0.05），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β=0.291，p<0.05）。

中 国 媒 体 报 道 属 性 显 著 性，

对 核 心 国 家 公 众 注 意 力 具 有

显著负向影响（β= -0.084，

p<0.05）， 对 边 缘 国 家 公

众 注 意 力 没 有 显 著 影 响

（β=0.002，p>0.05）。研究

假 设 H1a、H1d 成 立， 假 设

H1b、H1c 不成立。

H2a-f 检验的是中国媒体

报 道 的 客 体、 属 性 显 著 性 对

核 心 国 家、 边 缘 国 家 媒 体 报

道客体、属性显著性的影响。

中 国 媒 体 报 道 的 客 体 显 著 性

对 边 缘 国 家 媒 体 报 道 客 体 显

著 性（β=0.996，p<0.05)、

核 心 国 家 媒 体 报 道 客 体 显 著

性（β=0.622，p<0.05）都具

有显著影响。中国媒体报道的

属 性 显 著 性 对 边 缘 国 家 媒 体

报道属性显著性（β=0.435，

p<0.05）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表 2 中国、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
及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的描述统计结果（N=376142）

变量 比例 均值 标准差 时段样本量 样本量

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126.66 72.46
2013—2016 年 17778
2017—2018 年 99602
2019—2021 年 67269

184649

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107.64 61.04
2013—2016 年 53688
2017—2018 年 74703
2019—2021 年 47391

175782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
显著性

7.58 23.871

2013—2016 年 457
2017—2018 年 1159
2019—2021 年 6193

7809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

显著性

消极情感 4.6%

0.28 0.33中立情感 34.9%

积极情感 60.5%

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
客体显著性

3.35 9.924
2013—2016 年 41

2017—2018 年 823
2019—2021 年 1979

2843
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

属性显著性

消极情感 12.4%

0.26 0.38中立情感 25.7%

积极情感 61.9%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
客体显著性

8.22 25.112

2013—2016 年 538
2017—2018 年 1676
2019—2021 年 2845

5059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

属性显著性

消极情感 4.5%

0.22 0.31中立情感 46%

积极情感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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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核心国家报道属性显著性没有显著影响

（β=0.038，p>0.05）。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

著性，对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媒体报道客体显

著性都没有显著影响（β 核心 = -0.014，β 边

缘 = -0.001，p>0.05）。研究假设 H2a-c 成立，

H2d-f 不成立。

H3a-d 检验的是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媒体

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对核心国家、边缘国家

公众注意力的影响。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

著性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β= -0.328， p<0.05），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

属性显著性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β= -0.093， p<0.05）；核心国家媒体

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

显著负向影响（β= -0.048，p<0.05），核心国

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

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087，p<0.05）。

研究假设 H3a-d 成立。

H4a-d 检验的是核心、边缘国家媒体报道

的客体、属性显著性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

属性显著性与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关系的中介影响。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

性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的影响中，边缘国家

媒 体 报 道 的 客 体 显 著 性 具 有 中 介 作 用（95%CI 

: [-0.514，-0.160]，p<0.05）。 在 中 国 媒 体 报

道的客体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的影响

中，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中介

作 用（95%CI : [-0.073，-0.035]，p<0.05）。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属性显著性对边缘国家公众

注意力的影响中，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

著性具有中介作用（95%CI:[-0.050，-0.030]，

p<0.05）。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心

国家的公众注意力影响中，核心国家媒体报道

的属性显著性没有中介作用（95%CI:[-0.004，

0.000]，p>0.05）。在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

性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的影响中，边缘国家媒

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没有中介作用（95%CI:[-

0.001，0.002]，p>0.05）。 在 中 国 媒 体 报 道 的

属性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的影响中，

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没有中介作用

图 2 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影响的模型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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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0.002，0.004]，p>0.05）。 研 究 假

设 H4a-c 成立，H4d-f 不成立。

（三）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

对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

显著性以及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的

分时段影响

本研究分别对 2013—2016 年、2017—2018

年、2019—2021 年三个时段数据进行分析，结

果如表 4 所示。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从 2017 年起，对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

性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β2017-2018=0.450、

β2019-2021=0.648，p 均 <0.05）； 从 2013 年

起，对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始终具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β2013-2016=0.003、β2017-

2018=0.992、β2019-2021=0.997,p 均 <0.05)。

中 国 媒 体 报 道 的 属 性 显 著 性， 对 核 心 国 家 媒

体 报 道 的 属 性 显 著 性 没 有 显 著 影 响（β2013-

2016=0.012、β2017-2018= -0.013、β2019-

2021=0.016,p 均 >0.05）， 对 边 缘 国 家 媒 体

报 道 的 属 性 显 著 性 始 终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β2013-2016=0.764、β2017-2018=0.508、

β2019-2021=0.351,p 均 <0.05）。 中 国 媒 体

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媒体报道客体

显 著 性（β2013-2016=0.177、β2017-2018= 

表 3 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影响的特定间接效应结果

2.5% 97.5% t 值 p 值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0.050 -0.030 8.058 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0.004 0.000 1.684 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0.514 -0.160 3.588 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0.073 -0.035 5.459 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0.001 0.002 0.240 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0.002 0.004 0.727 p>0.05

表 4 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分时段影响

2013—2016 年 2017—2018 年 2019—2021 年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β=0.003,P>0.05 β=0.450,P<0.05 β=0.648,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β=0.003,P<0.05 β=0.992,P<0.05 β=0.997,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β=0.012,P>0.05 β=-0.013,P>0.05 β=0.016,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β=0.764,P<0.05 β=0.508,P<0.05 β=0.351,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β=0.164,P>0.05 β=-0.016,P<0.05 β=-0.000,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β=0.177,P>0.05 β=-0.044,P>0.05 β=-0.045,P>0.05

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β=0.787,P>0.05 β=-0.143,P<0.05 β=-0.126,P<0.05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β=0.668,P>0.05 β=0.200,P>0.05 β=-1.059,P<0.05

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β=11.253,P>0.05 β=-0.055,P<0.05 β=0.002,P>0.05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β=0.143,P<0.05 β=0.173,P<0.05 β=-0.037,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β=3.866,P>0.05 β=0.052,P>0.05 β=0.001,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β=0.090,P>0.05 β=-0.040,P<0.05 β=-0.044,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β=0.675,P>0.05 β=-0.363,P>0.05 β=0.955,P<0.0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β=4.846,P>0.05 β=-0.066,P<0.05 β=-0.057,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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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β2019-2021= -0.045，p 均 >0.05）

没有显著影响，对 2017—2018 年边缘国家媒体

报 道 的 客 体 显 著 性（β= -0.016，p<0.05） 具

有显著影响。核心国家媒体的客体显著性，从

2017 年起，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β2017-2018= -0.143、β2019-2021= 

-0.126,p 均 <0.05)。 核 心 国 家 媒 体 的 属 性 显 著

性， 在 2017—2018 年， 对 核 心 国 家 公 众 注 意

力，有显著负向影响（β2017-2018= -0.055，

p<0.05）。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在

2019—2021 年，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

著负向影响（β2019-2021= -1.059,p<0.05）；

边 缘 国 家 媒 体 报 道 的 属 性 显 著 性， 在 2013—

2018 年，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具有显著影响

（β2013-2016=0.143、β2017-2018=0.173，

p 均 <0.05）。 中 国 媒 体 报 道 的 客 体 显 著 性，

在 2017—2018 年， 对 核 心 国 家 公 众 注 意 力，

有 显 著 影 响（β= -0.040,P<0.05）； 在 2019—

2021 年， 对 边 缘 国 家 公 众 注 意 力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β=0.955，p<0.05）。 中 国 媒 体 报 道

的 属 性 显 著 性， 从 2017 年 起， 对 核 心 国 家 公

众 注 意 力 始 终 具 有 显 著 影 响（β2017-2018= 

-0.066、β2019-2021= -0.057，p 均 <0.05），

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没有显著影响（β2013-

2016=3.866 ； β2017-2018=0.052 ； β2019-

2021=0.001,P 均 >0.05）。

五、结论与讨论

在跨国新闻流动的背景下，立足议程设置

理论，结合非对称互相依赖理论，本研究系统地

考察了中国媒体报道对核心、边缘国家公众注意

力的影响，并分时段探究了这一影响的动态变化

过程。结果显示，在中国媒体报道对外国公众注

意力的影响中，外国媒体报道具有中介作用。中

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通过影响核心、边缘

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进而影响核心、边

缘国家公众注意力；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

性，通过影响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进而影响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一）中国、核心与边缘国家媒体报道客体、

属性显著性、核心与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的基本

情况

核心、边缘国家媒体的报道量，分别为中

国媒体的 36.4%、64.8%。这表明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议题报道中，中国媒体报道声量增强，

获得了边缘国家媒体较高的关注度，却只获得核

心国家媒体有限的关注度。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与边缘国家

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与

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一致性较低。这

表明，边缘国家的媒体报道多聚焦于中国媒体的

报道议题，核心国家的媒体报道则倾向于差异化

报道。

中国、核心、边缘国家的媒体报道，均以

积极情感、中立情感为主，但核心国家的媒体报

道消极情感占比是中国、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三

倍。这表明，各国媒体报道都在选择性地裁剪、

包装各自宣扬的信息 [104]；传统国际新闻的意识

形态宣传，转化为隐匿、积极或中立叙事的新闻

消费。

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离散程度高，边缘国

家公众注意力离散程度低。这表明核心国家媒体

资源丰富，公众关注议题较为多元；边缘国家媒

体资源有限，公众关注议题较为集中。

（二）核心、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

属性显著性的中介作用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公

众注意力的影响，完全由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

体显著性中介。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边

缘国家公众注意力的影响，由边缘国家媒体报道

的客体显著性部分中介。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

著性，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的影响完全由边缘

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中介。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未对核心国

家公众注意力产生影响。而且，中国媒体报道的

属性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产生微弱的

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核心国家媒体此前的

报道铺垫了公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态度 [105]。这

表明，虽然 Twitter 等社交平台增加了核心国家

公众接触跨国新闻的机会，但是，核心国家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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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媒体报道议题的选择性重构，造成了公众

对中国媒体议题形成认知误差，甚至是抵抗的态

度 [106]。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边缘国家

公众注意力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中国媒体报

道的属性显著性，未对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产

生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为了与全球信息传播接

轨，边缘国家公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较为敏

感 [107]；同时，在信息的接受和处理上，他们拥

有独特的文化和政治背景 [108]，这使得公众注意

力未受到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的影响。

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通过影响核

心国家、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实现议

题的全球传播。中国媒体报道蕴含的理念与态

度 [109]，通过属性显著性表征，在跨国流动中，

仅被边缘国家的媒体所采纳，并影响其报道属性

的方向与强度。这与已有的中国媒体报道的属

性显著性可以影响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

著性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110]。这可能是因为，中

国与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具有不同的信息非对

称依赖关系 [111]；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尚

未突破核心国家媒体的把关。同时，这也表明，

各国媒体将各自国家的战略目标编织进关于中

国议题的报道中，然后进行再传播。这看似是基

于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构建共识话语，实则抢

占了国际新闻的叙事定义权。

核心、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

著性，会降低他们国家的公众注意力。这与已有

的研究结果一致。因为，国际新闻本地化，议题

发布自主性，都是媒体应对国际新闻意识形态冲

突的隐秘手段 [112]。而且，国际新闻本地化，可

分为本地化与伪本地化 [113]。核心国家的媒体报

道，属于本地化，为避免与他国政治、意识形态

等方面直接冲突，通过再加工间接地渗透本国观

点，引导公众支持该国的议题态度，固化刻板印

象，甚至产生认知偏见、抵抗态度 [114]。边缘国

家的媒体报道，属于伪本地化，基本保留内容原

貌，并接受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附带的立

场、规范与价值观 [115]。

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未对核心、

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产生影响。这说

明，雄辩论据的影响 [116] 在跨国新闻流动中不适

用。这同时与媒体报道情感倾向的调节作用有

关。已有研究发现，媒体报道的正面情感会降低

雄辩论据的影响 [117]。也就是说，中国媒体报道

的正面情感会降低外国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

这显示，外国媒体报道与中国媒体“一带一路”

倡议的议题报道还存在较远的心理距离 [118]。

（三）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

对外国公众注意力影响的动态变化

2013—2016 年，在“一带一路”倡议初期，

中国媒体报道数量有限，尚未形成有效的议题设

置影响。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属性显著性影响

着边缘国家媒体报道客体、属性显著性，并影响

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但是，中国媒体报道不能

影响核心国家媒体报道及核心国家的公众注意

力。这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初期，中国媒

体报道的优势不明显，尤其是，对核心国家媒体

的影响力较弱。

2017—2018 年，伴随着“文化出海”等国

际传播政策的推进，中国媒体报道“一带一路”

倡议的数量显著提升，外国媒体关于“一带一路”

倡议的报道增加，尤其是，中国媒体报道的客体

显著性开始通过影响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

显著性影响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这表明，在“一

带一路”倡议中期，中国媒体报道数量的提升扩

大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见度，获得了部

分外国公众注意力。这有利于打破核心国家媒体

报道的议题封锁，并影响基于核心－边缘结构的

国际信息传播格局 [119]。但是，中国、核心国家

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对核心国家公众注意力

产生负向影响。这说明，受制于国家之间的依赖

关系，以及核心国家公众的刻板印象，在全球新

闻流动中，中国媒体报道的影响依然有限。

2019—2021 年，中国进一步加强“一带一

路”倡议的对外传播，中国媒体报道对边缘国

家公众注意力产生直接影响，实现了区域性影

响的突破。然而，中国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依然无法影响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属性显著性。

同时，边缘国家媒体报道的客体显著性对边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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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众注意力呈现负面影响，边缘国家媒体报

道的属性显著性无法影响边缘国家公众注意力。

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公众注意力的铺垫效

果依赖于媒体报道塑造的积累型信息环境 [120]，

而且，核心国家媒体报道主导了跨国新闻流动，

信息围绕核心国家媒体报道客体显著性流动更

新，抑制了非核心国家媒体报道客体显著性的影

响，并削弱了它们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 [121]。

另一方面，外国公众可能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

中国媒体报道对他们的影响有限。这与此前研

究结果相一致，说明公众的排斥心理加速了铺

垫效应在跨国新闻流动中的衰减 [122]。也就是说，

中国媒体报道对核心国家媒体报道的影响力并

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对核心国家公众注

意力铺垫效果的可持续性受限。

（四）讨论：议程设置在非对称依赖关系

之间的多元互动

本研究将外国媒体区分为核心国家媒体和

边缘国家媒体，探讨了中国媒体如何通过媒介

间议程设置影响外国公众注意力，揭示了该过

程嵌套于核心、边缘国家的非对称依赖关系。

研究发现，在跨国新闻流动中，中国媒体报道

对外国公众注意力的影响，已从议程设置经典

模型的直接驱动转向更为复杂的非对称依赖关

系之间的互动。这不仅拓展了已有的议程设置

理论研究 [123]，揭示了跨国新闻流动中议程设置

的多元路径，也为中国媒体在跨国新闻流动中

提升传播效果提供了理论框架。

首先，发现了不同国家媒体的议题响应差

异。从客体显著性来看，核心、边缘国家媒体，

对中国媒体报道高度响应，边缘国家媒体尤为显

著。议题如此共振，并非源于媒体之间的模仿机

制，而是基于对中国媒体的内容依赖 [124] 和国际

信息传播结构的不平衡 [125]。从属性显著性来看，

中国媒体报道的议题情感仅对边缘国家的媒体

报道产生影响，而对核心国家的媒体报道则受

到结构性阻抗。由此，形成核心国家单向抵抗、

边缘国家双重响应的国际新闻流动态势。

其次，揭示了国家间非对称依赖关系在跨

国新闻流动中的结构性过滤机制。跨国新闻流

动中议程设置效应受到外国媒体接收、再构议

题的制约，在“核心—边缘”非对称结构中尤

为明显 [126]，表现为受到非对称依赖关系调控的

铺垫效果。核心国家的媒体，具有更强的议题

主导和重构能力。边缘国家媒体，更倾向于接受、

遵循外部议题 [127]。核心国家依赖关系弱，传播

路径少，公众不易受到中国媒体报道议题的影

响，铺垫效果呈现时间短。边缘国家依赖关系强，

传播路径多，公众容易受到中国媒体报道议题的

影响，铺垫效果呈现时间长。在跨国新闻流动中，

议程设置效果受到结构性变量制约，并非单纯

由客体或属性所决定，而是在国家间非对称依

赖关系与报道客体、属性显著性交织形成的复

杂传播网络中，呈现部分中介与完全中介并存

的效果。

未来研究，可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

中、外媒体与外国公众三类议题网络进行矩阵

回归与相似性检验，比较它们在议题节点及其

关联结构上的异同，深入理解外国媒体在跨国

新闻流动中如何改变中国媒体报道的议题，外

国公众更关注哪些具体议题、属性等问题，深

入揭示中国媒体的跨国议程设置效果。未来研

究，还可以通过比较多个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数

据 解 决 Twitter 普 及 率 差 异 可 能 带 来 的 样 本 偏

误。虽然 Twitter 拥有庞大的全球用户，但它在

不同国家的普及率存在显著差异。在欧美国家，

Twitter 更被广泛使用，在亚洲、非洲等地区国家，

Twitter 的渗透率较低 [128]。这可能对本研究的数

据代表性，带来一定的偏差影响。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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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ransnational news flow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agenda-setting theory and, for 
the first time, propos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a mediation model of how Chinese media coverage influences foreign 
public attention, conditional on inter-country dependence relationship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countries with 
strong dependence on China, foreign media coverage tends to be shaped by both the object salience and attribute 
salience of Chinese media reports; in weak-dependence countries, foreign media respond primarily to object salience. 
In both cases, foreign media coverage subsequently affects domestic public attenti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media coverage on foreign public attention exhibits a short-term priming effect, and the direction and duration of 
this effect are contingent on the level of inter-country dependence.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hinese media coverage affects foreign public attention within transnational news flows, offering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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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ommunication academia urgently needs to construct a development-orient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at addresses field-based problems within China’s development arena, while maintaining a critical position and 
a constructive orientatio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by virtue of its practical character, should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discussion in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orient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focusing 
on methods and methodologies.This paper examines, from conceptual genealogy, debates over objectivity, and 
standardized procedural steps, the applicability of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s a method for such a development-
orient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iming to offer methodological supplements and references for constructing the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n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Keywords: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practicality;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uthor: Ji 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Center for Studies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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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具身性作为理解身体与媒介的核心概念，不仅解释了“身 - 媒”关系问题，使其理论使命延伸到“人 -

机”关系层面，还破除了人 - 机主体性的争论泥沼，为理解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开辟了新路径。认知 -

传播 - 情境的具身化主体由人 - 机具身实践建构，超越了“主体 - 客体”模式，表现为基于本己身体的

知觉经验、人机传播的意义生产和人机共在的生活世界；延伸 - 断裂 - 重塑则构成具身智能主体性的本

质特征，技术之于感官知觉及身体经验的延伸抑或断裂，使具身主体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延伸的结果。具身

智能的主体性体现了身媒整合、人机融合、信息与物质混合的新型主体观，通过具身化重塑身体与媒介、

人与机器的主体边界，彰显人 - 机（身体 - 媒介）、人 - 世界关系的微妙平衡，最终指向媒介本体论层

面对人的本质之追问和人性精神的考验。

关键词　具身智能；具身主体性；人机传播；媒介现象学；关系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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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海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610207；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智

能传播与城市国际推广”特邀研究员，重庆 400044

具身理论伴随着中西方传播学界对身体传播研究的兴起而受到关注，它

既推进了认知科学理论的发展，也超越了身心二元论，并使人们对身体的认

识延续到人机关系层面。但当前的具身理论仅从物质身体出发来理解具身性，

最终又回归身体，具身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一种理论工具，未能形成相

应的研究框架和理论范式，反而陷入概念滥用和缺乏共识等困境 [1]。因此，

具身理论本身也有待于深入研究，以使其在“传播观念的元范式变革层面”

持续发挥阐释力量 [2]。

2025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具身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意味着具身智能概念及相关产业已进入国家战略规划 [3]，这也是“具身”这

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具身智能正在形成“智能与身体的多种配置方

式”，亟需从人 - 机具身传播的理论视角与现实情境出发，思考人机关系及

其引发的身体观、媒介观、生态观的变革 [4]，使具身理论关于身体与他者、

人机关系、主体哲学等方面愈发具有新的解释力。具身传播研究“必须置于

整体哲学转向的语境下进行考察” [5]，跳出建制化的具身理论，从人 - 机具

从“身 - 媒”到“人 - 机”的主体边界融合：

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之思 1）

赵海明

1）基金项目：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B202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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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关系视角理解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也只有将智

能机器“置放到一个类人的社会化和具身的认知

场景之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机之间的交流与

主体性问题 [6]。本文借由具身概念的理论流变，

探讨具身主体性的概念内涵及其表征和影响，

以理解具身智能体的主体性问题，重新审思具

身理论在阐释人 - 机主体观念方面的学理价值。

一、再论具身与离身：从“身 - 媒”到“人 - 机”

的视角转向

“具身”是来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

重要概念，强调身体是认知的基础，人的认知、

经验和意义生产都是基于身体的感知、行动形成

的，并与身体所处的环境深度耦合，这与知觉现

象学意义上“在世存在”的经验身体观不谋而合，

后者将身体作为人在原初世界之中存在的本原，

认为与周围实在世界构成具身关系的经验身体

是感知世界的主体 [7]。在大众传播时代，学界对

于媒介技术的解释往往囿于工具论和主客观的

维度，在主体层面将抽象的“人”视为传播研

究的中心，而“身体”这一物质形式载体却被

忽视了。新媒体技术引发的“在场”与“缺席”

的具身性成为理解身体观念的关键理论，更重

要的是，具身性概念使得身体作为连接传播和

物质的重要载体，传播学界在“身体转向”之

后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媒介转向”和“物质转向”，

并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梅洛 - 庞蒂的身体

现象学、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等人的思想资源

中汲取新的理论观点，使学界对媒介技术的理

解从工具性和离身性的视角解放出来，迈向具

身性和本体论视角。因此，具身性概念在某种

程度上确立了媒介本体论 [8]。

（一）具身性的理论使命：从“找回身体”

的“身 - 媒”关系到“探问主体”的“人 - 机”

关系

在媒介学成为“显学”之前，有关身体和

技术关系的探讨是人类传播观念向媒介物质性

观念转变的关键阶段，其本质就在于传播学的

身体研究走出了“主体与客体”“身心二元论”

的桎梏，这也是以“‘身 - 媒’关系为依据的

元范式变更”对于传播学的重大意义 [9]。而具身

性作为关键概念揭示了身体及其他媒介物的物

质性，当离身观因出现学理困境而退场后，具

身理论“被放置在主体性的中心位置”[10]，“替

补”了身体与技术关系的理论阐释空间，并通

过对主体性的“占有”以联结身体、技术与世界。

正如凯瑟琳·海勒承认控制论建构了一个信息

化身体的后人类主体，但其仍然注重身体作为

物质实体的存在，以将抽象的信息带入物质世

界，构建“信息 - 物质本体”的后人类主体。

只不过从本体论视角而言，身体也是一种媒介，

如此才使得“身 - 媒”关系演化为一元论媒介，

似乎“找到身体的位置”的使命已经完成。由此，

学界关于“身体与媒介”的关系问题重新回到

了“人与机器”的关系维度。

当身体与媒介走向一元，具身理论的学理

价值便从解释“身 - 媒”关系过渡到解释“人 - 机”

关系，以及由新型数智媒介技术和人的身体经

验共同形塑的生活世界。具身性通过揭示身体

与媒介的物质性，消弭主体与客体、身体与心灵、

在场与缺席的二元论，联通人与媒介的关系，使

二者互为尺度，亦互为延伸。与其说媒介是理

解“身 - 媒”关系的入射角 [11]，不如说具身性

是理解媒介的入射角，为万物皆媒观念确立了

基础，使得我们从媒介的居间论出发，从本体论、

物质性、媒介性、生成性等维度理解媒介作为基

础设施、传播主体等的全新角色。在新的研究

视角下，人与技术呈现彼此交互、依存的具身性，

也就是从“传播的具身性”迈向了“媒介的具身

性”，并作为新的媒介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因此，具身性不只是对关系的解释，而且能够

延伸到基于关系视角的主体性问题。譬如，对

于“机器作为传播主体”这一假说的界定和论证，

关系到人机传播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13]。具身性

延续了其在“身 - 媒”关系中“找回身体”的

理论使命，对于人 - 机关系而言，旨在探寻人

与机器的具身主体性问题。

（二）破除主体争鸣泥沼： 具身 - 离身理

论作为理解人 - 机主体间性的新进路

早在 AlphaGo 问世之前，学界就已经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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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机主体性问题，而以 GPT 大模型为代表的

生成式 AI 使机器的主体性更加具象化，技术与

理论的同步发展催生了人机传播理论范式，西

方学者提出“机器作为传播主体”的理论假设。

对于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当前学界仍然存

在争鸣，具体表现为两种学术观点：一种认为

人工智能不具有主体性，所谓的主体性只能以

意识主体的存在作为唯一判断标准，机器具有

主体性则是一种超前的思想实验或理论想象。

另一种观点主张人工智能具有主体性，但在人

机关系上却陷入“取代说”与“共生说”的无

休止辩论，前者侧重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关系，

本质上仍是一种非此即彼、“非机即人”的二

元论调；后者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强调人机

共生，却陷入人类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人 +

机器”观念，没有超出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由此可见，上述对于人机关系主体性的讨论彰

显了概念范畴的错误，其根源在于这些学说背

后隐藏着“双重参照”，即“一方面，人永远

以自身为参照来追问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另一

方面，人以永远处于可能状态中的人工智能为

参照来追问人自身”[14]。具身理论引发的传播

观念变革使得主客二分的观点走向破产，物质

主义现象学认为，交流型人工智能不仅通过接

入现实建构过程彰显其物质能动性，而且展示

出其与人类实践的“纠缠”，但这并不意味着

人的主体性遭到贬抑 [15]。同样，在现实层面，

生成式 AI 深度介入人类传播过程和社会各个领

域，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其引发的“传播伦理、

信息传播策略、法律本体以及机器人对整个社

会传播结构与生态的本质性影响”[16]，而基于

具身理论的人机主体关系将为解释上述问题注

入新的理论资源。

因此，对于人机关系与主体性的理解仍然

需要具身理论介入，“只有具身的智能主体才

是完整的自主性主体”[17]。在此之前，须审视

“机器作为传播主体”所蕴含的一个关键问题，

即这一类理论假设蕴含的机器主体离身性。西

方学界关于传播与身体问题的离身观总体上分

为技术演进逻辑、身体物质性、媒介延伸论三

个学术脉络 [18]，而在主体性维度，数智媒介的

离身性进一步以“解肉化”的方式存在，如生

成式 AI 的自动化内容生产行为，或智能算法的

信息推送、量化自我的数字主体等，都是独立

于身体经验而存在的离身媒介。相比于大众传

播时代媒介作为工具、传播并非物质的离身观，

建基于三个学术脉络上指涉主体性的离身观显

然是一种观念的递归，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已

经一元化的身体与媒介的关系，还在于解释人

与智能机器主体性的问题，即智能机器是否具

有独立的主体性。从离身性的视角解读“机器

作为传播主体”的理论假设，反而暴露该假设

的问题，因为这种脱离了具身经验的机器主体

性是不存在的，而要理解机器的主体性，必须

从关系本体论的视角出发。梅洛 - 庞蒂曾借助“身

体图式”概念来阐述身体与世界的关系，通过

身体经验与知觉世界的关系论述，使身体作为

“我”与世界连接的媒介，以身体 - 主体为存

在论基础，为探讨人 - 机具身化主体的建构性

和生成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认知 - 传播 - 情境：身体 - 主体与具身化主

体建构

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通过在世之中的方式

知觉世界，而主体是基于本己身体的具身认知

与传播的知觉主体。然而，随着机器作为传播

主体的理论假设被提出，需要回应的一个问题

是，在现象学与具身性理论语境中，智能机器在“身

体 - 世界 - 知觉主体”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

（一）身体与知觉世界：机器作为形塑具

身化主体的知觉场

身体是具身认知和知觉主体的核心要素。

一方面，肉身是通往具身性的物质基底。“肉

身寓所是人们相互理解的基础”[19]，肉身作为

交流活动中的重要载体，依托于物质性而呈现

出丰富的具身传播实践。另一方面，梅洛 - 庞

蒂把意识在身体中的显出和身体的意识化并称

为“具身化主体”，这种身心统一观念既超越

了自笛卡尔以来心物实体二元论的理性主体，

也不是作为心灵之对立面的物质化“身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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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身体只是主体和世界系统中的一个要素”，

具身化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觉主体自我意识的基

础上。当前学界的误读之处在于，梅洛 - 庞蒂

所言的身体 - 主体，并非“身体（作为）主体”，

既非特指物质身体，也没有否认意识存在，而

是作为知觉主体的构成部分和揭示世界原初的

基点。身体的意向行为关联着世界，“人们只

有通过借助身体进入世界，才能实现自己的主

体性”[20]，由此彰显身体 - 主体之“身 - 媒”

关系的统一。

无论是现象学还是认知科学都认同“身体

是认知的本原”，在传播活动中型构为具身经

验的知觉主体，进而实现对世界的原初理解与

本质还原。所谓具身化主体，首先是基于身体

图式的本己身体行动于世界之中的知觉主体。

具身化主体须以知觉经验为基础，而知觉主体

的具身化亦是本己身体在生活世界中的具身化，

其建构了“具有主体性特征的本己身体”[21]，也

就是说，身体图式作为本己身体的具身化自我意

识形塑着具身化主体。因此，具身化主体应当理

解为媒介技术在身体和世界之间的建构过程。

20 世纪 80 年代的认知行为科学试图建立具

身认知的科学范式，通过模仿人的身体结构，为

人工智能打造一副拟人的感觉运动系统，使“机

器人”获得在世存在的具身经验，而现实中的

机器人已经能够通过感官元器件实现对外部世

界的感知，甚至在人机对话中展现其思考过程。

然而，拟人的机器身体仅是迎合人类中心主义

的虚假外壳，亦无法作为理解机器主体在世存

在的身体 / 媒介。梅洛 - 庞蒂的具身主体性仍然

建立在个体知觉经验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基

础上，虽然其批判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观，试图

将身体作为主体的本原构成，但并没有抛弃意

识以及意向性对于知觉经验的重要意义。具身

并不等同于肉身在场，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知

觉身体”。换言之，具身不仅是基于身体的感

知体验，而且是人 - 机在具身化情境中的知觉

经验，机器虽然没有肉身，但其作为延展认知

系统的构成部分，与知觉身体的具身互动而提

供知觉经验，塑造知觉主体。从古希腊的自动

机想象，到 14 世纪以来关于人是机器或机器像

人的哲学思辨，再到 20 世纪维纳的控制论思想

在通信工程学意义上弥合人与机器的本体差异，

以及计算空间中作为数字化主体形态演变的数

字身体 [22]，都使得机器作为自适应的行动主体，

并非以实体的或物质的身体形式存在，而是作

为无处不在的感知行动系统和无形变化的“现

象身体”存在。

凯瑟琳· 海勒将这种摒弃了“我思”的机

器主体进一步概括为“认知无意识”，其不确定

性作为超越传统演绎逻辑的认知基础，指向“从

语境中阐释信息，并把信息与意义联系起来的

过程”[23]。智能机器作为“新型自动化”形态

的技术演进逻辑，其“计算”行为构成了具身

化主体的认知与智能的重要模型 [24]，如在数据

处理过程中的关联、评估、筛选与决策等操作

层面展现出类认知系统的特征，并且具有一定

程度的自适应性与行为调节能力。这种认知的

自动化及其“无意识计算”实践，超越了笛卡尔

式的先验理性，在不可计算性与超验目的性之上

形成了主体的多逻辑统一命题 [25]。智能机器的关

键特征是具身化，从这个意义上，机器虽然不

具有自主意识，但在无意识计算的行动中彰显

其意向性，并通过形塑知觉身体经验和为主体

所知觉的世界，成为知觉主体或具身化主体的

构成部分。也就是说，智能机器本身就构建了

一个知觉场，使人们在其中得以体验知觉世界。

（二）人 - 机具身传播： 机器作为意义创

造的主体

如果说基于身体认知的知觉主体停留在观

念层面，那么人机具身传播则体现了人和机器

的具身关系及具身主体性的实践维度。身体现

象学中，技术和身体亦共处于生活世界，既如

梅洛 - 庞蒂所说的盲人手杖和妇女的羽饰、海

德格尔的锤子论，也如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

延伸”论断，都再次凸显了身 - 媒关系的统一。

技术现象学者唐·伊德则把技术从身体中剥离

出来，分析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及其对知觉结构

的影响，在“身体 - 技术 - 世界”的意向性关

系中具体划分出具身、诠释、它异、背景四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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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需要明晰的是，虽然技术现象学把技术

作为中介的经验，但并不意味着技术与身体是

构成知觉结构的两个独立部分，两者之间是“技

术化的身体”和“身体化的技术”的辩证关系。

在古典现象学脉络中，技术既是环境和知觉世

界的部分，也是身体和经验的部分，这一传统

在技术现象学中得到延续：技术只要是人工的，

就与人有关。唐·伊德将现象学的“人 - 世界”

关系结构进一步表示为“我 - 关系 - 世界”[26]。

以窗户为例，当人们透过窗户观看景色时，透

明的玻璃作为媒介改变了原本以肉眼观看世界

的状态，“我 - 世界”的关系结构变成了“（我 -

窗 户）- 世 界” 的 关 系 结 构， 彼 时 的 技 术 介 入

“人 - 世界”的关系结构，改变了身体“经验”

世界的方式 [27]。技术融入身体经验和知觉主体，

并构成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技术具身

的本意所在。

具身智能建立在认知科学的具身理论基础

上，而人 - 机具身的主体性问题从理解“机器

如何思考”的离身观，转向机器通过意义生产而

连接身体与世界的具身观。相比于技术人工物，

人机关系显得更加复杂。从人机传播理论语境

而言，“机器是意义创造的传播主体” [28]。卢

曼认为，意义是一种媒介，作为社会系统生产

和传播的基本形式，在系统与环境之间发挥中

介性作用，而人与机器之间的意义创造是相互

“参与过程”的结果 [29]。这种意义创造不仅停

留在人机对话层面，具身智能正在作为一种“多

面的关系结构”形态，表现出目标导向性和自

主性的新型人工主体性形式 [30]，重构人们的身

体知觉经验乃至生活世界。例如，可穿戴设备

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产生数据流，并根据数据指

标给予用户健康“建议”，形塑用户的自我认知；

Apple Vision Pro 通过监测人的眼球移动，作为

操控虚拟空间视觉的“鼠标”，将视觉感知转化

为操作行为的输入；智能手表和 APP 的联动能

够监测和读取个体的心理状态，使机器成为“持

存的媒介”。由此可见，“对于机器行动主体来说，

意义就是特定函数，机器创造意义的方式、过

程、类型与人类不尽相同，但并不比人为创造

意义的价值少” [31]，当机器作为意义创造的主

体，其系统与人类有机体系统之间生成共通的

意义空间、具身的知觉经验和交互的秩序世界，

使人与机器在同一场域中编织物质性关系网络，

创造新的传播情境，并基于“人 - 机”具身关

系实现意义创造与再生产 [32]。

（三）“人 - 机 - 情境”作为整体性结构的“生

活世界”

数智时代的人机依存性日益凸显，“具身

智能”亦使得“情境 AI”成为可能，即人 - 机

具身传播不仅局限于“交往”情境，更构建了一

个关系性、具身性、生成性和整体性的知觉世

界。从早期的大型计算机到家用计算机，从前

AlphaZero 的人工智能到大型语言模型（LLM），

智能机器的演进不断发挥其具身作用，既是知觉

场和交互主体，又构建了个性化的“技术态情境”，

开启特定的行动场域（fields of action）[33][34]。例如，

算法构建个性化的信息环境，决定个体的认知

方式与行动路径；人工智能还会因其处于不同

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呈现出“多元技术 -

文化”嵌入性的传播情境。此外，这种情境差

异也体现在人类和机器之间，个体通过与智能

机器的具身交互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这

种感知既可能源自身体的知觉经验，也可能来

自机器系统替代人类身体感知的“机器感知”

（mechanic perception） [35]。

具身传播是不同主体之间在特定情境中的

关系耦合 [36]，智能机器通过具身传播实践营造

情境化的意义空间，重塑人的身体经验与感知

结构，并在这种意向性结构中生成新的传播主

体，再造人 - 机具身的生态系统。身体通过连

接机器媒介的界面或接口，以进入机器形塑的

技术 - 生活世界。同样，机器的意向性结构和

人的知觉经验也会受到影响，呈现人、机器与

世界融为一体的“共同演进”状态 [37]。这种新

型的具身交互形式突破了传统的“中介”模式，

使人机关系呈现为具身化的“共在”模式。无论

是人机交流实践，还是赛博格、脑机融合，均

是“主体性的知觉装置”（subjective sensorial 

apparatuses）[38]，技术借此将人的意识、感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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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经验外主体化，拓展为基于具身情境的赛博

主体或后人类主体。在这种认知体系中，智能机

器“僭越了人、物之间本体论上的意义，在社会

生活层面重塑新的关系”[39]。

认知、传播与情境是具身智能体的具身化

主体过程，改变了身体主体作为“单一主体”的

结构，使人 - 机具身主体涵盖身体认知与知觉经

验、人 - 机传播与意义创造、具身情境与生活世

界等多个方面，构成交互性的具身智能主体。不

同传播情境的人机具身交互构成了流变的生活世

界，而当某个技术越具身化，其对人们具身认知

的影响就更明显，相应地，机器与身体就成为共

同建构具身主体性的重要途径 [40]。在梅洛 - 庞

蒂眼中主体行为结构化的世界也是“主体性的”，

而“技术性的具身科学从来没有离开过生活世

界”[41]。技术自身的演进、技术营造的知觉场、

技术与身体的具身关系，都在相应的行为结构中

塑造具身经验，不断地揭示或是遮蔽身体对于外

部世界的原初认识，并在知觉身体与技术生活世

界的交织中生成具身化主体。据此，具身化主体

建立在“人 - 机”具身传播的“共通意义空间”

基础上，而具身交互的“情境智能”使身体、机

器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构成了所有‘人 - 技术’

领域中的一种生存形式”[42]，即超越“主体—客体”

模式，基于本己身体的知觉经验、人机传播的意

义生产和人机共在的生活世界的具身化主体。

三、延伸 -断裂 -重组：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之本质

如前所述，现象学对于技术的讨论从未脱离

身体，无论是梅洛 - 庞帝的盲人拐杖，还是海德

格尔的锤子假说，抑或唐·伊德代表的技术现象

学，上述学者对于技术的理解不是作为一种独立

的媒介物，也不是“居间”于人与世界之间，而

是作为形塑身体经验和知觉世界的构成部分。这

也使得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十分贴合于现象学

语境，即人 - 机传播的具身化主体所讨论的本质

是技术对包括感官知觉在内的身体经验的影响。

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实际上体现了其作为

现象学的忠实拥趸者—— 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

阶段是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以使“人可以

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换成超越自我的形态”[43]，

媒介延伸的终点则在于对人的意识的模拟。智能

机器延伸了人的肉身及其知觉体验，使工具性媒

介所导致的身体在传播中缺席的离身境况得以改

变，但当自然化的想象媒介转变为由某种人工技

术而显出的媒介时，媒介的作用就不仅是对人的

感官知觉和主体性的延伸，而是嵌入社会和文化

结构以及权力关系中实施其影响。

第三持存的数智技术“标志着现代性中所有

感觉重组中最急剧的变革”[44]。在智能机器的遮

蔽与新技术想象中，人的感官受制于技术媒介的

权力结构，这使感官与经验相分离。基特勒所指

的感官“断裂”，便是人的感官经验与自然经验

之间的同一性被数字化媒介所打破，造成人的知

觉主体断裂。一方面，在时空维度，智能机器不

仅实现了对实时时间的转录和对时间轴的操纵，

依托于数据的标准化批量生产复制而走向个性化

丧失与实质上的同一性，这些可计算和完全理性

化的技术化个体以普遍的器官化的形式，对人的

感性经验、认知和记忆能力进行改造和控制，导

致知识和心智官能的全面丧失。另一方面，智能

机器作为“一种物质所独有的生命，一种处处存

在却通常被隐藏或掩盖的物质生机论”[45]，将人

的大脑神经与数字化接口相融合，对人的视觉、

听觉进行离散化，虚拟化的数字身体和物质模拟

真实沉浸的视听画面，通过具身智能形式刺激人

们真实的感觉，使得感觉不再内化于身体，而是

与外部的智能机器及媒介基础设施联系起来。当

感官成为由数字代码所操纵的机制，由智能机器

生成的“欲望对象之不可计算的理想性，被数字

虚拟对象之可计算的理想性所取代”，使人的欲

望也变得可以计算了 [46]。如此一来，智能机器

与人类经验之间并非联结性的延伸，而是结构性

断裂。认识、欲望和经验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

的制度表现、科学、政治和艺术，都变得没有意

义 [47]。这便如基特勒所言，“人们无法理解媒介，

媒介宰制着人们的理解和梦想”[48]。

然而由技术引发的感官知觉及身体经验的

断裂，并不意味着“身 - 媒”或“人 - 机”关系

的断裂，因为无论是延伸还是断裂，都是人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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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身体与媒介的具身化呈现。人与机器的具身

化及其所构建的新型具身关系，延伸并创造了人

的知觉意识和身体经验。智能机器既作为塑造身

体经验的知觉场，又通过人机具身传播的意义创

造与再生产，使身体 - 主体在知觉世界中获得“在

世存在”的具身经验。“具身智能技术将日渐以

人 - 机结合体的形式嵌入日常生活，成为个体

通达世界的媒介物”[49]，并以身体知觉经验的“交

感”延展生活世界 [50]。这也说明智能机器正成

为真实社会环境的具身智能体，并构成了生活世

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人们看待周围世

界的认知与行动方式，总之，新媒体技术造就的

新型在场方式，既不同于意识主体在场，也不同

于身体主体在场，而是身体 - 媒介作为人的生

理行为活动的数据收集器，既在宰制着身体的本

源与整体性，又以一种化身存在的形态与身体 -

主体的虚拟在场保持关联，构建数字身体与肉身

在场的“人类存在方式的新时代”[51]。

因此，技术始终嵌于身体和世界的具身关

系中，并通过与“他者”的交往获得在世存在

的具身经验，作为理解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此

在”，身体 - 技术 - 世界成为共同建构主体性

的重要途径。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只有在上手状

态时，才能发挥其合理的功用，直至达到“称手”

状态，以真正延伸和扩展人的机能。技术的意向

性体现着智能主体的存在之维，而身体 - 媒介

的演化趋势同样契合人的物质身体构造，使人借

助媒介达到交流的便捷化与脱域化。技术对身体

的延伸本质上是人的身体主体性需求 [52]。“人

在设计机器的同时也就让自己‘适应’了一个机

器环境”[53]，具身智能对于身体与自然世界的

模仿与依赖，使人类的经验世界与数字虚拟世界

深度互嵌，“从持存方面来看，技术绝对不是独

立的，因为它惟从对可订造之物的订造而来才有

其立身之所”[54]，技术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

“人”是存在于世的“亲在”（Dasein），具身

智能体围绕人和生活世界而存在，其主体性同样

依附于人的主体性。

具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本质上呼应了梅洛 -

庞蒂意义上的具身主体性—— 在人 - 机具身传

播实践中投射、内化并塑造着生成性的知觉主

体“奠基了我们本原世界经验的意义和理性秩

序”[55]。人 - 机具身通过创造情境化的意义空

间与传播场域，使人们直面具身智能深度嵌入日

常生活的媒介化境况。媒介的延伸是对人的感知

和行动的延伸，人们接触和使用媒介的过程就是

不断适应媒介、改变人的感觉比率的过程，身体

和媒介在“延伸”的具身互动中迈向“称手”的

状态，用具身的指引性使身体联通了整个世界，

即“在 - 世界 - 之中”是“此在”领会“存在”

的过程，媒介通过延伸身体器官结构而建立人 -

机 - 情境的联系。“人无法摆脱主体性意识，

对此我们只能站在人类主体的角度去思考技术

的性质。”[56] 同样，具身智能也无法摆脱人的

存在，具身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延伸，具身智

能的主体地位本质上也是人类主体延伸的结果。

四、超越“身体 - 智能主体”：迈向人 - 机关系

本体论的具身主体性

具身性“蕴含着后现代批判与解构精神”[57]，

学界亟须开启媒介本体论与后现象学的具身视

域，并拓宽理解身体、技术与传播情境的视角。

以往学界对于具身性概念的关注旨在找回身体

主体性，“并没有意识到具身性恰恰是一种新

的 本 体 论 —— 媒 介 本 体 论 ——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58]，使身体与媒介的关系从“媒介作为身

体延伸”的离身传播关系转变为“身体即媒介”

的具身传播关系 [59]。具身传播的研究范式将“身 -

媒”关系看作关系存在论范畴 [60]，通过具身理

论，得以关照身体与媒介、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从具身智能的知觉经验与传播实践中揭示人机

共在的生活世界。身体既是在场交流的媒介物，

也是作为“变体”的媒介，这决定了人 - 机具

身传播既是一种隐喻，也指涉关系、情境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具身传播研究既要以实证经验路径

思考媒介与社会，也需从批判学派的视野审思人

与技术的关系，但更应关照“身体 - 媒介本体论”

的视角，将主体性问题投射到诸如具身智能的传

播情境，使媒介技术与身体研究的各自转向与分

化趋势重新整合，强调身体、认知、技术、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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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化。依照这一解释路径，“身体 - 媒介 -

世界”和“人 - 机 - 情境”作为同一性概念，

使得基于具身性的“某物的实在”在特定传播

情境和传播实践中彰显具身主体的本体论属性，

弥合“身 - 媒”与“人 - 机”的主体边界。

梅洛 - 庞蒂说道：“之所以我们能理解主体，

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其纯粹的形式中，而是在其

各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中研究主体。”[61] 具身主

体性存在于身体 - 媒介 - 世界之中，因而对于

具身智能主体性问题的理解，既要立足于媒介

本体论的维度思考非人视角的机器的传播观念

及实践，审思媒介如何决定人的境况；也要从

现象学的具身传播出发，通过追问媒介及其媒

介性对身体经验与生活世界的重塑，揭示媒介

之于人的存在意义，并追问人的主体存在之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身主体性不仅突破了身

体与技术、人类与物质的二元论，也不止停留

在所谓“找回身体”的身体主体观，而是迈向

身体与媒介整合、人与机器融合、信息与物质

混合的具身智能新型主体观，通过具身化重塑

身体与媒介、人与机器的主体边界。在人机传

播语境中，机器是技术 - 文化复合体，而在现

象学视角，机器亦是知觉体验和生活世界的复

合体，具身智能的主体性开启“关系优先于实体”

的关系转向 [62]，使人 - 机具身关系走向技术体

系与生活世界耦合的关系本体论。主体性问题

涉及人和机器、身体与技术的复杂关系，本研

究沿着身体 - 技术现象学传统，得以窥见一条

基于人 - 机关系的具身化主体线索，以厘清具

身智能的主体性问题：

一 方 面， 认 知 - 传 播 - 情 境 呈 现“ 身 -

媒”/“人 - 机”关系作为具身化主体的建构过程。

通过说明“身体 - 主体”而非“身体主体”的

本质，指出“身 - 媒”关系的统一是从身体到

主体的具身化过程。机器的现象身体作为身体 -

世界的构成部分，建构了形塑知觉主体的知觉

场 ; 机器通过人 - 机意义生产而连接身体经验与

生活世界；由技术演进、嵌入和营造的情境智

能，使身体、机器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构成

具身化主体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延伸 - 断裂 -

重塑则彰显具身智能的主体性之本质特征。从

媒介对于人的身体延伸到感官断裂，意味着媒

介技术既引发身体感官和知觉经验的剧烈变革，

同样塑造了新的身体经验和存在方式，而机器

所处的位置意味着其无论是遮蔽或是揭示生活

世界，都只能是具身智能体在身体 - 世界的关

系中依附于人的主体性，即具身主体性是人的

主体性延伸的结果。

人和技术共在于生活世界，技术既与身体

保持同一性，也通过嵌入多元文化结构而构成

知觉世界的一部分。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由

人机传播所形塑的具身经验，既可能是技术对

生活世界的揭示和敞开，也有可能遮蔽人们对

于生活世界的原初认识，导致生活世界演化为

“技术 - 生活世界”。“有什么样的技术，就

有什么样的生活世界。”[63] 离身性的技术，例如，

一个与人类棋手对弈的人工智能、散布阴谋论

的社交机器人、打扫卫生的智能机器人等，严

格来说并没有实现具身化。具身智能的特殊之

处在于其具身交互的新型技术形态，以具身化

主体的形式依附于人的主体性，塑造人的认知、

行动、交往乃至生存方式，从时空、价值等维

度引发生活世界的变迁，最终指向本体论层面

的追问：在具身智能情境中，人们面对愈发智

能化的技术时，能否始终保持人的价值本质，

坚守自身的主体性？在知觉身体与生活世界的

交织中能否实现对自我的反思与超越，成为具

身主体性的理性知觉主体，抑或是人们在技术

赋予的欲望与权力中迷失自我，使技术不断侵

蚀人的主体性？学界关于智能机器是否具有主

体性的问题争论不休，试想，若人们放弃对自

我意志和价值本质的坚守，那么具身智能的主

体性天平将倒向机器一边。因此，预设机器具

有主体性，其意义在于警示人们一旦让渡或放

弃了自身的主体性，便会成为受机器摆布和操

纵主体性的傀儡。更进一步而言，具身智能的

主体性问题体现了一种人 - 机（身体 - 媒介）、

人 - 世界关系的微妙平衡，即是对人的本质之

追问和人性精神的考验。

总之，本文从具身现象学视角关照具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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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主体性问题，揭示人与机器、身体和媒介

的关系，考察技术如何重塑人的生存境况与生

活世界，或能启发学界将具身研究从现象学、

技术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理论角度的思考与

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以丰富“人 - 机”具身

传播研究的理论想象力。从现实层面而言，随

着具身智能成为国家战略规划，具身主体性概

念有助于重新审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公共性与传

播伦理议题，呼吁学界考虑多样、特定的情境，

以开放、理性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进而反思

媒介化社会中的商业化、政治权力结构及社会

治理实践，而不是一味地将人工智能及其带来

的不确定性看作社会危机。从这一立场出发，

对于智能机器的主体地位及其引发的诸多议题，

就需要从现有无休止的“是不是”的事实层面

的讨论，转向“该不该”的价值层面的讨论 [64]。

学界无需陷入智能机器是否具有主体地位、是否

替代人类等争辩中，而是思考人类应该如何面

对智能机器成为道德或法律主体，以及机器如

何理解人类情感的过程与后果等更有价值的问

题。“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机器的自动化行动”[65]，

反之机器的自动化行动也意味着其作为行动主

体的基础设施，这使得数智传播时代对于“具

身”理论的探索不仅涵盖人机传播中理解个体、

他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还涉及人与媒介的关

系本体论：当媒介成为栖身之所，人们如何通

过五彩缤纷的媒介世界“重新想象”自我，并

保持人类独有的主体性。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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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大厂“黑话”作为现代文化中的重要语言现象，既是行业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产物，也折射

了职场中的权力关系、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本文结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通过“黑

话游戏”这一现象系统探讨互联网大厂黑话的生成机制、象征意义的再语境化过程及其跨语境传播所引发

的文化效应。结合话语分析的思路，基于田野观察与深度访谈，研究发现：黑话游戏在组织语境中通过持

续复现与语境化运用，构建出带有社群属性的术语体系，强化员工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随着语言游戏规

则的动态演变，黑话逐渐经历象征意义的升维与符号资本化，提高沟通效率的同时，也隐含着话语规训与

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同时，黑话不断突破行业边界，在大众语境中被流行化、再编码并嵌入社会文化传

播，体现出语言、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耦合关系。

关键词　语言游戏；圈层化；身份符号；话语建构；流行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刘心雨，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山东烟台 264005

一、研究缘起

使用越来越抽象和高级的词汇，也是一种寻求方法论的倾向。给大家念

一段我用咱们双月会材料里摘出来的词，拼凑出来的一段话：

过去我们主要依靠推荐技术赋予的信息分发能力、跨端联动抖头西、

分多个产品自研，实现深度共建，形成组合拳，打造内容生态闭环，以此

赋能客户与用户创造价值。未来我们要增加横向不同场景价值，延长服务

链路；同时纵深满足用户需求，借助人类年龄的自然势能，在小中青多个

年龄层用户深度渗透。另外通过加强基建投入，完善多种阵地相关产品的

经营价值链路，建立对外用户持久影响力。

实际上，我们的很多重要决策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描述。很多重要的判

断是通过对用户和事实的观察做出的，保持敏感的同理心和开阔的想象力很

重要。[1]

2021 年字节跳动九周年年会上，创始人张一鸣公开陈述了以上内容，旨

在揭露并批评“互联网黑话”的语言现象，即互联网大厂内部倾向使用抽象

和“高级”的词汇营造专业化、精英化的职场氛围，却常掩盖了工作的本质

和问题的核心。在拥有数万员工、共享目标的大型公司里，黑话成为内部泛用、

“黑话游戏”：互联网大厂术语的生成、

再语境化与扩散机制

刘心雨

传播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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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特定的职场术语和文化符号，在员工内部

形成一种认同感，对外则产生语言隔阂。但如今，

一些大厂黑话已外溢至其他行业，成为一种普

遍的文化现象。

研究者本人曾在某互联网大厂工作过两年，

在此期间也融入了这种特殊的黑话文化中。无

论 是“ 赋 能”“ 闭 环”， 还 是“ 颗 粒 度”， 这

些词汇被自然运用于项目报告、日常交流之中，

成为一种隐性语言规范。伴随该语言模式的职场

泛用与日常渗透，作者不禁思考，这些黑话因何

而生？是如何建构职场身份与圈层认同的？其

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再语境化为一种“复

杂的描述”的？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

“文化”是全面的生活方式，涵盖文学与艺术，

也包括机制、日常行为等实践活动 [2]。对互联网

大厂而言，黑话不仅服务于职场沟通，更承载

了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是其文化的日常

表达。研究“黑话”能够揭示互联网大厂员工

如何通过语言实践共同参与、建构和再生产特

定 的 文 化 体 系。 哈 贝 马 斯（Jürgen Habermas）

也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个体思想的工具，更

是个体之间建立互动关系的桥梁。交往行为通

过语言建立了生活世界，语言媒介承载了传统

文化和集体社会观念，还通过沟通实现了个体

间的联系 [3]。因此，黑话既是工作需求的产物，

也是互联网大厂文化的体现，这类象征性资本

构建了从业者内部的共同体。

以上观察引发了本研究的关键问题：第一，

互联网大厂的“黑话”体系—— 这些在行业内

部约定俗成的语言—— 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又

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第二，在“语言游戏”

所强调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之中，黑话是如何

经历语用漂移（pragmatic shift）的？其符号价

值如何脱离实际行为，演变为象征性的话语工

具？第三，这些语言符号如何突破行业的边界，

进入整个社会流行的语境？

互 联 网 大 厂 的 黑 话 是 嵌 入 日 常 工 作、 制

度流程和组织文化的实践性话语。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理论强调，语言的意义源于具体语境

中的实践，这一视角能帮助我们理解大厂黑话如

何在日常工作与制度化环境中获得和变动其意

义。因此，本研究将以互联网大厂黑话为切入点，

从语言游戏及相关理论出发，揭示黑话作为一

种文化符号如何在职场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与

传播，并进一步深化其作为身份认同与构建工

具的多维度意义。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探讨

（一）从“流行语”到“黑话”： 语言实

践的文化研究

流行语（buzzwords）作为语言实践的重要

形式，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它通常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情绪表达功能与圈层认

同价值 [4]。流行语不仅反映社会心理和集体情绪，

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文化想象与社会身份的构

建 [5]。例如，“打工人”[6]“躺平”[7]“社恐”[8]

等流行词汇，体现了青年群体对于生存处境的

情绪表达与身份协商 [9]，亦反映了与主流话语之

间的张力。这些研究强调，流行语并非浅层的

语言变体，而是折射了社会结构与文化机制的

深层镜像，更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阶级问题 [10]。

不同群体会通过特定的表达来建构“我们”与“他

们”的边界 [11]。流行语通过文本符号表征身份

认同，其话语实践不仅参与身份构建，更成为

青少年“新部族”的“圈话”[12]。

当流行语嵌入特定组织的语境时，语言的

使用规则与传播逻辑便发生了转变。在制度化

的职场空间里，一些内部术语也同样演化为具

有专指性、工具性与权力导向的“圈层话语”。

这类语言形式与流行语存在相似性，却更强调

功能性、规范性与归属性，成为维系内部协作

与身份边界的符号系统。在此背景下，大厂黑

话作为一种在职场中流行起来的语言实践，也

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对象。

相较流行语而言，作为“圈层话语”的黑

话（jargon）呈现出更强的封闭性、制度性与符

号化特征。黑话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的行会和秘密团体，又称隐语、行话、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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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指特定群体使用的专业术语、惯用表达或隐

喻性语言 [13]，用以便捷传递信息，维系群体认同。

威廉斯指出，语言并非只是中立的交流工具，而

是承载社会群体间差异性（social differences）

的符号实践 [14]。从这个意义来看，黑话正是这

种差异性的体现，亦体现了群体的文化实践与

权力结构。

黑 话 的 相 关 研 究 揭 示 了 其 作 为 亚 文 化 语

言的多重功能，涵盖语言的生成机制、社会功

能、文化意涵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莱尔曼（Paul 

Lerman）指出，黑话反映了群体的共享价值观，

被视为识别亚文化的工具 [15]，体现了语言在群

体内部传递文化意义的动态过程 [16]。与此呼应，

布迪亚纳（Nurchalistiani Budiana）等扩展了黑

话在数字化交流中的适用性，说明其在满足互

联网语境需求的同时，也承载着身份表达与社

交功能 [17]。语言学研究则主要聚焦黑话的构词

特征与语言风格，如“比喻式”与“谐音式”

的构造模式 [18] 及其“语义隐晦性”“时效性”

等特征 [19]，但其社会功能仍有待阐释。黑话亦

是传播学者们关注的话题，“网络黑话”是在社

会环境和大众心理诱因下诞生的“超级文本”，

呈现出文本形式隐秘、文化表征张扬的特征，其

本质是一场高语境的风格化传播活动 [20]。“网络

黑话”具有充分的异质性优势，通过符号的“剩

余偶性”在审查机制的“健忘性”缝隙中创造

新含义 [21]。

尽管黑话局限于行业或圈层内部，但其传

播方式与流行语有某种重叠。部分黑话在圈层

外找到新的生命力，一些术语不仅在组织内部

被高频使用，还成为新的公众流行语符号。这

提示我们：大厂黑话正逐步演化为一种具有话

语支配力的圈层语言，其语言实践与文化功能

有待挖掘。

现有关于流行语和黑话的研究多从语言生

成机制与结构特征 [22] 等层面展开，或分析其宏

观符号功能 [23]，对其在劳动场域中的实践功能

与文化意义缺乏深入剖析，且较少涉及在具体

职业文化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对于语言如

何兼具文化规训手段的作用也缺乏一定的探讨。

本研究希望通过聚焦互联网大厂这一特定场域，

探讨黑话作为一种职业语言如何在劳动实践中

嵌入企业文化。

（二）从“语言游戏”到“黑话游戏”：

互联网大厂的“黑话实践”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是其后期

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他将其定义为“由语言

以及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所构成的整体”[24]。

这里的“游戏”是一种比喻，强调语言是为达

成某种社会目标而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 [25]。语

言就像游戏一样有特定的规则和情境。例如，“下

命令”“讲笑话”或“祈祷”等都是不同的语

言游戏，其使用规则由具体的社会情境决定 [26]。

语言游戏理论重视语境，认为语言的使用

必须符合特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并非普适的，

而是由共同体在实践中建构和维护的。维氏认

为，语言的意义并非来自语言本身，而是通过

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得到确定。该理论强调语

言和行动的交织，提出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实

践活动，其意义在于使用而非静态的定义 [27]。

也就是说，语言游戏既是语言使用的语境，也

是对语言使用过程分析的方法 [28]。

维氏的观点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克里普克（Saul A. Kripke）通过分析“语言游

戏”与规则性问题，提出了私人语言论（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即语言的意义来源于公

共实践，无法单独存在于个体的私人经验中，

强调语言与社会互动的不可分割性 [29]。此外，

该理论也被应用于不同群体的语言习惯研究，

涵 盖 少 数 族 裔 社 群 [30]、 女 性 群 体 [31]、 宗 教 群

体 [32] 等。在本研究中，大厂黑话也是一种特定

的语言游戏，有其独特的规则系统。它嵌入企

业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实践，用以增强内部沟通

效率和员工间的认同感。

此外，该理论也能帮助我们揭示语言中的

权力动态。尽管维氏并未正面讨论权力问题，

而是更多关注语言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规则与

实践逻辑，但正是这种“规则即使用”的思想，

提供了一个理解语言如何在社会中被规范、接

受和流行的入口。换言之，语言规则的建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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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于具体的组织结构与社会关系中，而这些结

构本身就具有权力取向。

在语言游戏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黑

话游戏（Jargon Game）”的观察视角。这并非

对概念的简单借用，而是语言游戏在特定行业与

制度化组织环境中的衍生化形态。在维氏看来，

语言游戏的规则由参与者在互动中不断协商、

生成与确认。然而，维氏的理论建构受其所处

语境与时代的限制，更多聚焦于日常交往中的

语言实践。面对高度制度化、媒介化的互联网

大厂语境，其理论在解释黑话现象时略有不足，

而这恰好说明“语言游戏”具有进一步延伸和

拓展的空间。

大厂的“黑话游戏”在多个方面呈现出差

异： 首先，“语言游戏”强调规则的生成是平

等互动的结果，而在权力结构清晰的互联网企

业组织中，其游戏规则往往由管理层或核心圈

层单向制定，并通过制度化沟通在组织内部固

化。在参与者关系结构上，它不仅区分“懂行”

与“外行”，还映射着组织内部的上下级权力

关系与资源分配格局。其次，原理论并未充分

涉及语言在资本化、符号化过程中的快速转化。

黑话易在内部获得“专业”“高效”等象征价值，

并从工作工具转化为身份符号；此外，相较于

日常语言的局限性，黑话通过媒介化实现快速

传播，形成跨语境的符号流动。最后，维氏关

注的是语境内的意义生成，而在互联网大厂语

境中，语言还深度嵌入了身份建构、文化规训

与意识形态塑形等组织运作逻辑。

由此，“黑话游戏”正是“语言游戏”在

特定场域中的一种延展性变体，强调在权力结

构、组织逻辑与媒介技术共同作用下呈现出的

新特征：规则的单向设定与制度化固化、语言

的快速资本化与符号化，以及跨语境的扩散与

再生产。因此，所谓“黑话游戏”，更多是将“语

言游戏”理论带入新的实践场景和社会语境，

展示其在当代组织文化中的新解释力。

本文借鉴维氏“语言即活动”“意义源自

使用”“规则内在而非外设”等思想 [33]，提出“黑

话游戏”这一分析工具，意在揭示互联网组织

内部围绕术语构建、语境使用、话语认同与符

号再生产所形成的机制：首先，黑话在组织内

部逐渐形成稳定意义，构成“游戏规则”；其次，

在特定情境中的高频使用促使规则反复确认并

内化于成员身份认同之中；最后，随着其外溢

至大众文化，黑话经历语境剥离、符号化与资

本化，出现“规则失真”。由此可见，黑话的

生成与演变并非术语更替的表层现象，而是“规

则 - 权力 - 文化”三重逻辑协同运作的过程，

也为理解语言如何在组织与社会之间流动与再

生产提供了理论中介。

在此基础上，引入“黑话游戏”的必要性

便十分清晰。将黑话实践置于制度化劳动、符号

资本运作与跨语境传播的多重结构中加以分析，

能够解释黑话实践的四个动态环节—— 规则生

成、情境复现、意义偏移与跨界扩散—— 如何

与组织权力、身份认同及文化资本运作相互嵌

套。“黑话游戏”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可以帮

助我们捕捉语言在高度制度化、媒介化环境中

被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从而揭示其在职场文

化和社会传播之间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自我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

法展开研究。希望基于对自我生活的理解进行自

我叙事，对所处环境和群体进行深度观察，进

而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度阐释。研究者曾于 2020

年 7 月至 2022 年 8 月在某互联网公司从事运营

工作，深度融入公司日常，观察员工的语言文

化和行为习惯，交流并了解不同公司间的语言

文化差异。同时，还通过观察社交场域，如午

餐对话、线上群聊以及年会活动等，积累了一

手田野资料。此外，选择 12 名互联网从业者进

行深度访谈（表 1），共获得 117465 字的转录

文字资料。随后，对资料进行反复阅读，提炼

核心概念与相关话题，展开对研究问题的深入

分析与理论总结。

在分析阶段，研究引入批判性话语分析与

组织话语分析的思路，将田野与访谈数据作为

“语言游戏”运行机制的文本证据进行系统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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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词汇、短语和固定表达为分析单元，识别高

频术语及其典型语境；按照功能与语境，将黑

话归类为“项目管理与工作流程”“用户运营

与市场营销”“行业文化与组织结构”等类型，

并分析其在组织内部的话语功能（附表 1）。此

外，结合“语言游戏”理论与相关概念，考察

这些黑话在规则生成、情境复现、符号化与跨

界传播中的作用机制。通过比较不同语境下的

使用方式，揭示黑话在组织权力结构、身份认

同建构及意识形态渗透中的话语策略。

四、研究发现

（一）“黑话游戏”： 互联网大厂的术语

体系与形成机制

互 联 网 大 厂 的 黑 话 内 嵌 于 企 业 文 化 与 职

场 沟 通 实 践 中， 通 过 特 定 词 汇 和 表 达 逐 步 建

立 起 圈 层 的 象 征 性 边 界。 正 如 罗 伯 逊（Brian 

Robertson）所言，“有时我们往往忽视了言语

的力量。语言通常被视为文化的口头表达，但

语言同样能创造文化”。 [34] 特定术语会改变共

事体验并提升管理效率，因而黑话在内部沟通

中具有一定实用性和高效性。黑话在特定情境

中被反复使用，逐渐成为员工日常语言的一部

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对工作和自我角色

的认知，巩固了互联网大厂的圈层文化，并增

强了对企业价值观的内化和认同，共同编织起

群体内部的“黑话游戏”。

1.“黑话游戏”的起点：规则生成与文化嵌

入

在“黑话游戏”的初始阶段，游戏规则尚

处于生成之中。新术语的出现不仅是技术语境

的产物，更是一种内部协作逻辑的语言化表现。

术语一经使用便意味着对规则的确认，维氏所

谓“语言的意义源于使用”也正体现在此：黑

话的流通，标志着参与者进入了“游戏”，并

接受其语言行为所预设的角色规则。

在互联网大厂，黑话产生于行业需求和快

速创新的环境。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员工

通过使用这些术语来传达复杂信息、快速对接

项目需求，以适应企业对高效沟通和执行力的

要求。维氏的语言游戏理论为此提供了洞见，

他强调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语言的意义

在于其实际运用的情境，而不是独立的定义 [35]。

即语言是一种习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 [36]。

在大厂中，黑话不仅用于信息传递，更嵌入工作

流程、价值观和文化。由此来看，大厂术语体

系的构建和发展正是企业在内部形成的一种“黑

话游戏”—— 这些术语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表

达，在实际工作中反复使用而获得共识。观察

发现，员工在开会或日常沟通中频繁使用这些

术语，以便在项目进程中达成一致，缩短沟通

时间。这种通过交流而自然形成的“语言游戏”，

让员工快速融入团队，实现特定语境下的高效

沟通。

“黑话游戏”更是组织内部协作逻辑与制

度化规范的语言化表现。正如维氏所言，“语

言的意义在于其使用”，而在大厂语境中，这

种使用并非单纯的平等互动，而是嵌入由管理

层设定并不断固化的制度规则。黑话一旦在日

常沟通与制度性文本中被高频复现，便逐渐成

为约定俗成的表达，构成了组织内部的“游戏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化名 性别 行业 / 职务 年龄 工作地点

S01 YN 男 短视频 | 算法工程师 25 北京

S02 LB 女 信息资讯 | 内容创作 31 北京

SO3 NM 女 生活服务 | 数据分析师 23 上海

S04 CC 男 短视频 | 人力资源 29 北京

S05 YH 男 游戏 | 建模设计师 28 广州

SO6 XM 女 大数据平台 | 项目经理 32 广州

S07 XL 女 游戏 | 人力资源 29 杭州

S08 FT 女 在线教育 | 产品经理 31 北京

SO9 ZH 男 互联网金融 | 市场营销 27 深圳

S10 YB 女 通信服务 | 产品运营 26 北京

S11 WL 男 互联网金融」软件工程师 30 深圳

S12 TL 男 旅游 | 内容运营 26 北京

传播与社会



62

规则”。

例如，多位受访者提到“赋能”几乎出现

在所有业务沟通中。无论是领导层对下属，还是

部门间合作，常常会说“我们要给前线团队赋

能”“这个方案能赋能销售吗？”这里的“赋能”

早已超越了工具性的表达，不仅是资源支持的简

称，更是一种话语权的再生产—— 使用“赋能”

意味着站在“战略高度”看问题，也暗示了组织

内的层级关系。另一位受访者提到，“闭环”是

最能代表大厂语境的一类词汇。它不仅要求把工

作完成，还强调过程中的反馈、监督和责任落实。

比如“这个项目要尽快闭环”，暗示的不仅是进

度节点，更是整个执行逻辑的规范性。通过反复

使用“闭环”，员工逐渐内化了这种项目管理的

话语模式，把完成任务理解为对规则的遵循。

也就是说，大厂内部的“黑话游戏”是一

种制度化的组织沟通术语：它们在非技术语境中

高频出现，用以指称“流程 - 目标 - 评估”并

索引身份与权力。与技术术语或网络流行语不

同，黑话更强调治理与规训：通过在 OKR、汇报、

复盘等场景中的反复使用，它们把“该如何做事

/ 谁对谁负责 / 何为达标”编码进日常语言，从

而把沟通规则转化为组织常识。当员工学会并熟

练使用这些词项时，不仅提高沟通效率，也在无

形中“对齐”了组织的价值取向，并获得被视为

“懂行”的象征资本。由此，黑话并非若干词汇

的堆积，而是一套在文本 - 话语实践 - 社会实践 -

跨语境各层面联动运作的话语机制。

2. 圈层强化与文化稳固：“黑话游戏”的

社群功能

黑话提供了高效的理解框架，并通过反复

使用而被互联网企业员工内化为惯用语。黑话之

所以能在组织内部持续运作，恰在于“游戏”被

反复实践。在语言的情境复现中，规则被不断确

认，也在互动中得以强化。这种规则性使用正体

现了“黑话游戏”的互动本质：语言不再是中性

工具，而是身份协商与认同建构的实践场。

黑话更是一种大厂内部的社群标识，特定

术语的不断复现使员工建立起稳固的工作关系。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语言在社群

内部的交流和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个体提供

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37]。黑话在大厂的普遍使

用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语言共同体”，以语言为

纽带联结员工并生成一种隐含的身份共鸣。

“黑话游戏”还承载着企业文化的象征符

号。使用黑话并不单纯是传递信息，而是在主动

内化公司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并产生对行业

的情感联结。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内部成员

通过遵循共同的语言模式，使他们在心理上趋于

一致，从而感受到一种“圈层内”的安全感和自

我认同 [38]，巩固自身的群体身份。如受访者 YB

（S10）所说：“外行人可能会觉得黑话很刻板、

很傻，但对我们来说是工作日常的一部分……大

家周报啥的都这么写，难道你不写了吗？”

我刚入职时，对部分黑话的含义并不熟悉，

总觉得这些术语太过抽象。但随着时间推移，参

加的会议 PPT 和工作文档里逐渐充满了这些词

汇，我也开始频繁使用这些黑话。另一位受访者

也有同样感受，“刚开始不习惯，但后来发现不

用这些词很难跟同事聊下去，大家都用，你也会

觉得这是公司的‘气质’，尤其汇报时候就会显

得很牛。”（XL, S07）

此外，黑话体系还通过排他性符号系统将

圈层身份进一步强化。与外界难以理解这些术语

不同，内部成员对其含义有深入的了解，这种共

同语言构建了圈层内的信任关系。巴赫金提出，

话语是一种他者界定的符号，特定圈层的话语使

用方式反映了群体内外的认同与排斥关系 [39]。

大厂员工在使用黑话时能够识别出“自己人”的

身份，从而找到心理归属，达成默契沟通模式，

进一步促进社群内部的融洽与合作。

黑话游戏在大厂内部不断循环，成为组织

文化的稳定器。从众效应认为，个体在团体中的

行为和选择会趋向于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 [40]。

出于对群体认同的渴求，员工会在工作中模仿同

事、领导的用语，逐渐形成从上至下的文化浸染。

这种语言上的一致性通过反馈循环逐步稳固，将

黑话固化为大厂文化的象征。

总之，作为一种社群符号和语言共同体，

黑话游戏帮助大厂员工在内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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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份认同。通过语言的反复使用和内化，逐渐

建立起对企业的忠诚，形成特有的圈层文化，并

进一步构建出稳固的社群。这不仅强化了共同体

意识，还使得大厂的文化体系得以通过语言持续

传承。

（二）“游戏”再语境化： 语言如何制造

区隔与隐性规训

如果说“生成”关注的是术语如何在组织

内部被创造、规范、复现与社群化使用，那么“再

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则指向这些语言

元素在脱离原始使用场景后，被引入到新的社会

场景中，其意义结构发生转化，逐渐演化为具有

象征价值、身份标签乃至规训功能的文化符号。

这一概念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用来

揭示话语如何在不同社会领域之间迁移时，嵌入

新的权力逻辑与意识形态 [41]。这种转化不仅是

语言功能的延伸，更是游戏规则的潜在变动，即

从工具性语言实践向象征性话语结构的演变。

正如维氏所言，“语言的规则是在实践中

被不断确认的”，一旦语言脱离了原初的实践场

景，其“游戏性”也可能发生转变。在这一过

程中，大厂黑话被赋予了超越原初沟通工具的意

义： 既制造了“懂与不懂”的区隔，又强化了

组织内部的隐性规训。同时，它们也通过行业大

会、社交媒体等渠道进入更广阔的社会语境，进

一步塑造公众对互联网企业文化的认知。从黑话

在内部协作中的功能性使用，到外部语境中作为

身份符号与文化资本的存在，正是“黑话游戏”

在不同语境中的悄然异化。事实上，对于黑话在

互联网大厂的广泛使用，也存在批判的声音—— 

批评者认为这些术语过于复杂不接地气，使表达

晦涩难懂，给沟通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 [42]，变

成了一种“造词游戏”。在语言进行符号资本化

的过程中，黑话游戏可能会发生再语境化，即符

号的活动指向剥离而象征价值凸显。

因此，所谓“黑话游戏”的再语境化，不

仅是语言意义的漂移，更是企业意识形态的外化

与社会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维氏并未强调权力对

于语言游戏的作用，这正是黑话游戏与之不同的

一点。本文更想强调黑话是互联网大厂特定意识

形态的外化过程。互联网企业的语言实践深受其

价值观驱动—— 高效、数据化、绩效导向与技

术理性。这些价值观通过术语固化为组织内部的

默认规则，并在持续传播中强化员工对这些规则

的认同。在此过程中，黑话逐渐从工具性符号转

化为承载权力关系与文化资本的标志，既构筑组

织内部的身份边界，又在对外语境中输出特定行

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逻辑。

1. 从“沟通工具”到“区隔符号”

若将黑话视为一场“语言游戏”，那么在

其象征化过程中，游戏规则已发生偏移。原先依

附于实践语境的语言活动逐渐脱离“用以协作”

的原始功能，转而以一种“资本性符号”形式存

在。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揭示的语

言市场机制中，某些话语的权威性来源于其象征

资本而非语用合理性 [43]。大厂黑话因其高度专

业化和简洁性提升了信息传达的效率，然而，这

种高度内部化的术语体系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了文化隔离，构建了内部与外部的“理解壁垒”。

ZH（S09）观察到，新闻报道往往将大厂黑

话包装成一种独特的职场语言，在大众间塑造了

大厂文化的“神秘感”：“我看过一些行业报道，

里面频繁引用‘组合拳’‘造轮子’这些词，仿

佛不懂这些词就与互联网圈子有了距离。”黑话

的符号价值被强化，形成了与“大众圈层”之间

的语言隔阂。这样的区隔在跨界传播中逐渐演变

为一种文化筛选机制，使得黑话成为象征互联网

大厂文化的“身份标签”。大厂黑话基于特定的

“游戏规则”形成，其内部意义和用法通常不为

外界所知，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与外部行业隔离

开来，产生一种“区隔感”。受访者 LB（S02）

提到：“之前贾跃亭造了一个词儿叫‘生态化

反’，真的很拗口。如果出了这个公司，不是在

互联网工作的人，他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让

别人觉得有一种一墙之隔的感觉。”

大厂黑话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员工的认知

方式，使其习惯以特定术语思考与交流，逐渐内

化组织价值并形成“圈层语言”，不仅加强内部

身份认同，也加深了“他者感”。社交媒体上常

有人吐槽大厂黑话晦涩难懂、流于形式，电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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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能停》也以幽默方式讽刺其带来的困惑。

这反映出黑话在强化内部认同的同时，也可能

无意中构筑文化隔离墙。

2. 意识形态的柔性渗透：黑话的隐性规训

与价值导向

黑话游戏的“规训性”则体现在游戏规则

的单向性与不透明性中。使用黑话看似是一种

自愿参与的语言实践，实则是对组织价值的内

化顺应。从维氏的视角来看，参与者在不自觉

中接受了话语的使用规则，却未意识到这些规

则早已被特定意识形态“编码”。这也解释了

为何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强调“意识形

态通过语言建构主体”[44]—— 黑话游戏的“入

场门票”，往往也是一种文化规训的载体。

黑话作为组织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实际上

隐含了公司对员工的期待和价值观，是其象征

性的表达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员工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取向。例如，“赋能”“抓手”“闭

环”这些术语，表面上是工作安排的指令和分工，

实质上则暗含了一种结果导向和自我驱动的工

作哲学，即希望员工主动寻求解决方案并承担

责任。

语言不仅用于信息传递，更是塑造意识形

态的工具。布迪厄指出，语言的使用深深嵌入

权力关系网络，语言表达是对文化权力的顺从

和认同 [45]。在大厂，使用这些黑话也是对公司

既定规则的认同。员工在不断重复这些术语的

过程中逐渐适应公司期望的行为模式，从而将

公司价值内化。

有研究发现，一些企业将“员工”称作“学

生”，将“离职”包装成“毕业”，以此传递

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职场关系理念 [46]。这种

语言控制的过程是无形的，但却对员工的行为

产生了影响。例如，访谈对象 WL（S12）提到，

“在食堂有人插队，你就可以说，你这个行为

很 不‘ 瑞 雪’ 啊。” 在 这 里，“ 瑞 雪” 作 为 公

司倡导的价值符号，已被转化为判断员工行为

的语言标签。它不仅代表文明、守序的企业规范，

更通过黑话的形式嵌入日常交流，发挥了意识

形态的微观规训功能。员工在调侃中完成了对

组织价值的自我约束与再生产，体现出黑话游

戏在日常互动中所具有的柔性规范与文化内化

机制。此外，通过将绩效导向、快速执行等价

值观融入“黑话”中，员工逐渐将这些理念内

化，视之为日常行为准则。一位项目经理谈道：

“‘抓手’这个词吧，在项目推进时听得最多。

leader 会问‘这个项目的抓手是什么？’这个词

让我觉得，你必须找到最有效的执行方式，不

能只谈理论或战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聚焦

在执行和效果上，而不是单纯地计划。”（XM，

S06)

如果说维氏强调语言的意义来自使用，那

么阿尔都塞则指出这种“使用”并不是中性的，

而是深深嵌入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黑话不仅

是一种沟通工具或内部游戏规则，更是大厂意

识形态的外化，通过话语把员工“召唤”为特

定的主体（如“高效的执行者”“绩效导向的

劳动者”）。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通过反

复实践进入人们的行为习惯。语言再现了社会

结构的既定规则，使人们在不自觉中接受和服

从这些规则，内化了主导意识形态的价值观 [47]。

在大厂内部，通过黑话不断强调“目标导向”

和“资源闭环”的工作理念，潜意识中塑造了

对“绩效至上”的文化默许。

（三）“游戏”扩散： 黑话的跨界传播与

文化再生产

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曾说，“如果

说互联网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很可能是一场语言

革命。[48]”在互联网语境，一种语言可以快速“破

圈”，传播到与之不相关的其他领域。互联网

大厂的“黑话游戏”不仅停留在内部，还逐渐

外溢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成为一种独特的文

化符号。这些黑话通过社交媒体、新闻报道等

渠道不断传播，逐渐被其他社会圈层模仿吸纳，

甚至被赋予新的含义。大厂黑话隐含着企业文

化与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塑造出特定的价

值观和认知结构。

当“黑话游戏”超出原初组织语境，其规

则就不再由特定协作者所共享，而转向大众话

语场中被重新定义。这种语境漂移使原有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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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遭遇解构与重组，其参与机制也被转码

为一种“象征参与”—— 使用这些黑话成为一

种圈层象征，而非真实互动。这种再传播逻辑

强 化 了 葛 兰 西（Antonio Gramsci） 所 谓“ 文 化

霸权”的微观渗透，即通过语言习惯的改变，

塑造新的思维范式。

1.“游戏”的跨界传播：大厂黑话的流行与

模仿

大厂黑话的跨界传播呈现出一种从小圈层

向广泛社会文化扩散的趋势，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的扩散理论可以为此提供一些解释 [49]。

大厂黑话最初作为内部术语，是小圈层中具有

特殊意义的符号，但随着传播渠道的丰富和人

们对互联网文化的关注，逐渐跨越企业边界流

入到大众文化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被模仿

和应用。

大厂黑话通过符号资本化的过程来建构社

会身份。布迪厄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价值，

它不仅反映了个体的社会地位，还传达了话语

主体所属群体的文化身份与象征资本 [50]。对于

非互联网行业的人来说，引用大厂黑话，不仅

能借用该语言特有的“高深”等意味，也能够

制造一种与大厂相似的专业性和时代感，从而

塑造出“精英”或“创新者”的形象。例如，《互

联网大厂的黑话困局》一文中的受访者张维是一

家小型互联网公司的中层，在参加行业大会时，

他听到了很多头部互联网公司负责人的演讲，

一些黑话令他感到新鲜，他决定：“等我们这

些中层学会了，就教给我们下面的人。我们这

些小企业很难产生价值观的，只能照搬 BAT 大

厂的价值观。”[51]

大厂员工通过强关系（strong ties）影响圈

层外的人，在潜移默化中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

例如，算法工程师 YN（S01）提到：“有一次

我朋友刷视频的时候，连刷好几个视频都是自己

不感兴趣的，还都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我说这

不就是‘算法黑箱’吗？他问我是什么玩意儿？

我就会跟他解释一下，也相当于科普知识了。”

熟人间的日常行为将黑话游戏带入生活语境，

推动了术语的跨界传播。

在更广泛的传播路径中，黑话常通过社交

媒体、新闻报道和行业论坛等依赖弱关系（weak 

ties）建立的途径进行扩散。这些平台使大厂黑

话流入社会网络，通过偶然接触和模仿渗透到

公众视野中。在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出于对大

厂文化的兴趣或对“职场精英”的好奇，开始

主动模仿和使用这些黑话。而媒体报道则起到

了二次传播的作用，将这些原本局限于公司内

部的语言符号推向更广泛的社会受众。

语言的跨界传播在此展现出符号性，强化

了大厂黑话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正如巴赫金

所言，语言是不断被“再阐释”的过程，黑话

经由大众的借用、模仿与再创造，被赋予了新

的意义。例如，“赋能”“抓手”等原本仅在

互联网大厂中使用的黑话，逐渐被其他职场人、

新闻媒体甚至学术圈引用，成为一种流行的语

言表达。

2. 语言霸权的日常化：大厂黑话的意识形

态再生产

黑话的扩散带来的不只是语言的模仿，更

可能是社会对大厂文化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认

同。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句经

典论述所言，“媒介即信息” [52]，传播形式会

影响接受者的思维模式。黑话作为一种媒介符

号，不仅改变了受众的语言习惯，还可能影响

到他们对工作、效率、成就等价值的看法。因此，

黑话的广泛传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实质上

是互联网大厂文化在大众中的延伸和再生产。

在流行文化中，黑话游戏成为一种“观演

型语言游戏”—— 表面上模仿游戏语言，但已

脱离原有行为逻辑，只保留象征价值。这种语

言实践的表演化，不仅遮蔽了其规则性本质，

也使得黑话成为精英话语的文化象征，制造圈

层差异。这正是维氏未言明但极具启发意义的

一点：当语言游戏不再服务于实际行为，其符

号就可能转向权力秩序的重塑工具。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权力的象征与

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意识形态被阿尔都塞视

为一种“无形的控制力”，通过符号和文化工

具，使人们不自觉地接受特定价值观的塑造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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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话的渗透过程中，这种控制力体现为通过

语言引导大众的价值判断。黑话游戏带来的不

只是语言的多样性，也夹带着企业的意识形态，

许多大厂黑话反映了企业对效率、增长、竞争

的偏重，导致商业竞争逻辑和绩效导向的观念

也在更广的社会层面内化。

葛兰西认为，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若在社

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就能够借助话语的力量在

无形中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54]。在这种文化霸

权作用下，大厂黑话在扩散过程中作为一种带

有商业价值观的语言符号，潜移默化地在社会

中强化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和价值观。

黑话对大众语言文化的渗透并非仅是词汇的丰

富，而是潜在地强化了内卷、竞争和效率至上

的意识形态。这也反映了语言与权力之间复杂

的博弈关系。

六、结语

语言并非孤立的符号，而是在具体的“游戏”

规则中才能获得其文化功能 [55]。本研究通过探

讨互联网大厂黑话这一特殊的语言实践，深化

了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在现代职场语

境中的应用。以“黑话游戏”为切口，揭示语

言如何在组织内部得以建构、权力化并向社会

文化领域扩散，进而反思语言在现代社会中作

为文化工具与权力机制的深层作用。

互联网大厂黑话作为一种职场语言实践，

既是内部高效沟通的工具，也是群体认同和圈

层文化的象征符号。首先，黑话源于行业快速

发展的技术需求和管理实践。这些语义系统的

构建既具有技术性，又传递了企业文化的价值

观。其次，在高频复现与内化的过程中，黑话

逐渐内化为员工日常沟通的一部分，增强了员

工对企业文化的归属感。然而，黑话游戏也构

筑了一道隐形的文化隔离墙，使非大厂圈层的

个体难以融入。最后，黑话游戏的扩散超越了

企业边界，在大众文化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模

仿，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资本。这一过程展现

出黑话游戏在形成、再语境化与扩散过程中的

复杂文化逻辑与权力机制。

“黑话游戏”既是特定行业文化的体现，

也在职场与社会之间架构了语言与权力、身份与

认同的互动关系，成为理解互联网时代组织文

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窗口。哈贝马斯曾说：“语

言不仅是理性沟通的工具，更是社会交往和文

化传承的核心机制。”[56] 未来，研究语言现象

不仅要关注其内部逻辑与传播机制，更要将其

置于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整体框架中来考量。

通过探索黑话在劳动、文化生产与传播中的动

态演化，本研究希望进一步揭示语言如何在现

代社会的复杂结构中参与文化与社会变迁，从

而提供更加多元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发。

（责任编辑：孙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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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大语言模型（LLM）的文化效应远超其工具性或对人类心智的模拟，它标志着一种以“概率铭

刻”为核心操作逻辑的新文化技艺的诞生。借鉴德国媒介理论中的“文化技艺”视角，本文通过对其“分

词—向量化—概率生成”操作链的分析，揭示了 LLM 如何作为一个递归性的技术系统，建立在由书写、

印刷、计算和网络构成的庞大历史堆栈之上，完成从符号确定性向统计实在性的历史范式转型。在此基础上，

LLM 将现代性内部早已萌发的危机“操作化”：它以基于统计权重的连续谱系为依靠，消解了建立在“纯化”

逻辑之上的一系列现代性二元区分，并重构了一种流动的“概率文化”秩序。最终，LLM 确立了新的“媒

介先验”，通过人机互动的双向机制，将权力内化为定义“信号”与“噪音”的概率元规则，从而重塑了

知识生产范式、权力运行逻辑以及后人类主体的存有样态。

关键词　大语言模型；文化技艺；区分；概率铭刻；媒介先验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时伟，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

当前，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广度融入社会生活，引发了关乎技术、文化与人类未来的讨论热潮：从产业

界的效率革命、教育领域的范式转型，到关于就业取代、信息茧房和生存风

险的伦理忧思，乃至对“通用人工智能”奇点时刻的哲学遐想等不一而足。

然而，在这片喧嚣的图景中，相关研究或聚焦于 LLM 输出的内容分析，或预

测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缺乏从技术系统内部探究其如何运作以及运作方式

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逻辑。作为基于海量数据训练、通过概率计算来生成连贯

文本的深度学习模型，LLM 的内容生成能力足以令人惊艳，但研究却鲜少追

问这种惊艳性得以产生的操作条件，以及文化意义如何得以在这种技术装置

中模拟与重构。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便在于，如何理解 LLM 内在的操作逻

辑，以及这一逻辑又是如何重塑我们文化现实的。

目前对 LLM 的分析视角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重点考察其对人类社会

产生的宏观冲击。其中，既有强调技术演化必然性、欢呼技术革命与憧憬技

术福祉的技术乐观主义 [1]；也有从传统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 LLM 取代人类

创造性、消解主体性与真实性感到焦虑的人文主义忧思 [2]。这两种观点看似

概率的铭刻：作为文化技艺的大语言模型

及其对现代性的区分

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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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实则逻辑相通，因为它们均将技术视为一

种外在于文化的决定性力量，侧重于研判其造

成了什么后果，却往往搁置了技术是如何被社会

化构建的这一本体论问题。第二类是“工具主义”

视角，它倾向于将 LLM 化约为一种价值中立的

技术装置，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其应用场景的开

拓与性能优化的策略上 [3]。然而，这种技术官僚

式的功利主义与传统的技术先验性相悖，因为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媒

介即讯息”的观点所言，任何媒介的颠覆性力

量并不在于其传递的内容，而在于其自身的结

构性特征如何先验地规定了内容得以产生的可

能性空间 [4]。

有鉴于此，本文借鉴德国媒介研究中的文

化技艺（Kulturtechniken, Cultural Techniques）

理论剖析 LLM。文化技艺理论昭示了媒介本体

研究从“意义”到“操作”、从“表征”到“铭

刻”的转向 [5]，它并不关心文化背后的所谓“深

层意义”，而是追问文化得以产生的先验“技

术条件”—— 也就是那些看似琐碎但却不可或

缺的物质性操作，如书写、画线、列表、计算

等 [6]。有学者指出，在智能时代，文化技艺理论

同样有其用武之地，特别是在社会心智模式的

未来演化路径上极富启发意义 [7]。对于 LLM 而

言，它的本质就是一个高度自动化、去意义化

的符号操作流程；而文化技艺理论正是强调从

操作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技术物 [8]。因此，这一

理论有助于在悬置对智能的迷恋前提下，解读

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理解其背后程式性的

数学化操作等技术本质。

本文认为，LLM 作为一种递归性的文化技

艺，其开创性意义在于创造了一种概率生成文

化，面对现代性的危机与崩塌，它将早已发生

的现代性裂变进一步转化为可运行的技术现实。

换言之，LLM 通过将一切语言符号还原为概率

关系，在操作层面激进化地落实了对现代性赖

以建立的一系列关键二元区分的消解，从而构建

起全新的、以统计学为基础的文化现实。基于此，

本文分三步展开论述。首先，剖析了 LLM 的技

术操作链，将其定位为一系列文化技艺在数智时

代的递归性总成。其次，聚焦于 LLM 这一文化

技艺本体，指出其文化效应在于加速消解了现代

文化秩序的基础性“区分”（Distinction）。最后，

探讨了这种消解带来的宏观后果，即 LLM 如何

建立起一种以概率为基础的“媒介先验”（Media 

a Priori）来营造文化现实图景，并对知识、权

力与主体产生深远影响。

一、文化技艺：从耕作到计算的理论谱系

“Kulturtechnik”（文化技艺）概念的开创

性首先蕴藏在其词源学的张力之中，在德语思

想传统中，“Kultur”（文化）通常与“Geist”（精神）

紧密相连，指向人类精神、艺术与思想的崇高

领域 [9]。然而，Kulturtechnik 一词在 19 世纪的

最初语境中却与这种精神性毫无关系。事实上，

这一词汇源于农业科学，指的是对土地进行耕

作、改良、排水、划界等一系列物质性操作技术，

其拉丁词根“colere”即包含耕耘、栖居、照料

之意 [10]。文化技艺理论的奠基者们正是抓住了

Kultur 一词中长期被忽视的物质性、操作性维度，

将其提炼为一种理解媒介物操作性实践的理论

工具 [11]。该理论指出，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在历

史中的退场以及身心二元论的消解，文化的中

心不再是阐释人类主体及其精神产物，而是那

些先于意义、建构现实的物质性操作本身 [12]。

换言之，文化是通过“处理”（Processing）、“分

离”（Separating）、“排序”（Ordering）、“连

接”（Connecting）等基础的中介性操作技艺才

得以被创造出来的。这一从精神到物质、从意

义到操作的转向，为分析 LLM 之流的物质性计

算装置的操作实践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

从文化技艺的现代理论渊源来看，弗里德里

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这一工作的开

创者 [13]，他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关于“话语”和“知识型”的分析与媒介自身

的物质性、技术性相接合，并指出福柯的话语

分析忽略了信息得以被记录、存储和处理的技

术载体 [14]。在其著作《话语网络 1800/1900》中，

基特勒描绘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话语网络”（也

被称作“铭刻系统”）。在“1800 年话语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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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核心是“人”—— 一个拥有所谓“灵魂”

和“灵感”的浪漫主义主体。这一话语网络通

过“书写”实现了作者、文本与意义的完美统

一。然而，随着打字机、留声机和电影在“1900

年话语网络”中的登场，这一田园诗般的图景

被彻底打破—— 打字机将书写从手的独特笔迹

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种离散的、标准化的

机械操作；留声机则绕过了字母文字的中介，

直接铭刻了现实的声音（包括无意义的噪音）；

电影则记录了运动的视觉流。这些新技术媒介

的出现瓦解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开启了

人与技术相互依存的新时代。由此，基特勒提

炼出了其最核心的理论概念—— “媒介先验”

（Media a Priori）。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时代，

能够被思考、言说、书写和感知的范围都事先被

当时可用的媒介技术所规定，正如基特勒所言，

“媒介决定我们的现状”[15] ：它在充当传递内容

的渠道角色的同时，也塑造了自身在改造世界、

影响人类方面的能力。那么将这一观点迁移到

LLM 上之后，LLM 事实上并非只在表达特定时

代的思想，它本身就在构建特定的时代思想得

以产生的技术性先验条件，也正是这种先验性，

使其具备了如文化技艺一般的操作链属性。

在基特勒之后，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西比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

等二代学者将文化技艺理论推向了原初的操作

层面。西格特等人认为，在复杂的媒介系统出

现之前，存在着一系列更为基本的文化技艺，

它们是文化得以生发的“操作系统”，可以将

它们统称为关于“区分”的技艺，其功能是从

混沌状态中创造出秩序。例如，画一条线从而

区分出“内”与“外”等 [16]。正如科妮莉亚·维

斯曼（Cornelia Vismann）指出的，这个看似微

不足道的操作却是所有权、领土、神圣与世俗、

自我与他者等文化概念得以产生的物质性前提
[17]。西格特通过一系列案例分析来阐述了这一

观点。例如，“门”作为一种建筑技艺，通过

开关操作不断地生成着内与外、公与私的空间

区分 [18]；“网格”作为一种绘图技艺，通过在

平面上画出纵横的线条，将混乱的空间转化为

有序的界面 [19]；“列表”作为一种书写技艺，

通过纵向排列项目创造出秩序与层次 [20]。这些

操作都是非话语的、空间性的，但它们却先于

并支撑了所有复杂的语言和概念系统。

此外，文化技艺理论还强调了技术的“递

归 性”（Recursion）， 托 马 斯· 马 乔（Thomas 

Macho） 称 之 为“ 二 阶 技 艺 ”（Second-Order 

Techniques）：一种文化技艺的输出是另一种更

高级文化技艺的输入和操作对象 [21]。例如，书

写产生了文本，印刷则以这些文本为输入进行

标准化的复制；印刷术产生了海量的书籍，图

书馆的分类和索引则以这些书籍为输入进行组

织和管理。由此，“技术—文化”的演进便是

这样一个不断堆叠、调用的递归链条。因此，

LLM 的诞生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站在由早期

文化技艺所构成的庞大历史堆栈的顶端。

总而言之，文化技艺理论为剖析 LLM 提供

了完善的分析框架，其优势在于理论中操作性

与历史性的双重维度：一方面，它将分析焦点

从人的意图转移至技术装置自身的内在逻辑，

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另一方面，它将复

杂的媒介系统还原为其基础的操作链，并借助

递归逻辑将其置于技术文化谱系之中考察，揭

示技术操作如何建立或消解文化的根本区分，

并最终形成一种规定了知识与话语可能性的媒

介先验。基于此，本研究将着手剖析 LLM 的技

术内核，分析其作为一种文化技艺的本体论意

义。

二、LLM 的“操作链”：一种自动化符号处理的

文化技艺

文化技艺理论强调为技术物祛魅，就本研

究而言，也就是要穿透 LLM 的神秘光环，直面

其作为一套自动化符号处理装置的物质性操作

过程。LLM 的智能表象是在由分词、向量化和

序列生成构成的程式化“操作链”中被生产出

来的。其操作链的运作逻辑如下：

（一）语言的离散化：作为文化技艺的“分词”

LLM 操作链的第一步是将输入的自然语言

切割成一系列标准化的可计算单元，即“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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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s）， 在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领 域， 这 一 过 程

被 称 为“ 分 词 ”（Tokenization）， 通 常 在 数

据预处理阶段出现 [22]。一个词元可以是一个单

词、词根或标点符号，该操作过程是一种离散

化（Discretization）的文化技艺，将语言所建构

的模拟现实转化为离散的数字单元。事实上，

这是人类符号技术史上曾反复出现的操作性流

程。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第一次伟大的离散化

文化技艺是字母表的发明，它将连续不断、变

化万千的口语声流切割成离散的抽象符号 [23]，

在这一过程中，声音的丰富性、音调的情感色

彩被大量过滤，取而代之的是语言前所未有的

可记录性、可传播性和可分析性。

随后，印刷术中所使用的“活字”将这一

技艺推向了新的高峰，它将手写体中尚存的个人

痕迹彻底抹除，把文本进一步分解为可任意组

合的标准化实体字符块。而在这一谱系中，LLM

的分词操作成为这一离散化技艺在智能时代的

最新形态，它继承了字母表和印刷术的逻辑，

并在此基础上将离散化执行得更为彻底和自动

化。LLM 借助分词技术将语言剥离其原生语境、

声音和情感的灵韵，使语言被还原为一串可供

机器运算的数字符号序列，除此之外并无交集。

在计算机科学中，这也被称作对语言的“清洗”

（Cleaning），这是其被纳入计算领域不可或缺

的基础性操作。

（二）意义的悬置： 作为文化技艺的“向

量化”

如果说分词是对语言形式的离散化，那么

接下来的向量化（Vectorization，也被称为“词

嵌 入 ”，Word Embedding） 操 作 则 是 对 内 容

的进一步数学化处理。在此环节，每一个离散

的 词 元 都 被 映 射 至 高 维“ 潜 在 空 间”（Latent 

Space）中的特定向量—— 即一长串（通常是数

百乃至数千维）的浮点数。

在人类数千年的符号化实践中，能指与所

指的接合始终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关键，词语的意

义也始终与某种指涉关系（Referentiality）绑定，

词语或指向外部世界的实体，或指向内心的概

念 [24]。然而，在向量化这一步，词语的意义被

彻底悬置。例如，LLM 并不知道“国王”是一

个国家的男性统治者，它只知道“国王”这个

词元对应着高维空间中的某一坐标。于是，词

语的意义在这里便被转化为纯粹的数学关系—— 

向量之间的距离、角度和方向。一个经典的例子

是托马斯· 米科洛夫（Tomas Mikolov）等学者

在他们关于词嵌入的文章中提到的“king - man 

+ woman ≈ queen” [25]，此公式表明，LLM 的思

考过程（包括当下主流 LLM 纷纷推出的“深度

思考”“思维链”功能）本质是在执行向量的

加减法运算，而并非如同人类思想者一般进行

逻辑推理，最终模型会经过计算发现结果向量

在空间中最接近“queen”的词向量。这一过程

可看作一场精巧的数学推演游戏，是一种去符

号化、去阐释学的操作。在其中，意义不再是

固定的需要被解读的本质，而是在流动的几何

空间中，由无数词语的相对位置所动态定义的

关系性存在。概而言之，LLM 的世界里没有意义，

只有拓扑结构。

（三）概率的铭刻： 作为文化技艺的“序

列生成”

操 作 链 的 最 后 一 步 是 根 据 输 入 的 提 示

（Prompt）和已经生成的上文，预测出下一个最

可能出现的词元。这一过程便是 LLM 普遍采用

的 Transformer 架构，尤其是其“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 Mechanism） [26]。这个机制的本质是

一种复杂的数学加权计算，对于序列中的每一

个位置，它会计算该位置与其他所有位置的“相

关性”或“注意力”得分，从而动态地捕捉长

距离的上下文依赖关系 [27]。

从文化技艺的角度而言，LLM 的序列生成

是一种全新的“概率性书写”。在表面上，它

似乎遵循了人类作者的意图指令，并能够理解

语法规律来生成内容；但事实上，无论是对需

求的回应抑或是内容的生成行为等，这些工作

均是在“按图索骥”，生成答案所需的材料早

已存在于其数据系统之中，LLM 要做的只是复

现自身在海量的训练数据中学习到的词语共现

模式，而不必去苛求其具有天马行空般的想象

力。例如，当 LLM 在“The cat sat on the [ 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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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选择“mat”作为下一个词时，并非因为它

知道现实中猫通常坐在垫子上，而是因为在其

训练数据中“mat”是在这个语境下出现概率最

高的词元之一。

由此观之，LLM 的创作过程可以被看作是

所谓的“概率的铭刻”过程：它将训练数据中

蕴含的统计规律以数学模型的形式“铭刻”（记

录）下来，并在生成文本时将这些概率关系重

新复写到屏幕上，由此打造出一个封闭的自我

指涉系统，如同文化技艺的二阶性一样，它的

核心法则就是寻求统计学意义上的语言排列组

合关系的最大可能性。因此，从本体论层面而

言，这种“概率铭刻”便成为文化技艺操作链

运作的主要形式：文化技艺的本质是制造区分，

从混沌中建立秩序；而 LLM 正是用“概率”来

制造这种区分，概率的铭刻基于统计权重形成

区分逻辑，指引着 LLM 通过计算概率高低的落

差，在混沌的数据噪音中过滤出符合统计规律

的有序文本，从而将世界万物从确定的实体还

原为可计算的概率分布，由此确立了以“似然性”

（Likelihood）而非真理性为基础的全新运作法

则。

（四）递归的顶点与新文化的坐标：从符

号逻辑到统计实在

承前所言，从分词、向量化到序列生成的

LLM 操作链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递归系统，具备

了成为文化技艺的基本条件。同时，它也构成了

技术历史发展进程中递归链条的逻辑顶点，在

人类文化的演化谱系中占据了独特的历史坐标。

回顾媒介史，字母表和印刷术确立了以离散符

号和线性逻辑为基础的确定性文化，早期计算

机技术则延续了这一逻辑，建立了以布尔运算

为核心的二元秩序。如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 所 言， 它 用 0 和 1 的 符 码 将 勾 连 起 远

程通信的世界 [28]；而 LLM 的出现，则标志着人

类文化技艺从“符号的确定性”向“统计的实在

性”的跃迁。进而言之，它保留了书写的离散

形式，但内在本质的符码化又抽空了其指涉意

义。它依赖计算的二元操作，却因其概率生成

特质而导向了不确定性的输出结果。由此，LLM

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概率文化”，在这种文化中，

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不能再单纯依靠由因果律

和本质构成的稳定结构，而是被重构为由海量

数据点构成的概率分布场；人类知识的生产也

不再依赖于对客观真理的挖掘，而是转向了对

最优统计模式的预测与生成 [29]。由此，作为文

化技艺的 LLM 将概率这一在 19 世纪随着统计学

兴起的现代概念，进一步擢升为数智时代的新

型主导符号生产法则，也成为新的文化秩序区

分准则。

三、区分的消解：LLM 对现代文化秩序的重构

如前所述，文化技艺的一大特色在于对“区

分”的操作。然而，这种操作并非总是单向地

从无到有建立区分，正如基特勒在对话语网络

的新旧交替分析中所揭示的，话语网络的更迭

中所形成的力量瓦解和重置了前一个时代建立

起来的文化秩序 [30]。借助这种方式，文化技艺

研究者们也坚持探寻弥合现代性撕裂的方法 [31]，

重构新的文化秩序。那么为了阐明 LLM 如何重

构现代文化秩序，首先需要厘清“现代性”本

身所具有的区分意涵。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历

史分期，更隐喻着一套严谨的“区分技艺”。

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我们

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所言，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是现代社会的真实境况；而现代性的法则更是

建立在“纯化”（Purification）的操作之上—— 

“将一个自在的自然界与一个充满着可预测的、

相对稳定的利益与风险的社会分割开来，将独

立于此两种参考系的话语与社会分割开来”[32]。

这种二元对立的离散逻辑构成了现代文化、科

学与伦理运转的基石。

当然，对上述区分的质疑并非始于今日。

事实上，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

早已在理论层面宣告了宏大叙事的终结与二元

对立的瓦解。然而，LLM 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文

化技艺，其特殊性在于不仅从认识论层面反思

了现代性的生存状况，更在本体论的操作层面

实践了这种反思，即将后现代哲学家笔下的理

论解构转化为一种无需人类干预的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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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换言之，LLM 的颠覆性正是引入了与现

代性截然不同的操作性区分法则—— 基于现代

统计学的“概率区分”，这种概率文化代表的是

一种基于数值的连续性和相关性的统计学秩序，

而非现代性中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秩序。

本部分将结合 LLM 作为概率生成操作链的

文化技艺本质，依循从“文本生产”到“知识建

构”再到“主体存在”的逻辑，解读此过程在六

个维度的表现。此六个维度较为全面地描绘了

LLM 对现代文化秩序的重构图景，具体而言，

首先，在文本生产层面，考察基础的“作者 / 抄

写员”和“原创 / 复制”的区分；其次，在知识

建构层面，分析“真实 / 虚构”和“历史 / 当下”

的区分；最后，在存在论层面本文探讨 LLM 对

“人类 / 机器”和“信号 / 噪音”两对区分的颠

覆，进而揭示从符号操作到文化现实的整个链条

中 LLM 的冲击。

（一）作者 / 抄写员：概率性创作者的诞生

现代文化秩序建基于一个核心的主体形象，

即拥有原创性灵感与能动意图的“作者” [33]。

福柯指出，自浪漫主义以来，作者逐渐摆脱了自

然的、个体的地位，成为一种话语的功能，其作

用在于表征某种话语的存在模式，从而对文本进

行归类命名和赋予权威 [34]。正是这一功能将作

者与仅负责忠实复制的“抄写员”（Scribe）构

成了基础性的二元对立。这一区分支撑着我们关

于创造性、知识产权乃至文学价值的整个判断体

系。

尽管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早已在

理论上宣告了“作者已死” [35]，指出现代文本

本质上是无数引文的编织，但 LLM 的出现进一

步将此隐喻激进化为一种技术性事实。LLM 是

作者与抄写员的复合。一方面，它缺乏传统作者

所具备的主体意图与情感体验，其产出的一切内

容均是对训练数据中既有模式的统计学重组与拼

贴；但另一方面，凭借其概率性内容生成的文化

技艺操作链机制，LLM 摆脱了抄写员机械复制

的宿命，使得每一次输出都是独特而不可重复的

符号生成事件。因此，LLM 占据的是前所未有

的“概率性创作者”的生态位—— 它在模仿中

生成、在复制中创新。由此，长期以来界定着原

创性、知识产权乃至学术伦理的作者 / 抄写员二

元对立，被一种基于统计学的“高 / 低概率生成”

的新区分所取代。

（二）原创 / 复制：本雅明之后的灵韵异变

对作者身份的瓦解进一步牵引出另一组紧

密相关的现代性区分—— 原创与复制的崩塌。瓦

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在其经典论

述中指出，机械复制技术虽能无限复制艺术品，

却剥夺了其植根于特定时空的“此时此地性”与

历史流传中的独特性，即其“灵韵”（Aura）[36]。

将这一观点迁移至 LLM 来看，它似乎既在制造

灵韵，又在更根本地将其摧毁。

表面上看，由于 LLM 的概率性本质，即便

在 旨 在 消 除 随 机 性 的 技 术 设 定（ 如 零“ 温 度 /

Temperature”参数）之下，任何两次输出也几

乎不可能完全相同 [37]，这就使每个文本在技术

上都是无法精确复现的孤本。这种独特性构成了

对灵韵概念的诘问，看似独特的文本却并不是源

于具体的历史原作，而是来自于抽离了具体时

空、悬浮于统计学概率中的模型母体。它们缺乏

本雅明所言的此时此地性，所谓的独特性也终究

只是算法在特定时刻执行概率选择的结果。这样

一来，LLM 每一次的生成都是带有一定随机性

的独立事件，虽然这种行为的产物可称之为技术

上的孤本，却在本质上扮演着“复制品”的角色。

在此，本雅明所珍视的灵韵不仅是消散了，其得

以成立的形而上学前提—— 即一个稳定且唯一

的“原作”—— 也被掏空。当众多统计学上相

似但又不尽相同的“变体”与“复现”形成新的

区分之后，原有的“原创 / 复制”的清晰对立便

被取代，这一现代文化的基本二元论便失去了其

操作意义。

（三）真实 / 虚构：在一个无涉现实的世界

中创作

现代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奠基于一个关键的

认识论前提—— 语言或符号能够与外在于自身

的现实建立稳定的对应关系 [38]。这便是“符合论”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的 真 理 观 在

现代制度中的集中体现，一个陈述的真伪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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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外部世界的校准结果 [39]。然而，LLM 的运

作逻辑挑战了这一认识论原理。

前文指出，作为文化技艺，LLM 的运作呈

现出自我指涉性和操作上的封闭性，其内容生成

的依据便是训练数据内部的统计学关系，在没有

提示或附加工具的支持下，它无法与外部世界

的事实进行校准。在此，符合论的真理观被纯粹

算法驱动的“融贯论”（Coherentism）所取代，

如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的“拟

像”（Simulation）的运作逻辑一般，符号不再

指向一个外在的现实，而是不断地自我指涉，最

终导向自身的纯粹重复 [40]。进而言之，LLM 的

任务并非“求真”，而是“求似”—— 即生成

在形式上看起来连贯而有意义的文本。这便解释

了为何它能如此流畅地将事实与虚构融合，因为

在其操作层面，二者本无区别。其后果在于，当

“似真”在操作上压倒了“实真”时，社会现实

的建构将面临严峻的认识论危机，人类据以锚定

现实的共识基础也被新的“统计上连贯 / 统计上

不连贯”的区分所覆盖。

（四）历史 / 当下：文本时间性的抹除与“永

恒当下”的构建

事实的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历史

坐标的稳固，由此，当真实 / 虚构的区分瓦解之

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另一对区分—— “历史”

与“当下”的消解。传统的知识与文本携带着其

诞生之初的时间戳，嵌合于历史语境之中，反映

着特定时代的思想与情感结构。解读并重构这

种时间性正是现代科学的重要任务。然而，LLM

的训练过程形成了对文本时间性的激进剥离与

重组。

LLM 在处理海量训练数据时会将不同时代、

不同语境的文本抽离其原有的历史脉络，并将它

们整合进以“共时性”（Synchronicity）为原则

的统计模型中。文本的产生背景、作者的生平、

历史的演变轨迹等历时性信息在这一过程中被

尽数抹除，转化为纯粹的、无时间差异的词语共

现概率。这便在操作层面上建构了一个“永恒当

下”的知识图景，也印证了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对后现代文化状态的诊断，

即一种深刻的“历史感的消失”。詹明信认为，

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便是“被囚禁在现

在之中”，失去了对历史纵深的感知能力 [41]。

LLM 所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仿佛是从一个没有历

史纵深、无所不包的“此刻”中提取而出，它只

是在模仿叙述历史的文本模式。这种对文本时间

性的抹除催生了以共时性为核心的新区分准则，

信息的价值由其在模型中的可用状态所决定，从

而促成了将所有知识视为可随时调用、均质化的

数据的倾向，最终取代了将知识理解为具有自身

生命历程的文化产物的传统历史意识。

（五）人类 / 机器：从图灵测试到“提示工

程”的范式转移

自计算机诞生以来，人类 / 机器的二元区分

一直是技术哲学所探讨的关键议题之一，“图灵

测试”为这一区分设立了经典的判定范式，它将

“智能”等同于机器对人类对话行为的完美模仿，

目标在于使机器跨越界限，变得与人无法区分
[42]。然而，LLM 的普及并未最终解答图灵测试，

反而在实践层面将这一问题悬搁。随着 LLM 日

益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生产力工具，人们关注的

问题已从本体论的“它是否为人类”转向了功利

性的“它能为我做什么”，区分人机的操作意义

在无数场景中被实用主义的需求所消解。

这种范式转移最清晰地体现在“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的崛起上，它的核心不

再是图灵时代那种使人类感到舒适的“让机器说

人话”，恰恰相反，人类用户必须主动学习并适

应机器那种非人类的、以概率为核心的操作逻

辑。具体而言，用户需要学习的是如何精妙地编

织语言的话术 [43]，去引导乃至驾驭这个庞大的

统计学系统的内在偏好与模式化倾向。这种模式

预示着一种新的人机关系的诞生：不再是机器

单向地模仿人，而是人与机器在一个持续互动、

相互渗透、共同演化的功能性界面上进行着无止

无休的逻辑对弈。由此，“模仿者”与“被模仿

者”的人机本体论区分让位于基于功能协同的实

践区分，在人机网络中，考察“有效 / 无效操作

者”的区分比追问谁是“人类”更具有实用性。

（六）信号 / 噪音：知识权威的瓦解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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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质化洪流

人类文明的知识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

一系列精密的筛选机制 [44]—— 无论是学术界的

同行评审、新闻业的编辑把关，还是图书馆的典

藏选择均无外如是。它们的核心功能便是在海

量信息中区分出有价值的“信号”并过滤掉无

意义或错误的“噪音”。这套机制维系着知识

生产的秩序性和可信度，确保了知识的权威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LLM 的训练过程

是一种反把关、去层级化的操作。为了追求模型

的规模与性能，LLM 的训练数据主要来自互联

网 [45]，在不加严谨“蒸馏”的情况下，科学文献、

百科条目与社交媒体的闲聊、充满偏见的博客乃

至各种鱼龙混杂的阴谋论，在操作层面上被赋

予了同等的学习价值。虽然数据清洗过程会剔

除部分极端内容，但 LLM 无法也无意去重建人

类社会复杂的知识权威等级，依赖人工的过滤方

式在面对海量文本时更是力有不逮 [46]。其结果便

是 LLM 在生成文本时会以同等流畅且看似令人

信服的风格，将高质量的“信号”与低质量的“噪

音”混杂。如此一来，看似科学的解释中可能

夹杂着来自网络谣言的错误细节，一段严肃的

历史叙事也可能掺杂了稗官野史，最终导致了

传统知识权威的失效，“信号 / 噪音”的等级区

分也让位于 LLM 眼中无差别的“可学习的模式 /

不可学习的随机数据”的新区分。

至此，我们已经描绘出作为文化技艺操作

链的 LLM 对一系列基础性二元区分的消解与重

构。无论是作者的身份、原作的灵韵、事实的

边界、历史的纵深、人机的界限，还是知识的

权威，都在一种无差别的概率文化中被拉平、

重组。真实世界的应然或实然逻辑，在 LLM 的

概率铭刻中均转化为或然逻辑。面对这一图景，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一系列看似分散的消

解与重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作用机制？

如果说现代性是通过建立区分来运作的，那么，

这种后现代的或超现代的消解又在建立什么？

它仅仅是破坏性的吗，抑或在构建着一个全新

的权力、知识与主体的复合网络？这便是本文

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

四、概率性的先验：作为新铭刻系统的 LLM

透过文化现象的表层，LLM 在已有的现代

性危机与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概率”

为最高法则的新型文化秩序，其对现代性区分

的消解与重构也形塑了规定人类存在方式的新

结构。正如前文所言，LLM 的操作逻辑构成了

一种全新的文化技艺，而任何一种占据主导地

位的文化技艺，都必然会生成其自身的“媒介

先验”。基于此，本部分将分析 LLM 如何作为

一个将已有的现代性危机“操作化”的铭刻系统，

建立起一种以概率为核心的先验框架。与此同

时，这种先验并非意味着技术具有某种形而上学

的决定性力量，而是一种克莱默尔意义上的“中

介性操作”，即媒介作为沟通的中介，其核心

功能在于“传递”与“显现”[47]。对于 LLM 而言，

它充当了不可感知的高维向量空间与可感知的

人类自然语言之间的信使，通过特定的算法操

作，让原本不可见的数据关系得以在人类的经

验世界中显现出来，以此中介、固化并重塑了

知识、权力与主体的运作逻辑。

（一）知识的生产： 作为新“媒介先验”

的参数空间

安娜·图施林（Anna Tuschling）指出，基

特勒所称的媒介先验（或称技术先验）指的是

在任何时代规定了何物能够被书写、思考和感

知的技术性条件 [48]。克莱默尔认为，这种媒介

先验是一种“时间轴操纵”的文化技艺，它将

不可逆的时间流转化为可操作的空间秩序，从

而建构知识 [49]。对于 LLM 而言，这个由时间轴

操纵的先验框架便是其庞大的训练数据集，以

及经过训练后固化下来的、由亿级参数构成的

模型参数空间，它构成了当代新的知识型基座。

就其功能而言，它不单存储信息，更凭借其内

部的技术架构先验地框定了所有可能话语的范

围、风格与模式倾向。

因此，当用户向 LLM 提问时，看似开放的

对话过程实则是在这个已经预设了庞大的概率

空间内进行的受限的知识导航。无论模型的回

答看起来多么新颖，都只是在这幅预先绘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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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地形图上从一个点（即人类提示词或提

出的问题）出发，沿着一条高概率路径游走，

最终抵达答案的终点。也正因如此，LLM 无法

生成其语料库中从未有过的全新概念或根本性

断裂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似获得了效率，

实则不得不接受将语言的可能性从开放的创造

性实践转化为封闭的排列组合问题的技术逻辑。

从长远来看，这个参数空间与人类的认知惰性

相互作用，共同铸就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语言

的牢笼，在人机互动的反馈循环中先验地框定

了人类通过这一媒介所能触及的思想疆域。

（二）权力的铭刻：从统计偏见到流畅的

美学—政治

在福柯之后的权力批判理论中，权力被理

解为一种弥漫性的、生产性的力量 [50]。LLM 充

分体现并深化了这一洞见。权力在此以一种隐

蔽的方式被铭刻在模型的数学核心之中，既有

的社会与政治偏见被粉饰为客观中立的数学概

率生成内容，如同商业领域的“漂绿”行为一般，

巧妙地实现了对权力的“洗白”。这种铭刻首

先通过训练数据中固有的统计偏见实现。由于

训练数据主要源于互联网，它不可避免地反映

并放大了现实世界中的不平等，如以往研究中

指出的性别偏见 [51]、文化偏见 [52]、政治偏见 [53]

等，并在其生成的文本中以看似自然和客观的

方式再生产出来。其次，在模型微调与强化学

习过程中的“价值对齐” [54] 也成为一种未经民

主程序授权的价值规训，由少数工程师和标注

员所决定的安全与道德标准被编码为所有用户

都必须遵循的准则。

这种新权力的有效运作依赖于独特的“美

学 — 政 治”（Aesthetics-Politics） 机 制 —— 输

出文本的“流畅性”（Smoothness）。LLM 生成

的文本乍看之下语法完美、逻辑连贯，呈现出一

种秩序化的美感，如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言，它符合当前“平滑”（das Glatte）

社会中完美的知识话语形态表征的需要 [55]。在

传统交流中，一个结结巴巴、充满矛盾的论述

会自然引发人类的警惕与批判；而在这种人机

互动的心理机制中，LLM 的流畅性则通过提供

一种美学上的愉悦感麻痹了这种批判本能。它

绕过艰涩的辩论与事实核查，直接诉诸人类对

范文的审美偏好。由此，权力的运作通过技术

提供的平滑体验与人类追求认知省力的本能达

成合谋，从而让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背后

铭刻的偏见与设定。

（三）主体的重塑：后人类图景的技术性

落地

媒介先验的变革最终会导向主体的重塑。

自启蒙运动以降，现代人类主体的核心是独立

理性的“笛卡尔主体”，其存在的基石是“我

思故我在”式的内在思想活动。然而，这种原

子化的主体观念在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已岌岌可

危，从精神分析对潜意识的挖掘，到现象学对

身体感知的回归，再到控制论对人机边界的消

融，笛卡尔式的主体根基早已在理论上动摇，

取而代之的是物我齐一式的后人类（Posthuman）

主体观。LLM 进一步为后人类主体转型提供了

一套普适性的技术基础设施，催使其从哲学概

念变成操作现实。

在与 LLM 的互动中，人类不再是知识的唯

一创造者或思想的独立源泉，而是作为一连串

功能性的操作者，如提示的发出者、结果的筛

选者、事实的验证者等。人类就这样被整合进

人机交互的行动者网络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

但又去中心化的功能节点。在其中，人类的语

言与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适应着机器的概率逻

辑，而机器也在基于人类的反馈数据不断重塑

自身参数权重。这种递归式的互动，使得人类

的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蜕变为引导机器进行创

造的能力。例如，当前大模型驱动的“具身智

能”便是后人类图景中操作性技艺的数智化外

显。从文化技艺的视角来看，依托 LLM 操作链

运作的具身智能将身体的物理操演—— 即如何

在物理空间中“抓取”“移动”与“感知”—— 

纳入了可计算的概率性向量范畴 [56]，从而在技

术本体层面缝合了被现代性所割裂的身心二元，

使得“智能”不必依附于生物性的人类肉体，

而是弥散在由传感器、算法与机械执行器构成

的混合行动者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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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意味着 LLM 加速了从意义的共享

转向操作的协同的文化转型过程。传统上，人

类社群的凝聚力建立在共同的信仰或叙事之上
[57]；如今，在 LLM 的文化技艺操作链的影响下，

这种凝聚力日益建立在对人机交互技艺的掌握

与运用之上。曾经被认为是封闭的、拥有内在深

度的自我边界也正变得模糊，如后人类理论家凯

瑟 琳· 海 勒（Katherine Hayles） 所 描 绘 的， 在

后人类的视野中，意识超脱出生物性的躯体束

缚，浮现于动态的、人与机器共同构成的“分布

式认知系统”之中 [58]。笛卡尔式的“我思”（I 

think），正在被一种网络化的分布式“我们操作”

（We operate） 所 取 代， 人 类 和 LLM 都 是 这 个

系统中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参与者。由此，人

类的存在将不再与技术相对立，而是深度嵌入、

协同运作于由概率铭刻的不断生成的世界之中。

五、结语：生活在概率编织的世界里

LLM 作为当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技艺，除

了对人类心智的努力模拟之外，更形成了一种概

率铭刻的逻辑，加速了本已脆弱的现代文化秩序

的区分解体。从“作者”身份的瓦解到“真实”

与“虚构”的消融，从“历史”意识的悬置到“人

类”与“机器”界限的重构，这些文化区隔都在

LLM 所构建的概率性现实中，进一步被技术性

地解构与重组。借助文化技艺的理论分析，本文

将关于 LLM 的讨论从其本体的存在逻辑推进至

LLM 如何运作的操作逻辑层面。本文认为，LLM

是人类数千年符号技艺演化的操作链条上的一个

逻辑顶点，它通过操作链将万物还原为可计算的

向量，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隐蔽且强大的权力

技术。它通过赋予某些词汇、观念和行为以更高

的概率统计权重，从而在知识生产的上游和主体

建构的深层预先规定了什么是可感知的“信号”，

什么又是应被剔除的“噪音”。因此，权力指引

着知识生产与主体行动，构成了内在于概率铭刻

这一操作本身的元规则，支配着数智时代的知识

范式与主体存有样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概

率统治的世界的开端，这种以概率为基础的铭刻

逻辑远未停止，并正向着新领域扩张。例如，随

着 Sora、Nao Banana 等多模态 LLM 的兴起，概

率的法则已从文本扩展至图像、声音和视频，丰

富了符号模拟的景观，一个由算法生成的、可感

知的文化技艺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

正悄然成型，挑战着人类关于“纪实”与“虚构”

的视觉文化根基； 而在另一条取径上，当 LLM

在大规模生成和调试代码时，“软件开发”这一

数字世界的炼金术的文化技艺本身也面临着重

塑。

面对这种无所不在的以流畅性为美学外衣

的概率性统治，对新的抵抗技艺的探寻与实践尤

为迫切。无论是词嵌入的“负采样”还是生成对

抗网络，都可能成为一种必要的数字游击战术。

在一个“流畅性”本身即权力的世界里，重新学

习一种“拥抱粗糙”和“制造噪音”的批判性技

艺，或许是人类保持清醒与自主的关键。对于当

前时代每一个希望保持清醒和自主的个体而言，

这是必须面对的文化挑战。因为在一个由概率统

治的世界里，理解并掌握铭刻概率的技艺，就是

争夺定义现实本身的权力。

（责任编辑：李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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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cription of Probability: Large Language Models as Cultural Techniqu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Modernity’s Distinctions 

Shi Wei

Abstract: The cultural effects of contemporary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 far exceed their instrumentality 
or simulation of the human mind, which marks the birth of a new cultural technique centered on “probabilistic 
inscription” as its core operational logic. Drawing on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Kulturtechniken) perspective 
from German media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LM's operational chain of “tokenization—vectorization—
probabilistic generation” to reveal how it functions as a recursive technological system built upon a vast historical 
stack of writing, printing, computation, and networking, thereby accomplishing a historical paradigm shift from 
“symbolic determinacy” to “statistical reality.” On this basis, the LLM operationalizes the inherent crises of 
modernity: by leveraging a continuous spectrum based on statistical weights, it dissolves a series of foundational 
binary distinctions of modernity rooted in the logic of “pur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s a fluid order of “probabilistic 
culture.” Ultimately, the LLM establishes a new “media a priori”: through a bidirectional mechanism of human-
machine interaction, it internalizes power as a probabilistic meta-rule defining signal and noise, thereby reshaping 
the paradig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logic of power operations, and the modes of post-human existence.
Key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 cultural techniques; distinction; probabilistic inscription; media a priori
Author: Shi Wei,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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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rgon Game”: The Formation,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Diffusion Mechanism of 

Terminologies in Chinese Tech Giants

Liu Xinyu 

Abstract: Corporate jargon in China’s internet tech giants is a notable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modern culture 
shaped by industry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t also reflects power dynamics,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operation mechanisms in the workplace. This study draws on Wittgenstein’s theory of “language 
games” to propose the concept of the “jargon gam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process of symbolic meanings, and the cultural effects caused by cross-contextual circulation of 
such language phenomenon in the internet giants. Combined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d based on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findings show that through continuous and contextualized usage 
within the corporate contexts, jargon helps construct a shared organizational vocabulary, reinforcing identity and 
cultural belonging. As the language game evolves dynamically, jargon gains dimension elevation of symbolic value 
and functions as a tool of discursive regulation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Beyond the workplace, it spreads into broader 
cultural discourse through popular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revealing the intricate ties between language, 
power, and social structure.
Keywords:  language game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dentity symbol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popular expressions
Author:  Liu Xinyu, Lecture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ant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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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中国传播学界亟须建构一种以在中国发展场

域中具有迫切实践意义的真问题为研究对象，具有批判性立场和建构性指向的“面向发展的传播学”。参

与式行动研究以其实践性，应该在中国面向发展的传播学研究中成为关乎方法以及方法论的重要探讨对象。

本研究从概念溯源、客观性之辨以及规范化操作步骤等方面，探讨参与式行动研究作为一种“面向发展的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发展传播知识体系提供方法上的补充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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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中叶，“贫困”与“发展”这组概念被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出来，

成为重构战后全球文化与政治经济秩序的新话语 [1]。发展问题研究学者提出，

发展传播的本质是知识分享，传播媒介是完成这一社会过程的重要工具 [2]。

在传播学界，以媒体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之价值为研究旨趣的发展传播学，

也随之成为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学中的重要研究分支。20 世纪 80 年代，

发展传播学进入中国。早期经过潘玉鹏 [3]、范东生 [4]、支庭荣 [5] 等一批学者

的理论梳理与引介，中国学者们于世纪之交开始对中国转型期的发展与传播

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考察。张国良课题组依托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发展传

播学”，最早对“议题设置 [6]”“知识沟 [7]”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展

开了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方晓红团队在苏南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地区的

首次大规模媒体调查，初步探索了大众媒体发展与中国乡村变革之间的互动

关系 [8]。卜卫团队开展了反对家庭暴力网络、预防人口拐卖等发展项目，关

注如何利用媒介技术促进妇女 [9]、儿童 [10] 的权利增长与发展。

随着发展传播学本土化探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批判性反

参与式行动研究：

一个面向发展的传播学研究方法 1）

纪莉 米谭颖

1）基金项目：2024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新时代新征程我国
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建设研究”（2024JZDZ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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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揭示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发展传播

学在学术脉系上嵌入了西方单一价值观的现代

化理论基因，对西方国家所代表的现代化发展

道路的普适性盲目乐观，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

发展道路窄化为一种新技术或新知识从世界体

系中心到边缘的流动、扩散过程，折射出其西

方中心主义的内核 [11]。这一理论基础导致发展

传播学不可避免地在早期研究中具有技术中心

主义的倾向，其“媒体或新媒体的发展及其对

人的影响”的研究取向暗含着“最新的媒介更

能带来‘先进观念’‘先进技术’”的隐喻 [12]。

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后发国家发展场域中的公众，

特别是困境人群的发展人权与主体性问题，亦

限制了对后发国家内生性发展问题的探索。

当前，中国面临着以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已

经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重点研究

议题，传播学也不例外。中国传播学者需要深

刻反思根植于美国和欧洲发展经验之上的后殖

民主义发展传播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围绕中

国式发展的实践经验，建构一种具有批判性立

场和建构性指向的“面向发展的传播学”。该范

式应当以在中国发展场域中具有迫切实践意义

的真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提炼中国发展实践

的规律性成果来建构中国自主的发展传播知识

体系，从而突破当前发展领域中存在的以西方

地方性现代化经验为主要内容、以西方政治经

济霸权为维系目标的全球性知识体系霸权，并

最终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的

核心价值立场，以及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

社会主义道路下的现代化建设是全人类共

同面对的全新历史命题，既没有现成的发展经

验可供复制，亦没有现成的发展理论可供检验。

因而，面向发展的传播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论，一方面“从中国实践中来”，不是简

单地将西方理论拿到中国场域去应用，而是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独立自主地总结经验、

形成理论，并进一步在实践中验证和发展真理。

另一方面，坚持“到中国实践中去”，用实践

中得来的知识反过来指导实践，在理论与实践

的互动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那么，如何

将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互动”的抽象理念，

转化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传播学研究方法？

这是面向发展的传播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纵观方法的历史演进，可供选择的实践哲

学指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比较有限的。

自百年前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出

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起，“客观性”

便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指导规则 [13]。实践

导向的社会科学往往要求学者在场并参与实践，

这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统摄下的“客观性”

规范相去甚远，客观上导致该领域及其研究方法

一直处在边缘化的位置。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

参与式行动研究愈来愈成为健康、教育、性别

等重视传播实践效能的研究领域的重要工具。

它指向一种学者与实践者共同开展行动，并在

行动过程中构建研究体系的研究方法。这一研

究方法能否帮助人们生产具有实践性的知识？

能否回应实践哲学指导下的研究方法所面临的

客观性质疑？能否作用于发展领域的中国传播

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文将从概念溯源、

客观性之辨以及规范化操作步骤等方面，探讨

参与式行动研究作为一种“面向发展的传播学”

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二、概念溯源：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发展路径

二 战 时 期， 社 会 心 理 学 家 库 尔 特· 勒 温

（Kurt Lewin）为躲避纳粹而移民美国，早年的

经历促使他投身于改善种族关系、减少偏见与

歧视的社会实践。在他的一系列研究中，犹太人、

黑人等少数族裔人群不再只是被观察者、被研究

者，而是成为具有一定主体性的研究者。他们

与学者们合作，在“计划—行动—反思—再计划”

的螺旋式、循环式研究过程中，反思自己的境

遇并探索改变生活现状的实践路径。勒温将这

种研究方法命名为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 

AR），并在 1946 年发表的《行动研究与少数族

裔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定义，“行动研究就

是对各种社会行动的条件和效果进行对比，并

由此指导社会行动的研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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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行动研究者同意将勒温视为该领域

的开创者，但他们对于行动研究的理论来源、学

科背景等要素莫衷一是。行动研究被认为和实用

主义、诠释学、建构主义、象征互动论、系统论、

法兰克福学派等数十个重要理论或流派有关 [15]。

在这些多元的理论源流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社会行动理论为行动研究提供了最为

重要的理论基础，它开创了以“社会行动”作

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事实上锚定了行动研究的

边界。该理论综合以往的社会研究理论，以从

古典社会学对社会秩序与变迁的宏观叙事研究，

到现代社会学对行为科学研究的转向，明确提

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

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

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16]。在这里，“‘行

动’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社

会的’行动则指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

的行为，而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 [17]，意

即韦伯所使用的行动一词，不仅有行动者本体

的行为，而且包括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认

领实践行为的意义的过程在韦伯看来极为重要。

行动研究在韦伯提出的理论基础之上继续

发展。它继承了诠释主义下理解与解释的研究

旨趣，但其不再是通过对既存的社会行动的旁

观来完成理解与解释。“行动”对于行动研究

而言，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方法。行动研究

者既不是实践场域中处在时间与空间之外的观

察者，也不是参与式观察法所谓的局内人观察

者 [18]。他们选择参与到改变社会现实的行动过

程中，并在亲历的行动之中进行体验与理解。

换句话说，行动研究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最大

的不同便在于，其目的不仅仅是理解社会现实，

而是通过行动与实践，去实现理解社会现实以

及改造社会现实的双重目标 [19]。显然，这种边

行动、边研究的行动研究逻辑，比先研究、后

实践的科技理性逻辑或只研究、不实践的形而

上学逻辑，更加符合实践哲学的要求。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参与民主理论的发展，

行动研究的知识谱系中发展出了参与式行动研

究这一明确的概念，意为“实践者通过与专业

研究者进行合作，参与到研究项目设计、数据

收集与分析，以及成果应用等环节中去” [20]。

参与式行动研究不仅强调以行动为方法，而且

以参与式行动作为其差异化内涵，即必须将传

统研究范式中的研究对象转化为有权参与各个

研究环节的平等研究者，并与学者共同探讨、

研究那些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实践问题 [21]。学者

在此过程中不是客观的评估者，而需要提供技

术、知识、资源等支持，在指导参与研究的实

践者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以提高参与质量与行

动效能为研究导向与目标。

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建构中，不同于

“参加（involvement）”“产生瓜葛（entangle）”“牵

涉（implicate）”“ 包 含（include）” 等 形 式

上产生关联的意涵，“参与（participate）”的

意涵为学术权力与权利的分享 [22]。不过，在具

体的研究实践中，参与式行动研究很多时候还是

只能达到“参加”的水平。若从参与者在制定研

究计划的过程中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参与者

是否参与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参与者是否掌

控研究结果的使用等评价指标来衡量，很多研

究项目所谓的“参与”事实上无法达到参与式

研究的方法要求，大多数已见的研究都缺少对

“谁定义了研究问题”“谁生产、分析、拥有

并且使用知识”等深层次的权力与控制问题的

反思 [23]。更多研究呈现出雪莉·阿恩斯坦（Sherry 

Arnstein）所谓的非参与（nonparticipation）或

者象征性参与（degrees  of tokenism）的面向 [24]。

这恰恰源自发展传播学的既有研究中，很多将

“参与”庸俗化为一种功能主义下的方法工具，

一种仅仅服务于既定发展目标在社会中的适应

与推广的技术手段。

为了重新找回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价值，学

者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学者感到迫切需

要从勒温一脉发展出来的理论范式中跳出，并

在非洲、南亚、拉丁美洲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发展出另一派参与式行动研究实践。巴西批

判教学理论家保罗· 弗莱雷（Paulo Freire）的

成人教育理论被认为是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另一

派思想源流，其贡献在于将“参与”从一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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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升为一种作为体系的方法论。1970 年，他

出版了《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将谋求变革

的实践者，也就是“被压迫者”行动的核心目

标确立为寻求解放，认为这种解放必须通过追

求解放的实践，通过认同解放斗争的必要性才

能获得 [25]。实践者之所以被称为被压迫者，是

因为他们被各种压迫者降格为只能被动接受现

实世界的客体，那么解放的起点就是实践者的

主体化，而参与正是实践者完成主体化过程的

本体路径。从这一维度上来看，参与式行动研

究的方法论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个生产实

践性知识的可行路径，帮助学者和实践者以一

种较为科学、系统的方式，共同参与到以行动

促研究的过程之中；更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帮

助实践者获得解放与赋权的教育过程，无论是

工具性的参与式方法，还是实践哲学指导下的

行动方法，最终都是为了将实践者的主体解放

作为发展的前提。

三、合法性之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一）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合法性危机

如前所述，参与式行动研究要求实践者参

与原本属于学者的工作，如田野观察、记录、

资料分析等；鼓励学者扮演协作者或者导师的

角色，与实践者一起拟定工作议程，参与实践

者开展的具体研究行动，帮助他们在行动过程

中生产知识 [26]。它重构了学者与实践者之间的

关系，打破了传统社会科学中学者“研究者”

与“行动者”二元身份的对立，将没有经过学

术规范训练，没有掌握专业知识的实践者吸纳

到知识生产的过程之中，形成一个连通学界与

实务界的学术共同体。行动即研究，研究即行

动。“产”“学”双方的主体性在行动与研究

的过程中被激活，在彼此的互动关系中建构出

一种流动的、实践的、民主的、关乎发展的知识，

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机制。

然而这种实践者与学者平等参与行动并形

成研究的方法，在以“客观性”为标准的学术

研究体系内必然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美国

著名行动研究学者欧内斯特·斯特林格（Ernest 

Stringer）称，他的行动研究报告曾被某一全国

教育研究会议拒绝，理由是其中一位评审专家

批评其研究为“缺乏根据的无稽之谈”[27]。软

系统方法论（Soft Systems Methodology , SSM）

的提出者彼得·切克兰德（Peter Checkland）坦

言：“许多行动研究的文献都让读者对它的性质

产生了疑问：它与小说创作究竟有何区别？”[28]

行动研究者“写在实地”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不

被学术界承认的，教授职称评定仍然依靠在学

术刊物上发表传统研究的文章 [29]。

实证主义研究者对行动研究的客观性、科

学性问题批评最为尖锐。19 世纪上半叶，社会

学之父奥古斯特· 孔德（Auguste Comte）将数

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

科学研究，开创了实证主义哲学研究的先河。

“在自然科学中，存在一些规则，可以避免个

人感觉的材料趋于主观性的危险，使研究能够

十分客观地进行……一般地说，社会现象如果

能排除个人主观的感受，就能客观地反映出来；

排除越彻底，反映也就越客观。”[30] 实证主义

所强调的客观性事实上是一种通过统计平均、

实验或实验的重复等研究方法与原则，来消除

和控制情感、偏见或利益的导向 [31]。基于客观

性的设想，实证主义将研究的科学性表征为还

原论（reductionism）、可重复性（repeatability）

和可证伪性（refutation ）三个基本原理 [32]。以

此为对照，行动研究似乎无法满足实证主义研

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标准。它没有遵循自然科

学的研究方法，将错综复杂的研究情境与结论

拆解为简单机械的若干组成部分，也不可能在

完全一致的情境中重复所完成的研究过程，更

没法通过重复实验检验知识的可信度。

实证主义原则对行动研究客观性上的质疑，

恰恰是因为该研究未满足“研究者主体与被研

究客体之间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的预设。事

实上，很多质性研究学者也不认为主体与客体、

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之间可以绝对分离，

主张研究的过程本来就应是学者与实践者这两

个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而共同建构现实

的过程 [3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诠释主义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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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认可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客观性。毕竟“平

等对话”与“共同行动”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

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是绝对分离的，但似乎也

不应当是合二为一。即便是已经被广泛使用的

参与式观察法，也只是接受学者作为日常生活

中的一员，从局内人的角度观察、接触日常生

活的世界，并不能介入具体的研究对象的行动。

在面向实践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可以

采取“行为”（action）、“参与”（participation）

和“介入”（engagement）的方式在场。但是，

行动人类学之父索尔·塔斯（Sol Tax）公开表示，

学者的介入行动不能算作是“科学研究”。朱

晓阳亦认为研究者的介入天然面临着是否具有

客观基础的质疑，需要直面“研究者介入的行

动和倡导的价值主张是否具有客观性”“研究

者的介入是基于个人的经验、经历、情感以及

实质的或象征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其活动及其

后果如何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等问题 [34]。毕竟，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特别是由人组成的

社会运行与变迁规律。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是

人，一种既有本能，又讲策略，特别会运用意

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 [35]。

当研究对象—— “规律”—— 本身是从学者之

实践中生成的，并且是由实践的学者观察到的，

不得不承认行动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并不是

无需自证的。

（二）参与式行动研究如何回应对其的合

法性质疑

1. 建立“行动中反思”a 的方法论工具

实证主义研究和诠释主义研究对参与式行

动研究的质疑，源于它们与行动研究在认识论

立场上的差异。美国行动理论家唐纳德·舍恩

（Donald Schön）在《反思的实践者：专业工作

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一书中首次提出“行动

中反思”的认识方法论。在他看来，认识通常

内隐于人们的行动模式中，潜藏在人们处理实

践实务的感受里。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凭借即

a 大多数文献将 reflection 译为“反映”，但为了体现 reflection-in-action 这种认识方法论对于实践者主体性的重视与
强调，本文将 reflection 统一译为“反思”。

时反应或直觉去开展行动时，很有可能无法准

确说出到底是什么在指导着他们的行动。但是

在特定条件下（如行动研究的开展），实践者

能 将 自 发 的、 无 意 识 的 行 动 中 认 识（knowing-

in-action） 转 化 为 行 动 中 反 思（reflection-in-

action），并通过反思行动结果、行动本身、隐

含在行动中的直觉性认识，以及它们彼此的相

互关系，将行动中反思最终转化为行动中的知

识（knowledge-in-action）[36]。在从“行动中认识”

到“行动中知识”的转化过程中，实践者事实

上成为研究者，能够经由“反思”去理解自己

的实践，甚至建构一个解释实践问题的新理论。

这一方法论工具的建设对于实践性极强的学科

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对重视实践的新闻

传播学来说无疑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基于隐性认识与行动中反思的关系，研究

者的认识与行动之间形成了新模式。传统模式

是“慎思而后行”，研究者通常需要先预期行

动方案可能的后果，对每一个行动方案的实用

性进行考察，然后选择一个最具实用性的去实

施。“行动先于思考”的新模式将这种惯有模

式几乎完全倒转过来。由于行动中的认识是内

隐的，因此，唯有先行动，然后对行动进行反

思，才有可能发现到底是什么造就了成功的行

动。基于“行动中反思”的认识方法论建构的

行动研究，其方法步骤中的“计划”事实上是

“依据隐性认识去框定具体的实践情境”，“行

动”是为了产生“该情境以及当事人行动及认

识框架之间是否恰当的信息”，“反思”是“依

据隐性认识对这些信息加以解释”，“再计划”

是在行动未达成预期结果的背景下“对该情境

的重新框定”[37]。

以“行动中反思”为方法论工具，行动研

究的客观性问题得到了部分的解决。在这种认

识方法论的立场下，研究者需要通过行动发现

行动中内隐的认识。以此为论据，一些行动研

究的极端支持者不仅对研究范式的理论体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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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逻辑自洽，甚至可能会对其他非行动导向的

研究贴上不够科学、不够客观的标签。但是绝大

部分行动研究者在客观性与科学性问题上的看法

较为温和。正如许多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的拥趸

在坚守本流派原则立场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并一

定程度上认同对方的方法范式，行动研究无需标

榜自己的唯一性。一些行动研究学者也提出要鼓

励研究者根据实践的需要灵活运用多元理论与方

法，不必拘泥于各种量化、质化与混合研究方法

是实证主义的，还是反实证主义的。

2. 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统一的认识方法论

韦伯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为参与式行动研

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去回应质疑。韦伯所坚持的

客观性是价值关联（reference to values）与价值

中立（value neutrality）的统一 [38]。他认为以人

及其行动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必然涉及价

值问题，因为无论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还是因果

性解释的广度与深度，都是由研究者及其时代的

价值观所决定的 [39]。社会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意

义不像自然现象那样能够由“存在”本身直接呈

现，任何社会科学家通过提出问题、形成假设以

及选取资料进行研究等步骤来分析“行动”及其

蕴含的意义时，都有价值关联在起作用 [40]。但

与此同时，他也坚持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

做到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价值中立最基

本的含义就是不作价值判断，追求一种理性上的

诚实 [41]。总的来说，韦伯就是主张“社会科学

在研究时应把对象视为价值附着其中的对象，因

此应该使用与价值相联系的方法，但在态度上要

保持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反对把社会科学研究

本身变成一种评价”[42]。

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辩证统一，让一部

分研究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上达

成一种初步共识，即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科

学性，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摒

弃价值判断，进行遵循事实材料的客观分析，实

事求是地从材料中推导出“历史的”“因果的”

结论 [43]。从这一维度上看，参与式行动研究客

观与否，与学者以何种身份进入田野、学者是否

参与了行动无甚关联。尽管当下许多行动研究在

方法的规范性上有所欠缺，但行动研究方法本身

对于规范化方法步骤的重视，以及对学者的学术

素养、学术训练的要求，与其他科学研究并无不

同。每一个合格的行动研究者都应当如实记录所

有材料的获取方式，基于所有参与者在行动过程

中的充分交流与讨论，对材料进行合理的阐释，

并最终在循环的行动中不断地对知识进行检验和

反思，以确保知识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四、参与式行动研究在面向发展的传播学中的实

践价值

就前述的方法特征而言，参与式行动研究

契合了当前发展与传播领域范式转换的要求，即

“传播”不再是以创新技术或知识载体的形式去

促进社会发展的中介，而是建设一种学者与实践

者共同推动的，有益于发展的行动。“以行动促

研究”的方法内涵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的抽象方法论提供了向实践转化的路径，“行动

中反思”的认识方法论则为一直以来受到客观性

质疑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提供了建构自身合法性的

理论进路。因此，参与式行动研究可以作为一种

面向发展的传播学的科学方法进行探讨。经过几

十年的应用发展，参与式行动研究已经形成了一

套较为成熟的操作流程，使其可以应用于面向发

展的传播学的规范研究。

（一）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规范性方法

勒温将行动研究的具体步骤归纳为三步：

第一，在深度调研与前期准备的基础上，针对希

望达成的某个行动目标制定计划（planning）；

第 二， 执 行（executing） 制 定 的 计 划， 开 展 具

体 行 动； 第 三， 对 行 动 成 效 进 行 考 察（fact-

finding） 并 形 成 新 见 解， 随 后 不 断 重 复 上

述 步 骤 [44]。 在 此 基 础 上， 麦 金 太 尔（Alice 

Mclntyre）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研究方法进一步

细化为“提问（questioning）—反思（reflecting）—

调 查（investigating） — 制 定 计 划（developing 

plan）—实施（implementing）—改进（refining）”

的螺旋式循环（图 1） [45]。尽管许多经典的参与

式行动研究案例来自社会工作和教育学等领域，

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体现着传播对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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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作用，为其在面向发展的传播学中的具

体应用提供了借鉴。以古哈塔库尔塔（Meghna 

Guhathakurta） 在《SAGE 行动研究手册》中所

介绍的一个参与式行动研究为例，可见该方法的

具体步骤如下 [46]。

1. 前期：提问、反思与调查

在参与式行动研究前期，学者需要大致框

定研究议题，通过目的取样确定利益相关群体，

初步了解目标场域的基本特性。随后，学者招募

团队，通过工作坊、小组讨论等方式向实践者介

绍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历史、经典案例和基本原

则，增强其对项目的理解。学者与实践者形成研

究团队，基于实践场域的现实需求共同提炼具有

迫切实践意义的真问题。最后，研究团队针对研

究问题开展更为深入的调查与思考，为制定后续

的行动计划提供依据。在古哈塔库尔塔所介绍的

参与式行动研究案例中，为了促进孟加拉国西部

某贫困社区的发展，研究团队决定以互动戏剧的

方式，帮助当地居民反思自身生活境遇并主动参

与 社 区 建 设。 项 目 初 期， 团

队 负 责 人 通 过 参 访 其 他 参 与

式 行 动 研 究 项 目 基 地， 对 该

方 法 进 行 了 系 统 性 学 习， 随

后 招 募 了 一 批 当 地 社 区 的 问

题 青 年 作 为 实 践 者 加 入 研 究

团 队。 在 这 一 阶 段， 团 队 的

首 要 任 务 是 激 发 青 年 们 对 于

本 项 目 的 兴 趣， 引 导 他 们 对

社 区 存 在 的 问 题 进 行 初 步 探

讨与调研。

2. 中 期： 制 定 计 划 与 实

施

参 与 式 行 动 研 究 中 期，

学 者 与 实 践 者 需 要 合 作 制 定

行 动 计 划 并 实 施。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最 重 要 一 点 是 收 集 研

究 材 料， 材 料 的 内 容 包 括 但

不限于行动内容、行程安排、对话、反思与感想，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田野笔记、录像、日记，等等。

在这一阶段，研究团队和青年们围绕“社区存

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否可以改变这些问题？我

们想要改变吗？如果要改变，我们需要如何做？

如何将这些做法转化为可以演出的故事？应该

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事项？”等问题，开展了为

期十五天的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创作与排

练。最后，戏剧在社区得以演出。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些现实情境中，部分实践者（尤其是长期边

缘化的群体）由于长期遭受认知暴力的压迫而丧

失了一定的表达能力，致使访谈、问卷等传统研

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能。行动研究者很多

时候不得不求助于非语言文字的传播与沟通手

段，比如，诗歌 [47]、照片 [48] 以及上述案例中的

戏剧。虽然无论何种方法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都可

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参与式行动研究允许研

究者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

舍本逐末地将行动方法本身看作行动研究的特征。

图 1 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经典操作模型示意图①

① 本图出自麦金太尔（Alice Mclntyre）《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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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期：分析与改进

在参与式行动研究后期，学者与实践者共

同分析材料，并对研究结果与研究过程进行反

思。参与式行动研究要求学者时时检视自我所

处的结构与位置，检视自我与实践者的关系，

避免各种因素扭曲研究结果，还要求学者与实

践者相互审视主观偏好对研究的影响。更重要

的是，研究团队可以在反思的基础上制定新计

划，开展新行动，以在不断循环的研究过程中

提升行动效能。在孟加拉国的这个研究案例中，

受众最后通过分析戏剧表演，意识到阻碍社区

发展的关键问题。比如，当两位女性观众看到

戏剧中主人公的祖父阻止他上学时，直接走上

舞台与“祖父”争论，并质疑“为什么只有男

性长辈可以为整个社区做出决定”。研究团队

则从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分析观众和演员之间

经由互动而产生的新话语。他们发现，对于这

些贫困社区来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

或许更为重要，互动戏剧本质上就是一个通过

对话而不断推进的问题识别过程。

（二）参与式行动研究在当前中国传播学

中的应用

参与式行动研究早在 20 世纪末便进入了中

国学者的视野。卜卫及其团队自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大量使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将 20

世纪大众媒介传播时代以来传播学者过度投射

在媒体组织、文本和受众上的目光，转移到传

播学与社会发展的交叉田野，在技术中心主义、

媒介中心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主流脉络之上发展

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行动传播研究领域 [49]。这

一批学者将学术研究看作是赋能的过程或途径，

致力于在抗击艾滋病、预防人口买卖、城乡家

庭暴力干预、乡村妇女生殖健康等一系列发展

传播项目的研究中，增强困境人群对传播及传

播权利的认识，提升其以传播为手段改善自身

情况的能力，并最终促进整个社会层面上的积

极变革。但是，这一方法至今并没有得到学者

的大规模使用，仅有卜卫等个别学者对其尝试

性应用，如郑素侠设计了一项旨在提高留守儿

童媒介素养的参与式行动研究，通过开展由儿

童参与设计的强调互动与自我表达的媒介素养

课程教学活动，提升他们的表达意识与参与意

识，从而重建对自身能力与知识的自信 [50]。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如何使“传播”

真正成为向“暂时缺少资源和权力的困境人群”

赋能而不是成为加剧不平等的工具，如何借助

传播手段帮助困境人群实现个人提升，乃至推

动社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参与式行动研

究对于面向发展的传播学的现实价值。笔者也

在一次研究中尝试完整使用了参与式行动研究，

以发现如何通过传播行动推动中国本土的乡村

建设 [51]。研究团队由学者、当地农民、国际环

保组织等组成，主要目标为改善当地水环境。

在历时 2 年的研究中，本研究团队通过规

范性使用参与式行动研究，与作为实践者的村民

一起完成了一项乡村改造项目。由于中国南方

自然村落中村民有使用门前池塘静水洗衣做饭

的生活习惯，当地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对当

地村民的健康造成影响。这次研究致力寻求改

变村民生活习惯的行动，并以此改善自然环境，

保护村民健康。根据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指

导，研究团队首先进行前期走访调查，结果发

现该地区位于自然保护区边缘，自然村落居民

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觉意识的乡村环境公益组织，

是关键的实践者，但因缺乏社会资本与行动能

力，其在乡村环境治理体系中处于弱权状态，

难以发挥参与作用。基于此，学者与作为实践

者的村民以及当地乡村环境公益组织组成研究

团队，共同探讨通过什么行动向村民传播环境

保护与健康信息。这一研究的问题意识“从实

践中来”，既源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也源于乡村环境治理实践

场域中出现的真实困境。

基于前期调研的基础，研究团队共同制定

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主要负责在村民与

乡村之外的各个主体之间建构传播与协商的通

路，作为实践者的当地村民是行动研究项目的

参与者、主导者。经过多次讨论、协商，研究

团队形成了通过“水井改造”作为生活用水替

代方案以保护水资源环境，并保障当地村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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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的行动计划。在研究的中后期，研究团

队与所有村民一起完成了将村中一口废弃水井

改造成为公共水池的行动，村民也在全程参与

水井改造方案讨论与建设的过程中，理解并接

受了乡村环境治理与健康保护的信息。在后期

反思中，研究者发现参与式行动研究使学者不

必受限于只能以观察者身份客观分析相关信息

的宣传与传播效果这一常规研究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与乡村实践者共同组成研

究团队后，乡村居民不断提供实践中的“真实

材料”，帮助学者走出将预设的理论体系带入

实践场域的“无知无觉”研究，从而得以在共

同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反思总结

出了一种中国乡村语境中公民获得赋能并参与

社会治理的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社会

理论中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本框架，中国

政府与社会是互动与合作的，因此得以在环境

治理、社会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客观上说，中国政府和社会在中国特色的家国

一体语境下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实现了为各

行为主体赋能，实现共同发展。但是，扎根本

国实践经验，并在反思中总结真实的行动机制，

确是当下建构中国面向发展的传播学最迫切需

要投入的学术生产。

（三）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迷思

参与式行动研究目前并没有在中国传播学

界得到大规模应用，一方面是因为学者对于实

践导向方法论的警惕，另一方面，也有该方法

本身存在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的原因。

首先，“参与”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理想状

态。“参与”是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环境条件、

研究团队的目标与能力、专业人员的实践技巧

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和实施难度 [52]。比如，在本研究过程中，有意

愿和能力参与的农民是较为稀缺的，部分老年

人不会普通话，团队也不会当地方言，沟通不

畅是阻碍他们深度参与研究的客观原因。除此

之外，在有限的项目时间与资金的限制下，“参

与”的优先级有时也不得不让位于“效率”。

其次，由于研究过程中的参与特性，参与

式行动研究面临着远大于其他方法的伦理挑战。

在研究共同体中，研究者与实践者往往处在不

同的阶层地位，掌握着不同的社会资源与专业

能力，这种潜在的客观差距可能会对共同体中

弱势的一方造成伤害，还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的

质量。因此，除了安全权、隐私权和知情权等

常规的伦理要求外，参与式行动研究要求以互

惠原则为核心理念，构建学者与实践者之间平

等的权力关系，帮助实践者在研究过程中获得

短期与长期发展 [53]。

最后，尽管部分学者开展参与式行动研究

的根本目的可能是为困境人群赋能，并不是为了

论文发表，但其不免面临着如何将这些实践知

识转化成可发表的成果的压力。正如前文所述，

无论是哪个国家、哪种评价体系之下，行动研

究者“写在实地”的研究成果—— 行动研究报

告—— 常常不被学术界承认。知识的呈现方式

仍然主要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传统研究的文章，

大多数学者不得不用传统论文的写法，对参与

式行动研究的成果加以整合提炼，这未尝不是

一种学术研究的“削足适履”，事实上也阻碍

了研究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五、总结与反思

在科技快速变革、社会日新月异、世界动

荡不安的今天，中国学者应当以何种知识准备、

何种知识立场、何种思想境况，展开对于中国

发展的重大方向性问题的建构性探索，已经是

关乎整个学术社群之存在意义，关乎国家、民

族前途命运的时代之问，亦是关乎全球南方国

家前进方向、关乎全球发展格局的世界之问 [54]。

源起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先哲

的“为学术而学术”纯学术观，至今仍或多或

少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若将社会看作旁观

的场景或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非有

待实践解决的问题，学术研究往往会止步于总

结客观规律、生产科学概念的理论阶段。但是，

发展研究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追寻，决

定了其绝非一个纯粹思辨的研究领域。面向发

展的传播学本质上是以社会变革为导向的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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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之学，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实践性，与之相适

应的是一种“为功用而学术”的学术观和一种“引

领社会发展”的学术责任感。这要求学者不能够

仅仅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被动研究，发生什么就

观察什么，永远走在发展实践之后，而是要在实

践之中大胆试错，主动建构有关发展的实践性知

识，指导中国走在无意识、不自觉的实践之前。

因而，面向发展的中国传播学首先应当坚

持行动导向、实践导向，赋予越来越脱离于现实

社会的理论知识以实用价值，拯救学术知识于封

闭的象牙塔之中，最大程度地激发学者对实践与

理论的反思能力，把思考重新放入行动的领域，

从指导实践、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维度重新建构

传播学的学科价值。

但仅有“行动”是远远不够的，面向发展

的传播学还需要认识到“参与”的价值。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西方现代化范式下的发展传播理

论本质上是一种支配的、压迫的力量。西方国家

的地方性知识在其经济政治霸权的维系下成为

全世界的行为准则，不接受这种强制性支配力量

的国家似乎难以参与所谓的全球化、现代化进

程。在这种现代化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发展传播

学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范式提供了知识合法性。

为维系现有国际分工结构下美西方的垄断优势，

发展传播学刻意回避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

力建设的问题，拒绝深入讨论不同地域、文化中

内生出的其他现代化模式，并将第三世界国家的

发展问题化约为通过技术即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无论是主导范式、参与范式还是全球化范式下的

发展传播，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脱离本土语境

的技术扩散。在此语境下，只有当地方群体的意

愿表达和西方现代化的要求相一致时，“参与”

才会成为一种方法。

面向发展的传播学应当对发展传播学有关

科学技术、发展及参与的迷思抱有警惕。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都是接受了西方教育模式，熟

知西方知识体系的精英。来自本国的一线实践者

是一股打破常规知识生产模式的力量，实践者的

参与可以启发并帮助一定程度上被西化的精英

们回归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

与实践者采用弗莱雷视域下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方法，共同参与本国实践并从中生产为了本国人

民发展的知识。这种“参与”恰恰是当地方群体

的意愿表达和西方现代化的要求不一致时，支持

在地化发展知识生产的重要路径。

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恰满足面向发展的传

播学对于“行动”和“参与”的期待。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参与式行动研究是面向发展的传播学

区别于发展传播学的重要特征。参与式行动研究

能够帮助学者将发展与传播的问题放置于中国

式现代化的具体语境之中，为普通实践者赋能，

为政府、公众、媒体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主体

提供自主探索行动方案、生产在地化发展知识的

可行路径，从而建构中国自主的发展传播知识体

系，推动传播学研究从“观察世界”向“影响世界”

迈出第一步。

（责任编辑：徐秋染  实习编辑：尹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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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媒体深度融合与青年文化日益形塑传播生态的语境下，主流媒体传统的话语体系与传播范式面临

传播效能弱化的现实挑战。为实现对青年群体的有效触达与价值引领，主流媒体亟须构建以共情为核心并

符合青年认知逻辑的传播新范式。本文基于情绪共情、认知共情与行为共情三重维度，系统阐释主流媒体

引领青年价值认同的传播机制和策略进路。研究发现，通过情绪共鸣建立情感联结，借助精准观点深化价

值认同，推动行为内化实现实践转化，主流媒体成为连接青年的内容提供者和全场景陪伴者，青年群体对

主流价值实现从“情感联结”到“价值认同”再到“协同行动”的跃升。共情化传播不仅有助于主流媒体

突破传播壁垒、增强话语活力，更能使其在凝聚青年共识、引领社会风尚中发挥关键作用，为巩固壮大主

流思想舆论、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提供实践路径。

关键词　主流媒体；青年；共情；情感联结；协同行动；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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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交媒体与移动终端的深度渗透，点对点网络化扩散趋势使用户群

体进一步分化与流动，主流媒体面临传播效能递减与用户流失等困境。党的

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化”，而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推动主流文化传播与用户建立深度价值共鸣

是其实践路径之一。其中，青年群体始终是推动传播格局变革与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满足和引导青年群体情绪价值的传播形态正成为重塑传媒生态的关

键变量。《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选择“快乐消费，为情绪价值 /

兴趣买单”的青年群体占比 56.3%，较 2024 年提升 16.2 个百分点 [1]，这反映

出青年群体对能提供情绪价值产品的追捧。在此背景下，共情化传播回应了

算法平权与液态社交语境下青年群体对情感联结的本质诉求，推动主流媒体

实现从“情感联结”到“价值认同”再到“协同行动”的深层跃升，成为主

流媒体摆脱传播困境、消解代际文化隔阂的关键手段，是构建主流意识形态

的有效传播范式。

从情感联结到协同行动：主流媒体引领

青年价值认同的共情化传播策略 1）

邓若伊 金子琳 刘长发

1）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022WT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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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指“个体基于对他人情绪状态或状况

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 [2]。有学者提出共情

包含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的双维度理论框架 [3]，

也有学者基于共情与行为反应的内在关联性，

将行为共情（behavioural empathy）纳入分析范

畴 [4]。共情本质上是一个动态信息交互过程，共

情得以表达、传递与反馈的社会化实践场域则构

成了传播 [5]。近年来，“共情传播”逐渐引人关注：

以情感为核心符码与媒介桥梁，通过有机互动，

在情感的流动、链接与交互中建构起情感共在

与意义共享的传播空间 [6]。本研究从情绪共情、

认知共情和行为共情三个维度，对主流媒体新

闻作品展开分析，解码主流媒体所构建的共情

化传播新范式，为推动主流媒体打破传播壁垒、

深化代际对话，以及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

革的背景下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青年共识、

提升传播效能提供实践路径。

一、情绪共情：建立青年情感联结的传播入口

情绪共情是个体在接收他人情绪线索时，

通过“情绪模拟”机制产生的即时性生理唤醒

与心理感应 [7]。作为共情发生的驱动力，个体无

需调动复杂的认知资源，仅凭对情绪符号的直

觉捕捉，即可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情绪的镜像

模拟 [8]。这种基于生物本能的无意识情绪模拟，

构成了新闻作品触达青年用户的第一道阀门。

（一）以接近性情绪共鸣贴近青年心理

主流媒体共情化传播以青年群体为核心关

注对象，其首要任务是消除传播的主体间距，

构建接近性情绪共鸣。对于青年群体而言，这

种接近性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心理趋

近。运用接近性原则，主流媒体能够把宏大议

题与青年熟悉的日常生活和平凡语境作情绪联

结，消除青年人对新闻作品的陌生感，建立情

绪模拟，触发情绪共鸣。

重庆日报打造的视频栏目《理响青年》，

通过“青年主理人”实现了与青年用户的接近

性情绪共鸣。在传播主体维度上，传受双方的

代际平视建立起心理亲近。“青年主理人”让

青年从台下的听众变为台上的讲述者。当屏幕

中的主角变成了与用户年龄相仿、面孔熟悉的

同龄人时，他们从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触发

了基于身份认同的本能亲近感，进而引发接近性

情绪共鸣。在传播内容维度上，话语体系的经

验同构实现了内容贴近。栏目上线三年持续产

出了 500 多期内容，全网播放量超 7 亿次，用

户画像中“00 后”占比近七成，青年自发创作

的二创视频覆盖 B 站、微信视频号等多个平台 [9]，

构建了一个与青年现实生活高度重叠的话语情

境。这种“说身边事、讲贴心话”的接近性策略，

将理论硬知识转化为青年可感可触的个体经验，

打开触达青年的第一道“情绪阀门”。

（二）以积极性情绪共振建立正向情感联结

在建立了情感联结后，用户依然保有趋利

避害的本能防御机制。相比于引发焦虑的负面

叙事，分享快乐与希望的积极情绪更能增强人

际亲密感，降低用户的心理防御门槛 [10]。新闻

作品通过挖掘议题中的积极情绪力量，运用积

极情绪的易感性，能够降低用户的心理防御，

将瞬时的注意力转化为持续的情绪共振。

《光明日报》的系列评论文章《躺平不可取》

《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通过积极情绪

的引导实现了积极性情绪共振，三篇文章在全

网浏览量超过 6 亿 [11]。文章首先以情绪接纳消

解了对抗情绪。通过肯定“躺平”话语背后青

年群体职场压力、生活焦虑等现实困境的存在，

建立起包容姿态以消解负面情绪；这种“被理

解”的积极情绪体验，使青年用户放下了心理

防御，为后续的价值引导打开了通道。其次 , 以

具象化奋斗案例激活正向共情。作品聚焦基层

创业、科研攻坚等领域的青年奋斗案例，将抽

象的“奋斗成就价值”转化为具象的路径，提

供解决焦虑的情绪出口。在该系列报道的互动

区，用户反馈高频关键词从对“内卷”的被动

抵抗转变为对“现实担当”的主动认同，如用

户将“做好眼前事”界定为一种务实的责任履行，

而非消极的社会退缩。这种从理解困境到提供

希望的叙事策略，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从情绪

共鸣到情绪共振的提升。

（三）以情境化情绪强化构建沉浸传播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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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以情境化设计增强青年用户的情

绪和感受，构建沉浸式传播场域以解决卷入深

度的问题。情绪体验不仅源于大脑的认知加工，

更深受身体感知与环境交互的影响 [12]。主流媒

体通过视听语言的强化与游戏化设计，构建情

境化的情绪场域，作为情绪共情的“起搏器”。

“情境 + 环境 + 场域”夹心式传播 [13] 实际上是

通过增强空间临场感与社会临场感，调动用户

的多模态感官参与，从而将瞬间的生理唤醒固

化为持久的情绪体验。

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通过“网

综 + 剧情 + 科技”的年轻态叙事，运用 5G+AR

技术构建出虚拟与现实交错的沉浸式场景，博物

馆中冰冷的陶俑被复活为娇憨可爱的“唐小妹”，

用户在与角色的嬉戏互动中获得了强烈的空间

临场感与视觉震撼。该系列节目全网点击量超

50 亿次，带动了线下河南博物院的“打卡热”，

六成以上到访游客为 35 岁以下人群 [14]。这种基

于技术与叙事构建的情境，使抽象的文化成为

可感知、可体验、可参与的情境化文化。

二、认知共情：深化青年价值认同的传播路径

与强调感官刺激与瞬时卷入的情绪共情传

播相比，认知共情则是基于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和

理性回归，构建长效社会共识的深层心理机制。

这意味着主流媒体新闻作品的共情化传播超越

了单纯的感官愉悦，在通过情绪共情实现瞬时卷

入的基础上，依托长期的平台生态嵌入与认知

图式匹配，推动用户完成从情绪感染向认知共

情的跃升，确立对主流价值的深度理解与认同。

（一）以精准性观点涵化认知图式

主流媒体构建全场景覆盖的传播矩阵，通

过认知图式的精准转译实现主流价值的观点涵

化。青年群体的“平台化生存”特征，提示着

认知共情的发生场域已从单一媒体转向全场景

的平台生态。主流媒体采取平台生态嵌入策略，

主动介入青年活跃的社交平台，构建了全场景

覆盖的传播矩阵，将主流价值自然缝合进青年

的日常数字生活，使其在无抵触情绪的浏览中

完成观点涵化，更容易实现认知共情“润物无声”

的生成与创造。

由交汇点新闻打造的作品《600 岁昆曲“00

后”接棒》，通过将昆曲文化与新传承人的真

实日常相连接，在认知层面消解了传统文化与青

年群体的心理距离；将“昆曲传承”概念嵌入

青年的生活方式图式中，实现了优秀文化的可

感知、可亲近、可传播，完成了从旁观到认同

的转译。作品依据不同平台的生态特性与用户基

础进行差异化分发，精准锚定原本分散的社群，

以多种形态在抖音、小红书、B 站等多个平台同

步扩散，全平台覆盖人群超 7000 万，互动量达

1900 万，18~39 岁用户占比超过 65%[15]。这种

持续性的社群渗透与跨平台内容协同，成功将

青年用户瞬时的注意力捕捉转化为持久的文化

认同与认知共情，进而实现了精准性观点涵化。

（二）以陪伴式情感深化价值认同

在夯实认知基础之后，陪伴式情感可以巩

固和深化认知共情的效果。相较于短视频的瞬时

感官刺激，价值认同更依赖于传播主体与用户

之间建立的“长期陪伴”关系；并且基于长时

段媒介介入与拟人化叙事策略的陪伴式传播能

够有效建立起基于信任的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 [16]。 当 用 户 将 交 互 对 象 视 为 陪 伴

式朋友时，更愿意花费认知资源去理解对方的

复杂观点。基于此，主流媒体需构建一种高情

感陪伴与低认知干扰的沉浸式传播场域，引导

青年用户在准社会关系中主动进行观点采择，

实现价值观念的深度内化。

宁波广电集团与喜马拉雅打造的《爱上宁

波的理由 WAVE NINGBO》，利用长音频构建

起一个“可听、可感、可传”的声音陪伴空间，

该作品全网曝光量超 11.6 亿，用户年龄分布集

中在 24~40 岁 [17]。作品打破了传统宣教的离身

性，集结头部主播与本地创作者，以“听见城市

的呼吸”为隐喻，将城市地标与历史转化为具

有人格温度的听觉符号。这种声音的长期陪伴

建立了一种基于信任的准社会关系，使听众能

够自然地带入叙事者的视角去感知城市的脉搏。

（三）以数智化共情计算驱动价值引导

在数智时代，算法技术的引入为认知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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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生成与价值引导提供了新的路径，认知

共情的实现方式正经历从内容分发向数据驱动

的认知服务转型。对主流媒体而言，这要求新

闻作品生产从“内容分发”转向“数据驱动的

观点采择”，即通过对青年群体全网行为轨迹、

情感偏好及痛点诉求的量化分析，建立高精度

的动态用户画像，从而在算法层面实现对用户

心理视角的精准代入与模拟。

人民日报社传播内容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

所研发的“自在”心理疏导大模型，不仅是 AI

技术应用的突破，更是主流媒体“服务即传播”

理念的典型样本。首先，数据层构建了“全息

镜像”。“自在”大模型以青少年成长心理知

识库为核心，整合了海量的教育场景行为轨迹

与心理咨询文本，构建了标准化的心理特征标

签体系。这种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整合，突破了

个体记者的经验局限，精准捕捉并量化“学业

压力”等青年普遍存在的隐性痛点，为共情传

播奠定了数据基座。其次，模型层启用了“动

态观点采择”。该模型采用“心理学理论嵌入 +

算法动态优化”的混合架构，将用户的观点采

择转化为算法逻辑。通过反馈、优化、迭代闭环，

模型能不断校准对用户心理的理解，规避了经

验固化带来的认知偏差。最后，服务层引入了“场

景化价值介入”。主流媒体将抽象的价值引导转

化为具象的共情聊天与心理疏导服务，并通过数

智化共情计算，将认知共情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

的计算能力，实现了深度的情感联结与价值凝聚。

三、行为共情：激发青年协同行动的传播链路

作为共情传播的实践节点，行为共情不仅

指涉个体基于共情唤醒所产生的利他行为或社

会支持 [18]，更关涉青年用户通过媒介交互、内

容生产与社交分享，主动介入新闻生产流程，

构建起“情感—行动”的复合传播生态。这一

过程呼应了数智时代青年群体日益凸显的主体

性诉求，推动主流媒体完成从单一的信息供给

者向多元场域的共创引导者的角色转型。

（一）以卷入式互动提升参与深度

主流媒体以沉浸式交互方式驱动用户在深

度卷入的行动中实现行为共情与价值共创。传统

新闻传播往往止步于单向的“看与听”，而行为

共情的发生则要求用户深度卷入“做与玩”的

进程。新闻互动 H5、弹幕新闻、话题投票等形

式的新闻互动和参与方式将青年用户吸入新闻生

产的全过程中，主流媒体正在将“交互性”作为

行为共情的催化剂，打破线性叙事逻辑，构建一

个由人与非人共同编织的“新闻行动者网络”[19]。

北京卫视与四川卫视联合打造的纪录片《熊

猫奇遇记》，全网总覆盖人数超 15.2 亿人次，

在社交平台激发起超 3.8 亿次的话题讨论 [20]。

随即推出的“熊猫巴士”线下体验、裸眼 3D 秀

等真实场景互动，让青年群体切实体会生态保

护的现实意义，让共情从屏幕前的观看转化为

身边的体验，强化了对生态保护议题的情感联

结与行动认同。这种依托新闻体验行为产生共

情的新闻作品创作核心在于，通过卷入式互动

参与，媒介使用升华为意义体验。这也是新闻

业主动适应并塑造数字媒介生态的一种策略性

实践，旨在通过构建更具吸附力与生成性的交

互网络，夺回用户的注意力并转化为具有社会

文化价值的深度参与。

（二）以共创式叙事延展内容价值

当下新闻作品的叙事边界正从专业生产的

封闭系统转向开放协同的动态网络。共创化叙

事作为行为共情的关键形态之一，其本质是新

闻文本从“完成品”向“半成品”乃至“待续

文本”的转变。它通过赋予青年用户叙事参与权，

将个体经验、情感与创造力纳入新闻作品的再

生产过程，从而在共同创作中深化集体认同与

情感联结。新闻作品的内容和叙事共创不仅体

现为用户生成内容的简单补充，更体现为叙事

权在媒介与公众之间的结构性转移。

华龙网《太绘啦！这是我的 8D 魔幻新重庆》

将手绘艺术与 AI 交互融合，把“8D 城市”转化

为可互动、可分享的数字化体验，全网总流量

超 1.5 亿、参与用户超 500 万，其中 18~39 岁群

体占比达到 62.5%[21]。作品选取重庆真实地标作

为打卡点，让用户在线上创作城市画作后，能

走进真实场景验证，这种从数字共创到真实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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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的转化，让用户对城市的情感认同在城市空

间里得到深化。这种参与将用户从旁观者转化

为见证者与叙述者，通过自我叙事实现情感宣

泄与社会认同，也为他人提供具身共情的可能。

同时，新闻作品的内容与叙事共创形态还包括：

用户基于新闻原型进行短视频改编、漫画解读、

表情包创作等，通过戏仿、拼贴、混仿等常用

策略，完成对新闻的“解码—再编码”。这类

创作不仅是观点的表达，更是情感态度与文化

归属的公开宣示，在趣味传播中凝聚共识。内

容与叙事共创标志着新闻功能的重要演进，即

从提供信息到提供意义协商的场域，从追求共

识到培育共情能力，从记录历史到参与社会对

话的塑造。

（三）以协同式行动转化传播效能

行动转化和社会协同是主流媒体通过行为

实现共情目的的最终体现，也是媒介化社会动

员能力的重要表征。当新闻作品成功促成从线

上情感到线下实践、从个体表达到集体协同的

跨越时，媒介便不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而

成为连接社会资源、组织公共行动、构建协作

网络的社会基础设施 [22]。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

主流媒体通过情绪动员、认知转化到行动框架

的构建，将分散的公众注意力转化为目标一致、

组织有序的集体行为，从而实现社会问题的可

见化、议题的公共化与行动的组织化。

协同式行动转化传播效能主要呈现为以下

形态： 其一，线上线下联动的公益实践。新闻

媒体通过报道特定社会议题，往往同步发起或

连接线下公益活动，并设计低门槛的参与接口。

由川观新闻打造的追光公益平台，为线上情感

触动提供即时的行动出口，将瞬时情感共鸣转

化为实体资源募集与志愿行为。用户在线上参

与爱心传递，项目众筹解锁后，由川观新闻联

合公益伙伴以用户名义线下完成该项目 [23]。其

二，倡议响应与政策推动。新闻事件通过持续

报道与公众讨论，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与民

意表达，进而推动相关政策出台或制度完善。

中国青年报社《了不起的青春小店》系列报道，

深入全国近 70 城，聚焦普通人、平凡事，将服

务青春小店纳入工作议程并推动有关部门相继

出台政策，形成“报道—讨论—倡议—反馈”

的行动闭环。其三，集体表达与社会仪式建构。

在重大公共事件或纪念日报道中，通过发起象

征性行动，新闻作品为青年群体提供情感表达

的出口与集体身份的确认，使个体哀思凝聚为

可见的集体记忆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作

品通过构建情感—行动纽带，唤醒了青年个体

的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了议题解决、强化了民

族团结、推进了社会发展。

四、结语

在媒体深度融合与青年文化日益形塑传播

生态的语境下，共情化传播成为主流媒体突破

传统话语困境、有效触达并引领青年群体的关

键策略。通过系统构建“情绪共情 - 认知共情 -

行为共情”的三维框架，主流媒体能够精准对

接青年群体的情感需求与认知逻辑。以情绪共

鸣为起点，迅速建立情感连接，为价值传播奠

定信任基础；通过精准观点传递深化认知共情，

促使青年在理解与认同中内化主流价值；最终

导向行为共情的激发，实现从价值认同到协同

行动的跃升。这一策略不仅显著提升了主流媒

体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效能与话语活力，有效

打破了代际传播壁垒，更在凝聚青年共识、引

领社会风尚、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方面

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共情化传播，已然成

为主流媒体在复杂舆论生态中强化价值引领力、

塑造新时代青年价值坐标的传播新范式。

（责任编辑：徐秋染  实习编辑：尹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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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Collaborative Action: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Mainstream Media for Guiding Youth Value Identification

Deng Ruoyi, Jin Zilin, Liu Changf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eep media convergence and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youth culture in shaping the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the tradi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nd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of mainstream media are 
facing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declining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To effectively reach young audiences and provide 
value-oriented guidance, mainstream media urgently need to construct new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centered 
on empathy and aligned with young people’s cognitive logic.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ffective empathy, 
cognitive empathy, and behavioral empath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mechanisms and strategic 
pathways through which mainstream media guide youth value identific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by establishi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through affective resonance, deepening value identification through precise viewpoints, and 
promoting behavioral internalization to achiev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mainstream media evolve into content 
providers and all-scenario companions for young people. Through this process, youth engagement with mainstream 
values progresses from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ultimately to “collaborative action”. 
Empathy-driven communication not only helps mainstream media break through communication barriers and 
enhance discursive vitality but also enables them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fostering youth consensus and guiding social 
trends. It thus provides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consolidating and strengthening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d 
enhancing the overall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media.
Keywords:  mainstream media; youth; empathy; emotional connection; collaborative action; value identification 
Authors: Deng Ruoyi,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Jin Zili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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